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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論文以日治時期新文學白話文小說為研究範圍，探討語言之於創作的影響，

依序關照的三層次為：大環境中被期許的創作語言、作家作品中實際表現出的創

作語言、以及足以撐持起小說的敘事語言。 

第二章先行梳理「言文一致」在日本、中國兩地的發展過程，歸納出「言文

一致」與時代的交互關係；而後將焦點轉向以日本、中國為師表的臺灣文學界，

以時論點出當時做為理想的文體是「中國白話文」，並借中國近代白話書寫之經驗，

闡明新文學在萌芽時期即可能存有「口頭語」與「書面語」之糾葛；再則實際分

析一九二○年代新文學作家的小說語句，由單一作家不同作品的比較，拓展至作

家之間的全面比較，發現特定語句句法之表現異同；最後，接續討論語句句法產

生歧異的可能原因，並列述作家群的發展動向，解讀語言對創作歷程的影響。就

「言文一致」的觀點而言，新文學作家使用不熟悉的中國白話文來創作實有隔閡，

創作者意識到自身的創作並非「我手寫我口」；評論者亦認知到不倫不類的白話文

之可能成因，遂出現以臺灣話文為書寫系統的呼聲。 

第三章由鄉土文學和臺灣話文論戰切入，帶出一九三○年代新文學發展之背

景，「臺灣話文」在此時被提出做為理想的書寫語言，本論文舉出「滿洲國」鄉土

文藝論爭做為對照，凸顯臺灣做為日本殖民地，於論戰中發展出的獨特議題；接

續觀察賴和、楊守愚的小說語句從一九二○到三○年代間發生的變化；另外針對

參與鄉土／話文論戰的作家──郭秋生和朱點人的小說語句進行分析，並對照其

各自的主張，檢視理論與實踐的貼合或落差。實際討論此時期的作家作品後，發

現愈是彰顯臺灣話文使用的小說，所形成的敘事語言相對愈不流暢，常引起時論

批評。「言文一致」在臺灣的發展不但欠缺中央力量的推動，還存在有被先行實踐

的中國白話文之阻力，欲將臺灣話文落實於新文學創作中於是難上加難。 

分別討論了一九二○、三○年代的新文學小說的發展背景與實際創作的句法

呈現之後，第四章則以綜觀的角度，探究外在環境與作家內在思辨對創作語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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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第一節藉由新文學對「言文一致」的受容連結起一九二○到三○年代語文

改革運動與新文學小說的關係；第二節整合作家本身認知到的創作困境以及小說

語句句法之表現，推論出新文學小說敘事語言的形成方式。過去所見和日治時期

書寫語言相關的研究，多半導向兩個面向的結論，一是表述作品中的語言混雜反

映出時代面目，並肯定作家多元的書寫風貌；一是以語言傾向詮釋作家的認同，

彰顯其抵殖民精神。在這樣的討論之下，語言永遠是被動受選擇的。本文藉由實

際分析小說文本的語句，比對創作意識的表現，並考慮小說文類的特性，發現作

家們因為語言環境的殊異，所呈現出的語言樣貌不盡然都是自己能主導的，作家

確實能主動選擇書寫語言，然而語言終究反身影響了思考、影響了書寫成果。 

關鍵詞：日治時期新文學；語文改革運動；言文一致；臺灣話文；小說敘事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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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scope of the vernacular novels in New Literature during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his thesis explores the influence of language on literary creation. Three levels 

according to writing sequence are the expected literary creating language in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he literary creating language in practice, and the narrative language 

that can sustain a novel. 

In Chapter Two, the first section elucidat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ccordance 

between vernacular and written language” in Japan and Chinese, induc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ccordance between vernacular and written language” and the 

period in history. The second section focuses on the Taiwan literary circles that followed 

the steps of Japan and Chinese, pointing out that according to the journal editorials, the 

ideal literary style was “Chinese vernacular”. Later, with the experience of the written 

form in Modern China, this section elucidates that there might have been a struggle 

between the vernacular language and the written language at the beginning of Taiwan 

New Literature. The third section analyzes the sentences in Taiwan New Literature 

writer’s novels. With the comparison between different works of a single writer and the 

comprehensive comparison between different writers, the third section discusses the 

difference and similarity of certain syntax. The latter part of this chapter discusses the 

possible reasons that result in the difference of the syntax in sentences, the development 

of writers, and the possible influence of the language on literary creation.  

Chapter Three begins with Taiwan Regional Literature and Vernacular Literature 

Debate, follow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ew Literature in the 1930s.  During this 

period, “Taiwan vernacular” was seen as the ideal language of writing. In the first 

section, the Regional Literature Debate of “Manchukuo”（滿洲國） was presented as a 

contrast, which emphasizes the special issues that Taiwan, being a colony of Japan, 

raised in its debat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language of Lai, Ho（賴和）, and Yang, 

Shou-Yu（楊守愚）, the second section observ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narratives in 

novels from 1920s to 1930s. The third section analyzes the language of K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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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u-Sheng（郭秋生） and Chu, Tien-Jen（朱點人） with their positions in the Regional 

Literature and Vernacular Literature Debate, inspecting the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 

between their theory and practice.  

After the discussion of the vernacular novels development and the syntax of 

literary creation in the 1920s and the 1930s in Chapter Two and Chapter Three, Chapter 

Four, in a comprehensive way, explores the influence of the social expectation and the 

writers’ inner reflection on writing language. The first section deals with the linkage 

between th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reforms in the 1920s and 1930s and the vernacular 

novels through New Literature circles’ reception of “the accordance between the 

vernacular and the written language”. In the second section associates the writers’ 

awareness of the predicament in writing and the presentation in novel syntax, inferring 

the way the narrative language in vernacular novels is formed. 

Most of the present researches on the written language in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lead to two kinds of conclusions: first, to assert that the intermingling of different 

languages reflects the generation and to affirm the multifarious writing styles of writers 

in this period; second, to interpret the language preference as the identity of writers, 

which manifests their resistance to colonization. Under these viewpoints, language is 

always the passive, which waits to be chosen. Through analyzing the sentences in 

novels, comparing the awareness of literary creation, and considering the features of 

novel as a genre, I assert that writers cannot fully control their language. While they can 

actively choose the writing language, the language nevertheless influences thinking and 

writing inversely. 

Keywords: New Literature during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reforms; the accordance between the vernacular and the written language; Taiwan 

vernacular; the narrative in no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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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一、 研究動機 

語言是存在的居所。──海德格1 

從明清、日治、國府來臺、解嚴、政權輪替，由威權統治到今日的民主化時

代，臺灣語言文字的使用與表記問題，始終在政治、社會、文化、文學等各場域

中作用與發酵。語言文字問題時而被視為建構「想像的共同體」──民族認同的

康莊大道
2，時而被簡化為表達的「工具」，彷彿為記者或作者個人所掌控，且可以

任意被修改。 

在同時並存著閩南、客家、南島等多族群語系的臺灣，連結至東亞文化圈的

書寫文字「漢字」之存在，及其難以搖撼的文化權威，更為歷經多重殖民統治、

而使混雜、斷裂幾乎成為常態的臺灣語言文字之狀況，增添其他地區罕見的複雜

變數。在最近發生的「蔣黃事件」中，臺語的使用程度竟成為攻擊作家之武器的

荒謬現象3，可察覺語言文字與文學創作之間或為表裡或為一體的緊密連結，似乎

也可以是被論者作為劃分敵我時可供挪用的最佳資源。 

                                                 

1 ”Language is the house of being.” Martin Heidegger, translated by Frank A. Capuzzi, “Letter on 

Humanism” in Pathmarks, ed. William McNeil（Cambridge Univirsity Press, 1998）, p.239. 

2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將「民族」（nation）定義為「一個政治性的想像社群」，闡明民族

主義乃是由想像而得的特殊文化產物，同時透過印刷媒體等的傳播，使不同地區的人們得以透過想

像結合為一個共同體。換言之，現代國家是一想像的共同體，形成此一共體的因素是意識型態、情

感與記憶，反而語言、地理疆域、種族並非絕對條件。班納迪克˙安德森，吳睿人譯，《想像的共同

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臺北市：時報，2010。 

3 2011 年 5 月 24 日「百年小說研討會˙臺南場」於臺灣文學館舉行，第一場次邀請作家黃春明演

講，講題為「臺語文書寫的教育與商榷」，演講至一半，坐在臺下的成功大學副教授蔣為文舉起「用

殖民地語言寫作是可恥的」標語，質疑黃春明的立場，兩人由口角衝突演變為肢體衝突，經旁人制

止請蔣為文先行離場，現場風波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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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南語的使用以及表記問題，早在臺灣新文學成立之際，即因為殖民統治與

東亞現代化進程的雙重因素，而成為其無法迴避的命題。在所有關於臺灣文學史

的記述之中，被視為劃時代重要事件的一九二○年代新舊文學論爭、一九三○年

代鄉土文學、臺灣話文論戰
4，都與臺灣語言文字問題直接相關。二者分別揭示了

語體、語言作為文學創作亟需突破的困囿，其中更為細緻的議題包括中國白話文

運動、臺灣羅馬字運動、臺灣話文運動等語文改革運動
5。誕生於日常生活的口頭

語言，與用以發抒情感、實踐理念的書寫文字的問題，早在當時，即成為知識份

子寫作之際縈繞不去的影子，王錦江的文字即可見諸一端： 

現在最困擾臺灣漢文作家的問題之一，就是使用語言的問題。居住在臺灣

的本島人，有很多人本來就是從泉、漳兩州渡海過來的；要把泉、漳話用

文字寫出來都很困難了，更何況已經經過好幾代，本土化帶來語言的變遷，

書寫上更是困難。可是文字要求的是確實感，是言文一致，所以如何表現

臺灣話就是問題所在。
6（粗體強調處為筆者所加，以下全文皆同） 

在這篇發表於一九三六年的評論中，王錦江揭示了新文學創作的普世課題、也是

新文學的重要宗旨：「言文一致」。以及包含自己在內的漢文作家在「言文一致」

目標下所面臨的現實困境：無法在書寫之際達成某種「確實感」，無法順心表記「臺

灣話」；也就是說，這是一個語言文字層面上的困境。然而這篇評論文章本身的文

字，卻也在不意中顯示了一個弔詭的現象：這篇討論漢文作家困境的文章，本身

是以日文寫成，與討論對象的臺灣話文根本屬於不同的語言系統。為何在評論文

章之中，「使用語言」不成為被關注的問題？泉漳移民後代的本島語言的文字化，

                                                 

4 以下簡稱為鄉土／話文論戰。 

5 陳培豐提點出1910年代後期開始便陸續發生這些語文改革運動，基本上與明治維新的日本一樣，

是為了方便現代化的攝取或教育的普及，也和文學間產生密切的關係，更促成漢文文體（style）的

變化。陳培豐，〈由敘事、對話的文體分裂現象來觀察鄉土文學〉，陳芳明主編，《臺灣文學的東亞

思考》，臺北市：行政院文建會，2007，頁 191。 

6 王錦江，涂翠花譯，〈賴懶雲論──臺灣文壇人物論（4）〉，黃英哲主編，《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

集（雜誌篇）》第二冊，國家文學館籌備處，2006，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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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道不需被要求使用在評論上？「言文一致」為何只用來要求作家？ 

亦即是，新文學發展時期的評論經常關注小說創作的語言問題，談及新文學

作品用詞不倫不類云云，不過這些評論本身卻多以文言文或日文書寫，而無礙溝

通，也不見要求評論文字白話文化的呼聲。此一矛盾弔詭的現象，其實提醒著關

心臺灣語言文字問題的論者，「言文一致」命題與特定文類，也就是「新文學」、「現

代文學」中最具代表性的文類──「小說」之間的關係。而王錦江並未清楚定義

的「文字要求的確實感」，則可能是進入此一鍊結的入口。 

本於對臺灣語文問題與現代臺灣社會、文化現象之糾纏難解現象的觀察，筆

者認為這樣的問題絕非發端於當代，而有其前發的歷史脈絡可循。共通的語言文

字系統之建立與使用，並非僅訴諸政策制訂、教育執行就能在短時間內普及實現；

尤其當特定系統的口頭語言成為具有藝術性要求的文學語言之際，更非單方面的

推進力所能促成與解決。語言文字的複雜性在此，但這也是個人或群體展現主體

性（與其侷限）的機會。因而藉由新文學小說文本中臺灣語言文字使用方式的探

討，應能關照出臺灣語言文字以及新文學小說雙方面的特質。是故，本論文將討

論臺灣語文的適用條件與新文學小說文體之間的關係。 

回到論文最初引用的海德格的話語，語言作為存在的「居所」，人有可能習慣

於存在其中，而不見其對於自己的限制；但語言也可以是護衛、武裝、裝飾，以

標記自我的存在。藉由一九二○至三○年代臺灣漢文小說與語言文字使用的關係，

筆者希冀可以示現出當時作者所深陷、或泅泳的語言之海的狀況；探討其如何自

覺或不自覺地藉由小說，開拓探索著自己與語言文字的邊境。若能提供今日臺灣

語言文字現象一個相對的參照，那麼這些作家前輩看似失敗的漢文創作，在提醒

後輩子孫臺灣小說與語文之間相補相剋的關係上，也具有了歷史性的意義。 

二、 問題意識 

從此一研究動機出發，筆者將檢視文本與史料的方式設定在以下三個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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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探討「言文一致」與新文學的理想之連結。 

本論文立意於探討臺灣語言文字與新文學小說作品之間的關係。而此二者之

間的緊密連結，其實來自於東亞地區所有發展現代文學時的理想：一種能普及「文

學」於大眾的、非專屬於貴族的、能夠承載新時代所需的種種理念的文字表現形

式。在中國，是為「我手寫我口」；在日本，則是「言文一致」的理想。本論文將

從建構中國、日本兩地「言文一致」的時代意義、方式內容出發，觀察源於此二

文化根源的臺灣新文學，如何共享此一標的，從而發現做為中國「化外之地」、日

本殖民地所特有的困境。 

臺灣「新文學」起始於一九二○年代，甲午戰爭後長成的第一代吸收了不同

於前一代的養分，成為第一批「新知識份子」。面對日本統治下現代文明的衝擊，

以及一九一七年中國大陸開始了五四白話文運動的提倡；基於不願自外於世界進

步大勢、亦不欲與民國成立後的中國脫離文化紐帶關係，思考、尋求文化上的立

基點成為臺灣新知識分子迫在眉睫的使命感。在透過現代化以趕上文明潮流的理

想驅策下，一種能夠適切吸收、傳達新知識和新思想的途徑，使廣大的群眾也能

收開化之效的普及工具為急切的需求。當時的創作者期望用怎麼樣的語言寫作？

為什麼需要這樣的語言？是本論文第一步想要驗證的議題。 

（二）檢視新文學小說作品中的語言呈現與前述創作意識的落差。 

現存研究中多有對個別作家、作品的詳細討論，當中不乏對創作語言的評析，

語言的「混雜」成為日治時期以來的臺灣文學特徵，一方面反映了社會實況；一

方面其混雜成分與程度，也可能標幟出個別作家的創作風格。一九三○年代初期

起始的鄉土文學／臺灣話文運動直接將語言議題提升至檯面，引起熱烈反響與討

論，主張以中國白話文或臺灣話文創作者是否能分別落實自己的論點？論爭內容

與創作趨勢之間的關係如何？小說中除了最易辨識的名詞搬用，例如指出「亭仔

腳」是閩南語、「配達夫」則是日文這樣的特徵之外，是否能藉由語言學的角度來

觀察出更多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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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上述兩項之後，重新闡明臺灣作家的創作困境。 

創作新文學小說的不確實感除了源於外在環境的影響、創作者本身的能力，

或許還有來自語言之於創作的反饋。朱惠足在談論日治時期臺灣現代小說的誕生

時提到：打從一開始，小說就是在外來形式與在地傳統的交會、衝突、融合當中

所衍生出來的
7。當創作者有意識地標舉自己的創作語言選擇，可以說是呈現了認

同所趨；然而當創作者在書寫過程中發展出另一套創作語言，那麼該討論的便是

作者初心與結果間落差所顯現的意義。語言絕非可以完全選擇操控的工具，尤其

做為創作的媒介，在作品形成過程中是不斷回應著創作者。從語言的表現是否可

能透析日治時期新文學作家的創作歷程？小說此一文類的特性對創作語言是否構

成影響？這是在討論作家與作品之後想要推導的方向。 

綜合以上所述，三層次依序想要釐清的是：大環境中被期許的創作語言、作

家作品中實際表現出的創作語言、足以做為撐持小說的語言結構，希望透過這三

層次的討論，呈現「言文一致」從做為語文改革運動的理想到被落實於小說作品

中的樣態，拓展理解日治時期新文學創作的另一途徑。 

  

                                                 

7 朱惠足，〈第二章「越界書寫」〉，《「現代」的移植與翻譯》，臺北市：麥田，2009，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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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 

一、 研究範圍 

本論文重心在於分析創作語言、書寫文字與文學創作意識的關係，研究對象

則鎖定在以「白話文」創作的新文學小說。「白話文」是為了本論文研究方便而措

定的名詞，意指相對於中國文言文、日文的漢字書寫方式；臺灣新文學的「白話

文」參雜了中國白話、日語、閩南語的辭彙以及語法，在不同時代也因應使用者

與理念的相異，而有著「漢文」「白話文」等紛陳的稱呼。礙於能力限制，本論文

無法就其稱呼的變遷作系譜式的分析，只能以「白話文」來通稱這種凸顯臺灣特

色的書寫方式。時代方面，在一九三七年報紙漢文欄廢止前後，新文學小說已大

多為日文創作，故研究時代範圍為一九二○至三○年代發表於期刊上的新文學小

說，包括《臺灣民報》和《臺灣新民報》（1923~1931）、《臺灣文藝》（1934~1936）、

《臺灣新文學》（1935~1937），以及《人人》（1925）、《南音》（1932）、《先發部隊》

（1934）、《第一線》（1935）。 

而在這大量的「白話文」創作中，再以作品發表年代為界選擇特定作家作為

對象，以便於分析其創作意識變遷與時代的關連性。成為分析對象的主要作家包

括楊雲萍、賴和、張我軍、陳虛谷、楊守愚、郭秋生、朱點人七位作家。選取標

準與策略將於下一段說明。 

二、 研究方法 

本論文認為在「言文一致」目標下發展出來的臺灣「白話文」書寫行為，在

一九三○年代鄉土／話文論戰過程中以及之後，產生了重要的變化。討論對象因

此劃分為一九二○年代以及一九三○年代的作家作品，一九三○年代又分為跨越

論戰的創作者以及參與論戰的創作者。一九二○年代的創作者選擇有：楊雲萍、

賴和、張我軍、陳虛谷和楊守愚；一九三○年代的作家則包括：賴和、楊守愚、

郭秋生、朱點人。以整體創作情形歸納區分作品的時期，如陳虛谷雖在一九三○

年有兩篇創作發表，但連同一九二八年的兩篇之外再無其他小說作品，宜劃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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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代；郭秋生在一九三○年之前已有創作，但多數作品發表在三○年之後，

且參與了鄉土／話文論戰，宜劃分在三○年代；賴和與楊守愚二○到三○年代皆

有豐碩創作，將分別以〈彫古董〉、〈彼特先生〉做為分期點。詳細討論篇目如下

表。 

楊雲萍，計九篇小說： 

篇名 發表刊物 署名 發表時間 備註

〈月下〉 《臺灣民報》第二卷第十號
士林 雲

萍生 
1924/06/11  

〈罪與罪〉 《人人》創刊號 雲萍 1925/03/11  

〈光臨〉 《臺灣民報》第八十六號 
士林 雲

萍生 
1926/01/01  

〈到異鄉〉 《臺灣民報》第一○一號 
士林 雲

萍生 
1926/04/18  

〈弟兄〉 《臺灣民報》第一一九號 雲萍生 1926/08/22  

〈黃昏的蔗園〉 《臺灣民報》第一二四號 楊雲萍 1926/09/26 
東 京

創作

〈加里飯〉 《臺灣民報》第一三八號 
東京 楊

雲萍 
1927/01/02 

東 京

創作

〈秋菊的半生〉8 《臺灣民報》第二一七號  1928/07/15 
東 京

創作

                                                 

8 《臺灣民報》第二一八號登載消息：前號登載的楊雲萍之創作，題「秋菊的半生」要改為「秋菊」，

1928/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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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 《臺灣民報》第二九四號 雲萍生 1930/01/01 

東 京

日 文

稿 

賴和，計十三篇小說： 

篇名 發表刊物 署名 發表時間 備註

〈鬪鬧熱〉 《臺灣民報》第八十六號 懶雲 1926/01/01  

〈一桿「 仔」〉
《臺灣民報》第九十二、九

十三號 
懶雲 1926/02/14、21  

〈 不 如 意 的 過

年〉 
《臺灣民報》第一八九號 懶雲 1928/01/01  

〈蛇先生〉 
《臺灣民報》第二九三、二

九六號 
懶雲 

1929/12/29 、

1930/01/18 
 

〈彫古董〉 
《臺灣新民報》第三一二、

三一三、三一四號 
甫三 

1930/05/10 、

17、24 
 

〈辱〉 《臺灣新民報》第三四五號 甫三 1931/01/01  

〈浪漫外紀〉 
《臺灣新民報》第三五四、

三五五、三五六號 
甫三 

1931/03/07 、

14、21 
 

〈可憐她死了〉 

《臺灣新民報》第三六三、

三六四、三六五、三六六、

三六七號 

安都生 

1931/05/09 、

16、23、30，

06/06 

 

〈歸家〉 《南音》創刊號 懶雲 1932/01/01  

〈豐作〉 
《臺灣新民報》第三九六、

三九七號 
甫三 1932/01/01、09  

〈惹事〉 
《南音》一卷二、六、九和

十合刊號 
懶雲 

1932/01/17 、

04/02、07/25 
 

〈 善 訟 人 的 故

事〉 
《臺灣文藝》二卷一號  1934/12/18 

原 刊

處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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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面

截去

〈一個同志的批

信〉 
《臺灣新文學》創刊號 灰 1935/12/28  

張我軍，計三篇小說： 

篇名 發表刊物 署名 發表時間 

〈買彩票〉 
《臺灣民報》第一二三、一二

四、一二五號 
張我軍 

1926/09/19、26、

10/03 

〈白太太的哀史〉

《臺灣民報》第一五○、一五

一、一五二、一五三、一五四、

一五五號 

憶 

1927/03/27 、

04/03、10、17、

24、05/01、 

〈誘惑〉 
《臺灣民報》第二五五、二五

六、二五七、二五八號 
張我軍 

1929/04/07、14、

21、28 

陳虛谷，計四篇小說： 

篇名 發表刊物 署名 發表時間 

〈他發財了〉 
《臺灣民報》第二○二、二○

三、二○四號 
一村 

1928/04/01、08、

15 

〈無處申冤〉 
《臺灣民報》第二一三、二一

四、二一五、二一六號 
虛谷 

1928/06/17、24、

07/01、08 

〈榮歸〉 《臺灣民報》第三二二號 一村 1930/07/16 

〈放炮〉 
《臺灣新民報》第三三六、三

三七、三三八號 
一村 

1930/10/25 、

11/01、08 

楊守愚，計三十五篇小說： 

篇名 發表刊物 署名 發表時間 備註 

〈獵兔〉 《臺灣民報》第二四一、 守愚 1929/01/01 作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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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二號 、08 1928/12/17 

〈生命的價值〉 
《臺灣民報》第二五四、

二五五、二五六號 
守愚 

1929/03/31

、04/07、14 

作 於

1928/05/19 

〈 凶 年 不 免 於 死

亡〉 

《臺灣民報》第二五七、

二五八、二五九號 
守愚 

1929/04/21

、28、05/05 
 

〈捧了你的香爐〉
《臺灣民報》第二七三、

二七四號 
守愚 

1929/08/11

、18 

作 於

1928/02/15 

〈瘋女〉 《臺灣民報》第二九一號 守愚 1929/12/15 
作 於

1928/12/28 

〈醉〉 《臺灣民報》第二九四號 守愚 1930/01/01 
作 於

1929/12 

〈誰害了她〉 
《臺灣民報》第三○四、

三○五號 
守愚 

1930/03/15

、22 

作 於

1929/01/12 

〈十字街頭〉 
《臺灣新民報》第三○

六、三○七號 

靜 香

軒 主

人 

1930/03/29

、04/05 

作 於

1929/01/17 

〈冬夜〉 
《臺灣新民報》第三一

一、三一三號 
瘦鶴 

1930/05/03

、10、17 

作 於

1927/11/06 

〈顛倒死？〉 
《臺灣新民報》第三二一

號 
守愚 1930/07/12 

作 於

1927/05/16 

〈出走的前一夜〉
《臺灣新民報》第三四

三、三四四號 
瘦鶴 

1930/11/03

、10 

作 於

1927/05/16 

〈過年〉 
《臺灣新民報》第三四

五、三四六號 
守愚 

1931/01/01

、10 

作 於

1930/12/10 

〈女丐〉 
《臺灣新民報》第三四

六、三四七號 
翔 

1931/01/10

、17 

作 於

1928/11/28 

〈彼特先生〉 
《臺灣新民報》第三五○

號 
翔 1931/02/07 

作 於

1930/12/17 

〈一個晚上〉 《臺灣新民報》第三五 村老 1931/03/07 作 於



11 

 

四、三五五號 、14 1930/11/12 

〈元宵〉 
《臺灣新民報》第三五

七、三五八號 
守愚 

1931/03/28

、04/14 
 

〈一群失業的人〉
《臺灣新民報》第三六

○、三六一、三六二號 
守愚 

1931/04/18

、25、05/02 

作 於

1931/03/10 

〈嫌疑〉 
《臺灣新民報》第三六

三、三六四、三六五號 
翔 

1931/05/09

、16、23 

作 於

1931/03/30 

〈開學〉 
《臺灣新民報》第三六

六、三六七號 
慕 1931/05/30 

作 於

1931/04/10 

〈 沒 有 兒 子 的 爸

爸〉 

《臺灣新民報》第三六

八、三六九、三七○號 
瘦鶴 

1931/06/06

、13、20 

作 於

1931/04/05 

〈升租〉 
《臺灣新民報》第三七

一、三七二、三七三號 
洋 

1931/07/04

、11、18 

作 於

1928/02/11 

〈開學的頭一天〉
《臺灣新民報》第三七

五、三七六號 
Y 

1931/07/01

、08 
 

〈 就 試 試 文 學 家

的味道吧〉 

《臺灣新民報》第三八

二、三八三號 
Y 

1931/09/19

、26 
 

〈夢〉 
《臺灣新民報》第三八

六、三八七、三八八號 
Y 

1931/10/10

24、31 
 

〈啊！稿費〉 
《臺灣新民報》第三八

九、三九○、三九一號 
Y 

1931/11/071

4、21 
 

〈 爸 爸 ！ 她 在 使

你 老 人 家 生 氣

嗎？〉 

《臺灣新民報》第三九

二、三九三、三九四號 
守愚 

1931/11/28

、12/05、12 
 

〈決裂〉 

《臺灣新民報》第三九

六、三九七、三九八、三

九九號 

守愚 

1932/01/01

、09、16、

23 

 

〈罰〉 
《臺灣新民報》第四○

二、四○三號 
翔 

1932/02/13

、20 

作 於

1928/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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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生〉 
《臺灣新民報》第四○

四、四○五、四○六號 

靜 香

軒 主

人 

1932/02/27

、03/05、12 

作 於

1931/12/16 

〈斷水之後〉 
《臺灣新民報》第四○

七、四○八號 
村老 

1932/03/17

、26 

作 於

1931/12/26 

〈難兄難弟〉 《臺灣文藝》二卷二號 村老 1935/02/01 
作 於

1934/12/20 

〈商人〉 《臺灣新文學》一卷一號 曙人 1935/12/28 
作 於

1935/12/10 

〈赤土與鮮血〉 《臺灣新文學》一卷一號 洋 1935/12/28 
作 於

1935/12/03 

〈移溪〉 《臺灣新文學》一卷五號 村老 1936/06/05 
作 於

1936/05/04 

〈鴛鴦〉 《臺灣新文學》一卷十號 洋 1936/12/05 
作 於

1934/12/16 

郭秋生，計六篇小說： 

篇名 發表刊物 署名 發表時間 

〈死麼？〉 

《臺灣民報》第二七九、二八

○、二八一、二八二、二八三

號 

秋生 
1929/09/22、29、

10/06、13、20 

〈鬼〉 

《臺灣民報》第三三二、三三

三、三三四、三三五、三三六、

三三七、三三八、三三九號 

秋生 

1930/09/27 、

10/04、11、18、25、

11/01、08、15 

〈跳加冠〉 

《臺灣民報》第三七九、三八

○、三八一、三八二、三八三

號 

秋生 
1931/08/29 、

09/05、12、19、26

〈貓兒〉 《南音》一卷四號 芥舟 1932/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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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影的消滅〉9 《南音》一卷五號 涼 1932/03/14 

〈王都鄉〉 《第一線》 芥舟 1935/01/06 

朱點人，計八篇小說： 

篇名 發表刊物 署名 發表時間  

〈島都〉 

《臺灣新民報》第號四

○○、四○一、四○二、

四○三號 

點人 

1932/01/30、

02/06、13、

20 

 

〈紀念樹〉 《先發部隊》第一期 點人 1934/07/15  

〈無花果〉 《臺灣文藝》一卷一號 點人 1934/11/15  

〈蟬〉 《第一線》 朱點人 1935/01/06  

〈安息之日〉 《臺灣文藝》二卷七號 朱點人 1935/07/01  

〈秋信〉 《臺灣新文學》一卷二號  1936/03/03 未見原刊處 

〈長壽會〉 《臺灣新文學》一卷六號 朱點人 1936/07/07  

〈脫穎〉 《臺灣新文學》一卷十號  1936/12/05  

三層次的析論將透過以下研究方法進行： 

1. 史料解讀 

本論文所應用的史料以日治時期的新文學文藝刊物為主，雖然在前人努力下，

日治時期的許多小說作品、文藝評論已集結成冊，如前衛、遠景各有分冊臺灣作

家小說集，不少學者更與個別作家的家屬合作出版作家全集，然而回到小說作品

最初的刊載現場仍是必要的，既能觀察同一刊載場域中的生態，亦能避免重新集

結、整頓後篇章失真的部分。舉例來說：在《賴和全集》裡，編者為使讀者明瞭，

在某些閩南語詞彙後加註解釋，但其實有些括弧內的說明是小說發表於《臺灣民

報》之際就已經存在，若要探討創作的意圖則必須分辨清楚哪些是原作既存的部

                                                 

9 〈幻影的消滅〉原為連載小說，後因《南音》停刊只見前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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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哪些是後來添加的部分；又如《陳虛谷、張慶堂、林越峯合集》中，小說〈榮

歸〉開頭描述郵差送來電報一封，老秀才拜託他翻譯，讀過公學校的郵差念著日

文拼音卻無法通透，刊載原文中郵差的讀法是「コウブ  ンキウダイ」，全集卻修

正了郵差的斷句方式為「コウブン  キュウダイ」，應是全集編輯者認為原文排版

錯誤而直接改正，但其實卻忽略斷句的訛誤或許可能來自小說設定，其目的在凸

顯臺灣人族群中日語辨讀能力的參差。除了小說文本，本論文也將參照包括文藝

評論、徵文徵稿活動等，以透過同時期的言論了解作品在當時文學界的位置，以

及文學與社會的交互關係。 

2. 小說文本句法分析 

小說文本仍為最主要的討論對象，不過因應研究主題設定，本論文較不同於以

情節為焦點的傳統文本分析，而將力道著重在句法分析，擬提出研究對象中刻意

成就卻有破綻可循的語句。先要廣泛收集相同的句式樣本，進而分析當中不合規

範者。之所以選擇句法而非詞彙為分析單位的原因，在於不同語言的詞彙混用可

說是顯而易見的，然而句法的「混雜」或許更能證明新文學創作的困境。而檢證

句法的不合常規的目的不在於定義對錯，而是嘗試發現歧異的存在，來印證創作

之期待與實踐的落差。故句法的參照點原則上是透過「比較」而產生，由概觀同

一作家的不同作品為起點，再平行擴大至其他作家的作品，形成對照，為了更準

確地分析句法使用，亦備有絕對參照點，一是到現今仍普遍通用的「漢語語法」，

參考黃宣範譯《漢語語法》10而行；一是當時可見的語法討論，如張我軍所著《中

國國語文作法》11、以及臺灣鄉土文學與話文論爭中各家的發言。 

  

                                                 

10 Charles N. Li and Sandra A. Thompson, 黃宣範譯，《漢語語法》，臺北市：文鶴，2005。 

11 張我軍，《中國國語文作法》，臺北：自刊，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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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前行研究回顧 

一、 日治時期書寫語言研究 

近五年來，以日治時期書寫語言為主題的學位論文共有三本，分別是張安琪

《日治時期臺灣白話漢文的形成與發展》12、邱雅萍《從日刊報紙「漢文欄廢止」

探究「臺灣式白話文」的面貌》
13、以及林芷琪《日本時代漢字文學中書寫語言的

「透濫」現象（1920-30 年代）》14，三者提供了不同的面向思考「臺灣白話漢文」

之議題。 

張安琪〈日治時期臺灣白話漢文形成發展〉耙梳了臺灣「漢文」的發展過程，

企圖提出本土「語言環境」做為進入臺灣白話文體發展的重要文化脈絡，觀察官

方如何透過教育進行滲透、改造，同時又實行「土語溫存」政策，兩者皆為促使

臺灣白話漢文發展之重要條件，故「臺灣話文」應在日本統治之初即存在，也不

只為中國白話文之複製品。我亦認為臺灣的白話文提倡並非直接承繼著中國的五

四新文學運動而來，鄉土文學論爭中被倡導的「臺灣話文」也並非一定得要從頭

建設、無中生有，張所挖掘出的本土脈絡便能證明這一點，不過「歌仔冊」的存

在是否直接成為臺灣話文的養分來源，或是該以「做臺灣話文並非難事」來詮釋，

也許需要界定討論對象再做更細緻的分析。雖然張的論文是以教育面、民間文化

為研究對象，當中仍有值得參照之處，如提出臺灣白話漢文兩大特徵：現代日式

漢字、大量表音假借字，便能與新文學中的文句的表現彼此呼應。 

邱雅萍〈從日刊報紙「漢文欄廢止」探究「臺灣式白話文」的面貌〉處理的

亦是「臺灣式白話文」的在地發展，先從一九三○年代前後外部的社會語言環境

                                                 

12 張安琪《日治時期臺灣白話漢文形成發展》，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13 邱雅萍《從日刊報紙「漢文欄廢止」探究「臺灣式白話文」的面貌》，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碩士

論文，2007。 

14 林芷琪《日本時代漢字文學中書寫語言的「透濫」現象（1920-30 年代）》，成功大學臺灣文學

系碩士論文，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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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起，將日刊《臺灣新民報》的漢文欄切割出來，確定其「臺灣式白話文」的存

在位置，再從漢文書寫內部的分化，探討「臺灣式白話文」的演變面貌。邱認為

「臺灣式白話文」這種混用模式的載體，確實已經具有某種對於殖民文化統合的

反作用力，其混用的姿態遠遠超出殖民宗主可以監看、理解的程度，卻又是凝聚

漢文讀寫能力者的新想像共同體的出版媒介物，當這種載體被用於抵殖民氣氛濃

厚的刊物時，所帶給日本當局的威脅可想而知，也因此得以將「臺灣式白話文」

的生成、發展做為「漢文欄廢止」的原因之一。邱的論文較張安琪多關注了新文

學的位置，不過僅以報刊為對象提出概論，認為臺灣民報最先提倡白話文時即並

非死守「中國白話文」，反而在追尋並實踐臺灣在地語言言文一致的可能性上有所

致力，論文末提到日後的課題包括：尚未對於作家群們，如何運用混雜的文體完

成新文學的創作，其中是否有規則性或策略性？這便是本論文想要繼續發展的議

題。 

林芷琪〈日本時代漢字文學中書寫語言的「透濫」現象（1920-1930 年代）〉

實際地對小說中的語言提出討論，討論的對象涵蓋新文學與通俗文學，論文伊始

先試圖勾勒出一九二○至三○年的臺灣語文環境，從時間的設定不難看出其與新

文學產生時期的勾連，林提出日治時期的臺灣文學作家周旋於殖民母國、文化祖

國與生身臺灣所相互重疊又彼此扞格的語言文化間，為描寫地方色彩、貼近庶民

大眾，摸索出一套多元混雜的原創書寫語言，並為臺灣新文學漢字小說區分出不

同的混語程度，依照臺灣話文使用的增加，分為「以中國白話文為基調，加入臺

灣話詞彙語俗諺俚語」、「以中國白話文為敘事，以臺灣話文為對話的分工式混語」、

和「敘事者在場的『對話性敘事』」等書寫文體，討論中詳細列舉日文漢字、漢字

音譯以及臺灣話詞彙之引用，具體標示出作品的語言風貌，外來語的漢字音譯詞

對照表對解讀文本實有貢獻。本論文在此分析基礎上，期能聚焦新文學的發展，

更進一步以分析句法為目標，與之形成對話。 

三本學位論文之外，另有三本專書著作亦帶給我許多對日治時期書寫語言的

省思，分別是陳培豐《「同化」的同床異夢：日治時期臺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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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15、李育霖《翻譯閾境：主體、倫理、美學》16、與朱惠足《「現代」的移植

語翻譯：日治時期臺灣小說的後殖民思考》17。 

陳培豐《「同化」的同床異夢：日治時期臺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在

第六章「臺灣人追求自主性近代化的軌跡」中談及明治時期的臺灣人以「依賴他

者」方式接受文明，而後大正時期在隈本繁吉新「同化」政策下，攝取近代化的

態度從「依賴他者」轉變為「自力更生」；對應國語「同化」統治的情境也從「同

床異夢式的接受」，趨向「知己知彼式的對抗」，中國白話文運動正是在這樣的近

代文明聲浪中起步，隨即一九三○年代鄉土文學及臺灣話文的摸索成為知識分子

的新討論課題，臺灣話的語言改革顯現出以臺灣話創作的自覺，臺灣話文論爭的

兩造則分別偏向「同化於文明」、「同化於民族」的語言思想，而對抗日文的姿態

是這些運動的共同點。陳主要藉由近代化論述和實際政策內容去探討近代臺灣人

認同意識的內涵，提供了較為全面的語文環境背景，亦能從中攝取知識分子認同

的產生模式。此外，陳培豐的單篇論文〈由敘事、對話的文體分裂現象來觀察鄉

土文學─翻譯、文體與近代文學的自主性〉
18和林芷琪的論文皆提到一種「一篇多

語」且分工明確的文體，謂臺灣新文學小說中經常以臺灣話文來表記對話，而以

中國白話文來描寫、敘述甚至說明，陳認為是由於臺灣話文未如日文或中國白話

文經過翻譯的洗禮，無法成為近代文學的載體。由現代文學書寫的思考點切入提

供了更豐富的討論空間，而我將更聚焦於作者的創作歷程繼續探究。 

李育霖《翻譯閾境：主體、倫理、美學》裡的章節皆是由翻譯的連續與斷裂

切入，探索在地文學的表達形式，並進一步推敲臺灣作家在翻譯書寫中展演的殊

異主體樣貌，他認為臺灣進入現代世界體系，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徑翻譯，這一進

                                                 

15 陳培豐著，王興安、鳳氣至純平編譯，《「同化」的同床異夢：日治時期臺灣的語言政策、近代

化與認同》，臺北市：麥田，2006。 

16 李育霖，《翻譯閾境：主體、倫理、美學》，臺北市：書林，2008。 

17 朱惠足，《「現代」的移植語翻譯：日治時期臺灣小說的後殖民思考》，臺北市：麥田，2009。 

18 收錄於陳芳明主編，《臺灣文學的東亞思考：臺灣文學藝術與東亞現代性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臺北：文建會，2007。 



18 

 

程可追溯到清末傳統文人翻譯中國、日本、乃至西方的文學及啟蒙論述，西洋及

東洋文學的典範翻譯輸入，以及本地文人的翻譯摹寫等等。這些議題在以賴和為

首的「臺灣話文」書寫，日本殖民時期在地作家及內地作家的書寫，以及戰後包

括王禎和在內的鄉土作家等，都有清晰的表達與深刻的辯證。著作第二章「翻譯

作為逾越與抵抗：論賴和小說的語言風格」將賴和小說中的化文書寫視為一種特

殊的「翻譯」過程，其「混雜」風格呈現各種翻譯的「剩餘」（包括不合語法的剩

餘以及未翻譯的字詞字義等）交雜在「臺灣話文」的敘述語句中，顯露的正是「完

全翻譯」（complete translation）或「翻譯」的不可能性。李的著作提示了一九二○、

三○年代的作家做為內在的「作家─翻譯者」，使中文書寫產生流變，翻譯做為一

種寫作策略與風格介入臺灣當時社會的「多語主義」與文化駁雜性，這些特質也

同時刻劃了臺灣的殖民情境。 

朱惠足《「現代」的移植語翻譯：日治時期臺灣小說的後殖民思考》透過日本

殖民統治時期臺灣人與日本人書寫的小說，討論臺灣殖民現代性形構的多重與矛

盾特質，其中第二章「越界書寫──一九二○年代臺灣現代小說的誕生」闡釋了

臺灣小說從傳統敘事的內部產生之過程，認同臺灣現代小說為臺灣知識分子藉由

印刷資本主義而跨越空間與國家的界線，透過書寫的實踐，試圖在這些西洋、日

本、中國等民族國家的「間隙」當中，尋找一個可以理解臺灣殖民地情況的位置。

朱所留意的「敘事形式」以及第三章「混淆的帝國、歧異的民族─西川滿〈臺灣

縱貫鐵道〉與朱點人〈秋信〉」針對小說的語言分析皆展演了以小說為主體的討論

方法，確立將小說文本視為現代物質、文學語言、殖民文化相互交涉的場域。 

二、 日治時期文學論爭背景研究 

日治時期新舊文學論爭、鄉土文學以及臺灣話文運動將做為本論文主要的背

景呈示，因為論爭的發生需要共同的媒體承載，文學創作的發表亦是，兩者置於

同一場域必然有相互影響之可能。有關論爭的過程梳理、內涵詮釋已有非常充足

的前行研究，茲列示較具代表性以及較近期的研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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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聖峯《日據時期臺灣新舊文學論爭新探》19全面論述數百篇新舊文學論爭相

關文獻，以闡釋日治時期各種「文體」的特殊情境為重點，翁提到在日本的統治

之下，不論是傳統漢文、中國白話文、臺灣話文或是教會羅馬字，都曾受到統治

者的打壓，各種形態的臺灣語文固然互相競爭，但在「以大局為重」的前提下，

亦嘗出現多篇呼籲新舊文學兼容並蓄的文章。翁的著作為新舊文學論爭的外在環

境、發展脈絡提供縝密的考究，附記的論爭文獻一覽表暨統計表將是便利的研究

背景索引。 

橫路啟子《文學的流離與回歸──三○年代鄉土文學論爭》
20是由一九七○年

代發生的「第二次鄉土文學論爭」切入，回溯三○年代的「第一次鄉土文學論爭」，

橫路啟子重新整理史料及前行研究以帶出論爭發展經過，進而從比較文學的視點

描繪臺灣知識分子對語言現代化的概括輪廓，其中對於「鄉土」定義之多方解釋、

支持或反對「言文一致」、「白話文」的相關討論嘗試釐清論爭的模糊界線。著作

第六章第三節「文學中的『鄉土』」述及一九三○年代賴和與蔡秋桐小說中的臺語

敘事，是歷經鄉土話文論爭後的影響，橫路啟子並認為此現象與論爭後期以追求

「鄉土色」為特徵的導向是相符合的。附錄「1930 年代臺灣鄉土文學論戰重要成

員簡表」搭配中島利郎編著之《1930 年代臺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21，會是相

當完整的史料考據。 

  

                                                 

19 翁聖峰，《日據時期臺灣新舊文學論爭新探》，臺北市：五南，2007。 

20 橫路啟子，《文學的流離與回歸──三○年代鄉土文學論爭》，臺北市：聯合文學，2009。 

21 中島利郎編，《1930 年代臺灣鄉土文學論爭資料彙編》，高雄市：春暉，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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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章節安排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 

第三節 前行研究回顧 

第四節 章節安排 

第二章 一九二○年代新文學小說中的敘事語言 

第一節 「言文一致」的時代意義 

一、 「言文一致」在日本 

二、 「言文一致」在中國 

三、 「言文一致」的時代意義 

第二節 新文學觀念的興起 

第三節 新文學文體的實踐 

一、 「把字句」的偏誤 

二、 「著」字的兩用 

三、 新字用例檢討 

第四節 一九二○年代新文學作家的文學進路 

一、 從對話滲入的臺灣話文 

二、 創作新文學的不確實感 

三、 一九二○年代新文學作家的文學進路 

四、 小結 

本章第一節分別梳理「言文一致」在日本、中國兩地的發展過程，歸納出「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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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與時代的交互關係；第二節將焦點轉向以日本、中國為師表的臺灣文學界，

以時論點出當時做為理想的文體是「中國白話文」，並借中國近代白話書寫之經驗，

闡明新文學在萌芽時期即可能存有「口頭語」與「書面語」之糾葛；第三節實際

分析新文學作家的小說語句，由單一作家不同作品的比較，拓展至作家之間的全

面比較，發現特定語句句法之表現異同；最後，接續於第四節討論語句句法產生

歧異的可能原因，並列述作家群的發展動向，解讀語言對創作歷程的可能影響。 

第三章 一九三○年代新文學小說中的敘事語言 

第一節 臺灣鄉土／話文論戰的獨特議題：以滿洲國為對照 

第二節 跨越論戰的創作者：賴和、楊守愚 

一、 懶先生與比特先生 

二、 賴和小說敘事語言的「變相」 

三、 楊守愚小說敘事語言的「共相」 

第三節 參與論戰的創作者：郭秋生、朱點人 

一、 郭秋生的理論與實踐 

二、 朱點人的理論與實踐 

三、 小結 

本章由鄉土／話文論戰切入，帶出一九三○年代臺灣新文學發展之背景，「臺灣話

文」在此時被提出做為書寫的理想語言。第一節舉出「滿洲國」鄉土文藝論爭做

為對照，凸顯臺灣做為日本殖民地，於鄉土／話文論戰中發展出的獨特議題；第

二節透過分析賴和、楊守愚的小說語句，觀察其從一九二○到三○年代間發生的變

化；第三節對郭秋生和朱點人的小說語句進行分析，並對照其各自在鄉土／話文

論戰中的發言，期能看出理論與實踐的貼合或落差。 

第四章 新文學小說敘事語言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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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外在環境對創作語言的影響 

一、 新文學對「言文一致」的受容 

二、 新文學界的檢討之聲 

第二節 內在思辨對創作語言的影響 

一、 有意識的翻譯過程 

二、 無意識的語言浸透 

三、 小結 

第二章、第三章分別討論了一九二○、三○年代的新文學小說的發展背景與實際創

作的句法呈現之後，第四章則以綜觀的角度，探究外在環境與作家內在思辨對創

作語言的影響。第一節藉由新文學對「言文一致」的受容連結起一九二○到三○年

代語文改革運動與新文學小說的關係；第二節整合作家本身認知到的創作困境以

及小說語句句法之表現，推論出新文學小說敘事語言的形成方式。 

第五章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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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一九二○年代新文學小說中的敘事語言 

第一節 「言文一致」的時代意義 

「言文一致」的概念在日本、中國兩地從提出到普及，皆與現代化的進程息

息相關，在日本發生於明治維新前後；在中國則發揚於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表

現在文學創作上不約而同以「小說」這種文類做為發展成熟的標幟，二葉亭四迷

嘗試用口語體寫成〈浮雲〉，被譽為日本第一篇近代小說；魯迅的〈狂人日記〉開

創出有別於古典白話小說的新白話文體，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以下試分別爬梳「言文一致」在兩地的發展內容以及時代意義。 

一、 「言文一致」在日本 

日本的近代化以明治維新為起點，不過，早在一八六七年明治天皇頒布「王

政復古大號令」的一年前，前島密（1835～1919）22就已經向末代將軍德川慶喜上

奏〈漢字御廢止之議〉23，被視為提倡廢漢字的第一人。他說：「國家根本在於國

民教育，教育應不論士人、平民，普及到全體國民。普及教育就需要簡便易學的

文字、文章。」24前島密的倡議是由於美國黑船來航25、造成日本門戶大開而醞釀

出效法西方的聲音之一，認為國家的改革必須立基於人民的啟蒙，而現有的文章

內容多漢字，漢字習得不易，造成學習的人少；書寫的漢字和口頭語相去甚遠，

亦造成理解的人不多。前島密主張廢除繁雜的漢字，改用「日本固有的文字」──

                                                 

22 前島密一八六六年時在開成所擔任翻譯筆記工作。開成所為江戶幕府設立的教授洋學、翻譯洋

書的機構。 

23 一八六六年十二月透過開成所的頭取（最高責任者）上奏。 

24 「國家の大本は國民の教育にして、其教育は士民を論せす國民に普からしめ、之を普からし

めんには成る可く簡易なる文字文章を用ひざる可らず。」前島密，〈漢字御廢止之議〉，網路資源

http：//members.jcom.home.ne.jp/w3c/hyoon/kanjihaishi.html，最後點閱時間：2011/07/12。 

25 一八五三年，美國海軍准將馬休·培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率領艦隊進入江戶灣（今東京

灣）岸的浦賀，要求日本開國通商，史稱「黑船事件（日文：黒船来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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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名；廢除漢文，改用言文一致的日本口語文，揭開日本語文改革的序幕。 

〈漢字御廢止之議〉上奏時正值江戶幕府搖搖欲墜之際，建議書未見實行之

可能，政局先歷經了大翻變。一八六七年十月德川慶喜向天皇「奉還大政」，十二

月天皇發布了〈王政復古大號令〉，隔年三月又發佈〈五條誓文〉26，正式推動明

治維新。維新以後，前島密持續向明治政府遞交改革語文的建議書
27，甚至直接上

奏天皇，希望透過詔敕的力量強制推行，主要內容著重在廢除漢字的具體步驟。

同時期還有其他學者提倡改革日本語的思潮，有和前島密一樣提倡以假名代替漢

字者，亦有主張羅馬字派，使得應以哪套文字取代漢字，成為另一論爭焦點。更

有極端提出「改用英語」者，或認為應該「新造文字」者，極端的提倡自然引起

對立的聲音，因此亦有極力主張漢字不可廢者，折衷兩造則出現「減少使用漢字」

派。此時日本實施大政奉還，天皇按古制重新接掌政權，日人亦要從上古大和文

化中尋找民族主義的基礎，民間出現一片復古熱；但明治維新卻同時大舉引進西

學，崇尚歐美文明，新舊文化交替，使得文字改革呈現多元路線。 

 漢字替代系統成為論爭焦點之際，「言文一致」的訴求暫時退居次位，成為附

帶議題，本來提倡廢漢字正是為了尋求較為平易的文字，使更多人能理解、使用，

等到較為折衷、務實的論點出現，接續著改革文體的問題才再度浮現。明治維新

帶動社會各方面的改革運動，然而書寫系統仍以漢文體為主，一旦教育普及，漢

文教育擴大至貴族、學者以外的階級，在鄉村與日常口語的和語詞交混，形成半

通不通的漢文使用情形，引起學者關注「言文一致」之必要性。繼前島密之後，

矢田部良吉（1851~99）在一八八二年提出應該按照口語的方式寫作；一八八六年

三月，物集高見（1847~1928）出版了《言文一致》，主張依照談話方式寫文章，

                                                 

26 內容為「一、廣興會議，萬機取決於公論；二、上下一心，共展經綸；三、文武官員以至庶人，

務使各遂其志；四、破除舊日之陋習，凡事順從天地之公道；五、廣求知識於世界，大振皇基。」 

27 一八六九年五月向明治政府集議院遞交〈關於語文教育之儀（附：語文教育之施行方法、廢漢

字私見書）〉；一八七三年向右大臣岩倉具視和文部卿大木喬任遞交〈施行學制之前應先搞好文字改

革之卑見〉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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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並編寫了口語體的文例，從此口語體便被冠上「言文一致體」之名。物集高

見說：「照說話的方式書寫下來，那樣的話，容易理解，書寫起來也更方便。」28他

指出雖然口語體和書寫體必然是不同的，但日本人當前的書面語與口語差別太大，

即使用聲音讀出書面語也無法當做一般話語來理解。言文一致運動對普及教育和

文化、表現言論思想和自由產生極大的作用，並促成了文學改良運動。 

 在文學界，被公認最先實踐言文一致體的是外山正一、井上哲次郎和矢田部

良吉的《新體詩抄》（1882）和二葉亭四迷的小說《浮雲》（1887）
29。《新體詩抄》

一方面介紹西方的詩作，一方面用改良的形式創作詩，進行詩歌改良之嘗試；小

說改良運動則是從坪內逍遙的文論《小說神髓》為開端，當中認為應以寫實的手

法來表現社會人情和世態風俗，二葉亭四迷受其影響，於《浮雲》中創造了以近

代口語為基礎的文言一致體，同時他也使用日本近代口語翻譯俄國的文學作品，

成為實踐日本近代白話文的先驅。 

根據何群雄的脈絡梳理，到了一九○一年，日本社會上有關「言文一致」的

議論才熱鬧起來
30，隔年七月日語調查會的方針裡加有「採用言文一致體」一條，

至此語文改革議論已漸漸能上下呼應，轉化為國家政策的一部分。一九一○年左

右，日本已有七到八成刊物是用「言文一致體」寫成的了。安田敏郎指出這是由

於甲午戰爭之後，在民族意識高漲的社會背景下，「言文一致」被提升至創造「國

語」和「國文學」高度的緣故
31。 

二、 「言文一致」在中國 

在中國，「言文一致」的概念最早應出自黃遵憲（1848~1905），他在一八六八

年發出「我手寫我口」之呼聲： 

                                                 

28 「はなす樣に、書きとりて、なるたけ、わかり易く、するがよからう」物集高見，〈言文一致〉。 

29 葉渭渠，〈第六章「近代小說的萌芽」〉，《日本小說史》，北京：北京大學，2009，頁 155。 

30 何群雄，〈明治時代的漢字興廢之議〉，《漢字在日本》，香港：商務印書館，2001，頁 30。 

31 安田敏郎，《脫「日本語」への視座：近代日本言語史再考 II》，三元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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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即今流俗語，我若登簡編。五千年後人，驚為

古斑斕。32 

在這首〈雜感〉中，黃遵憲呼籲的對象是詩歌創作者，主張不應一味仿古，而能

嘗試以通俗語言寫作，往後數十年他確實依循著「我手寫我口」的方針創作，以

粵語及客語入詩。黃遵憲除了詩人身分，還擔任外交官職務，駐任日本約四年期

間，思想受到明治維新的啟蒙甚大，其派駐期間所著述《日本雜事詩》（1879）、《日

本國志》（1887）兩部日本研究專書，以介紹明治維新的專書刺激中國的維新改革，

加速中國的近代化為目的。《日本國志》中提到「文字者，語言之所從出也」33，

即書面語應與口頭語一致；而「言有萬變而文止一種，則語言與文字離矣」，這

種特性使得中國的語言文字長久以來處於口頭語與書面語分離的狀態，若能合一，

則通曉文字者必然增多。黃遵憲提出的改革與前島密的思維頗為吻合，足見日本

語文改革給予他相當大的啟發，他的「我手寫我口」倡議是開啟近代白話書寫的

重要推手，然而相關建言並未獲得清廷當政者的採納。 

一八九四年清廷在中日甲午戰爭中戰敗，隔年簽訂馬關條約，康有為

（1858-1927）、梁啟超（1873-1929）師徒二人召集各地舉人發動公車上書，以變

法圖強為號召，這是清末第一次知識份子的聯合政治請願運動，並有效形成輿論

宣傳的發展，促成國民問政的風氣，催生了許多議政的學會組織，部分知識分子

在見識到西方文化的優勢之後，開始大力推廣西學。一八九八年，裘廷梁的名篇

〈論白話為維新之本〉
34發表，明白提出「廢文言而崇白話」的主張，文中析論文

言文的弊害以及白話文的優勢，他點出白話的八種益處分別是「省日力」、「除

驕氣」、「免枉讀」、「保聖教」、「便幼學」、「煉心力」、「少棄才」、「便

貧民」。其中，「省日力」、「免枉讀」、「便幼學」、「便貧民」等幾點益處，

                                                 

32 黃遵憲〈雜感〉之二，《人境廬詩草箋注》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頁 42-43。 

33 黃遵憲，《日本國志》學術志˙二、文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4 裘廷梁〈論白話為維新之本〉，原刊於《蘇報》，收錄於《清議報全編》，卷二十六，臺北：

文海書局，頁 6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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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能夠扣緊維新的時代意義立論，白話書寫使一般人民容易吸收知識，能收快

速啟蒙之效。一八九九年陳榮袞也發表文章推行白話文，在〈論報章宜改用淺說〉

35一文中，明確提出應該用白話文辦報，使人人都能讀。在他們的大力提倡下，白

話報紙陸續出刊，白話書籍也開始印行。甲午戰爭後白話書寫理論的陳述，多和

參與變法維新的知識份子有關，經由他們的推波助瀾，將文言與白話的改革問題，

提升至等同於國家社會改革的高度，形成緊密相關的文化議題。白話文實是用來

做為啟蒙的利器，如葉維廉所述： 

白話的興起，表面上看來是說文言已經變得僵死無力，事實上，它的興起

是負有任務的，那便是要將舊思想的缺點和新思想的需要「傳達」給更多

的人，到底「文言」是極少數知識分子所擁有的語言。36 

由此可知，白話書寫的提倡顯然不僅只是對於語言工具的改良，而是作為一種新

思想，直接衝擊古典文學與其使用者：統治階級與士大夫知識分子。 

 將白話書寫過渡到文學範疇者當推梁啟超，他從進化論觀點觀察中國文學的

發展，提倡俗語文學，倡導白話文，主張言文合一。梁啟超所推動的「三界革命」

（詩界、小說界、文界）皆觸及形式的革新，並嘗試打破古文、時文、散文、駢

文的限制，創造了一種通俗易懂的報刊政論文體「新民叢報體」，在報刊上發表大

量文章。一九○二年，梁啟超發動小說界革命時，開始將小說視為「文學之最上

乘」，此語出自發表於《新小說》創刊號上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該文先從

小說能反映社會人生、能滿足人類認識社會需要的角度切入，肯定了小說的社會

價值；接著又稱道小說有「熏」、「浸」、「刺」、「提」四種感染力，足以吸引人、

感動人，肯定了小說的文學價值。陳俊啟認為梁啟超的主要關切「從來就是非文

學的。文學，儘管有其內在的美學藝術價值，仍然需要參與到救亡圖存的救國大

                                                 

35 陳榮袞（子褒），〈論報章宜改用淺說〉，原刊於《知新報》，收錄於《教育遺議》，臺北： 

文海書局，1973，頁 27-29。 

36 葉維廉，《中國詩學》，上海：三聯書店，2006，頁 216-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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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之中。」37不過經由梁啟超所點燃的小說觀點，不僅在文學思想上影響許多後輩，

更使得不同階層皆能接受並閱讀白話小說。影響所及，最直接的表現就是白話小

說刊物的陸續創刊，提供創作小說者實際的發表園地。從晚清白話文運動到梁啟

超的新文體提出，白話書寫看似已從知識分子的理論擴展至普及實踐，但李瑞騰

認為這時期的白話文運動仍有其侷限性： 

（晚清的白話文運動）大部分還停留在「知道要用白話」的階段，尚未發

展到「用什麼樣的白話」和「怎麼把白話用好」的階段，易言之，他們還

沒有把做為文學表現媒介的白話當作經之營之的對象。所以，真正的白話

文運動必須等到民初五四前胡適的「文學改良」和陳獨秀的「文學革命」

了。38 

李瑞騰點出此時期的白話書寫大抵停留在理念倡議的層次，即使明白其重要性但

對於實際操作與普及的方式仍未有清晰的認知。白話書寫的發展與成熟，必須經

過文學領域中的反覆推進，而此即是下一階段的課題。 

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39和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40就是下一階段新文學

運動的發難之作。一九一五年九月，陳獨秀創辦《青年》雜志，隔年出版第二卷

時，改名為《新青年》。這個刊物針對當時復古尊孔的思潮，提出反對孔教，反對

舊道德之聲，提倡用白話文代替文言文，並在「文學革命」的口號下，提倡新文

學。〈文學改良芻議〉提出改良文學應從八事41入手，完全針對傳統文學的形式和

擬古精神而發；〈文學革命論〉則強調文學的思想內容改革，對傳統制度提出挑戰。

上述兩篇文章發表後，得到錢玄同、劉半農、魯迅、周作人等人贊同。胡適又於

                                                 

37 陳俊啟，〈重估梁啟超小說觀及其在小說史上的意義〉，《漢學研究》第二十卷第一期，頁 335。 

38 李瑞騰，《晚清文學思想論》，漢光文化，2007，頁 191。 

39 胡適，〈文學改良芻議〉，《新青年》第二卷五號，1917/01/01。 

40 陳獨秀，〈文學革命論〉，《新青年》第二卷六號，1917/02/01。 

41 一曰須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 三曰須講求文法。 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五曰務去爛調

套語。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講對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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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八年發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其中提到「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話怎麼

說，就怎麼說。這是（二）（三）（四）（五）諸條的變相。」「什麼時代的人，說

什麼時代的話。這是『不避俗話俗字』的變相。」文中將八事重新整頓歸納，每

一條看來都指向「以說話的方式書寫」，雖未直言「言文一致」，卻彰顯了此種語

體改革的核心。 

胡適的文學理論獲得眾多支持，亦遭受守舊派的頑強抵抗，不過由於白話文

提倡者一系列的理論闡述和創作實踐在文化界引起許多回響，五四白話文運動逐

漸席捲全國。曹而云觀察到一個現象： 

新文學陣營的創作實踐與理論倡導並不是同步發展的，而是呈現不平衡的

姿勢。我們看到「五四」白話文運動從醞釀到正式提出的一年多時間內，

新文學倡導者主要停留於理論主張的探討上，並沒有出現真正有力的新文

學作品。42 

最先在中國現代詩壇亮相的新詩是胡適的〈鴿子〉
43，劉半農、沈尹默的新詩作品

也刊登在同一期《新青年》上，這些詩作行文間尚留有文言文舊詩的痕跡；而第

一篇現代小說─魯迅的〈狂人日記〉44又遲了幾期才見刊登，距離一九一七年新文

學理論的起頭，已有一年半之久。此後小說創作成果逐漸累積，證明了新文學實

踐的突破，終至足以與舊文學抗衡。而在白話文書寫也漸成熟並成為不可擋的趨

勢的情況下，北洋政府自一九二○年代起，明令小學課本內容採用白話文。言文

一致的身分取得合法化，長久以來的語文改革訴求亦達成平衡的狀態。 

三、 「言文一致」的時代意義 

以上分述了「言文一致」在日本與中國的發展過程，其中具有幾點共同之處： 

                                                 

42 曹而云，《白話文體與現代性─以胡適的白話文理論為個案》，上海：三聯書店，2006，頁 15。 

43 《新青年》第四卷一號，1918/01。 

44 《新青年》第四卷五號，19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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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言文一致的推行與中央關係密切。 

前島密曾擔任開成所通譯，黃遵憲曾任對外公使多年。在第一線接觸西學、

西洋文化的官僚，察覺實行言文一致的必要性的時機，都是在西洋帝國逼近積弱

不振的本國之際。即使其改良意見都未在當下受到重視，只在語言改革運動史上

留下伏筆，而必須在維新改革思潮已成共識後，言文一致之必要性才被認知與接

受。但必須注意到的是，言文一致的提出皆發端於有志之士憂國憂民企圖，目的

都是為了使文字閱讀能力能普及於大眾，以振興國力、挽救國運；乍看是語言工

具改革的言文一致，其主要目的在於對民族國家現狀的憂慮，顯而可見。而在中

國與日本，「言文一致」既由官僚所提出，其完成也是在政府認可其作為教育、施

政的通用語言才得落實；也就是說，其提倡與實踐都與中央政府的態度密切相關。 

其二、言文一致的理論必歷經磨合論爭。 

正由於言文一致概念的提出在於召喚新時代的來臨，革新必然與舊有的思想

有所衝突，在日本有維護漢字主張，在中國出現了捍衛傳統文學價值的聲音。鞏

固舊有的對立意見之外，革新的意見亦多分歧，除了因為新文體的訴求帶出新的

書寫系統之訴求，會對既有書寫習慣形成衝擊之外，其含帶的全新思維模式，也

將搖撼既有的知識系統。 

其三、言文一致的落實皆晚於理論提倡。 

作家水野葉舟（1883~1947）曾對言文一致的理論提倡發表看法： 

然而，在各式書中讀著那樣的主張，那些文章讀來都是舊式表現的「漢文」，

因此不免打從心底產生了那些意見只是擺放在桌上的一個理論這樣的疑惑。

由這段話思考，就是說實際的表現尚不能完全轉變，顯示想法和行動無法

同時有機地運作。45 

                                                 

45 「しかし、その主張をいろいろの書で読んで見ると、それらの文章が悉く旧い表現の「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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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理論的提倡者亦身處舊式書寫習慣之中，提出的言文一致意見尚處於發想階

段，行動無法隨即回應想法，真正的實踐還需要醞釀一段時間。 

其四、言文一致的最終落實皆回歸文字自身涵養。 

言文一致的落實必牽涉到「如何寫出口語體」、「如何寫出白話文」等問題，

在日本由於另有表記符號之議，改革運動發展期間甚至出現「改用英語說」這般

極端的意見。檢證兩地言文一致的最終落實，都還是以已存在的文字系統為書寫

媒介，而非新創一套書寫文字，一方面證明了舊有文化脈絡之不可根除；一方面

也顯示新文體是「演進」而來，外在的倡導則加快其演進的腳步。 

日本與中國的言文一致從被提出到取得合法身分，皆經過三、四十年磨難，

文學成就的落實象徵新式文學之開創，被標幟為成熟近現代小說作品的〈浮雲〉

及〈狂人日記〉以降，兩地的小說理論、創作持續有新的發展。一九二○年代，

作為中國「化外之地」、日本殖民地的臺灣在第一批新式知識分子的倡導下，也開

啟了一系列的語文改革運動，他們對「新文體」的認知即來自於改革已獲成果、

且是文化與政治上最為近切的日本與中國。張我軍是初期提出文學革命者之一，

從他的說法便能窺得「移植」經驗之企圖： 

這幾十年來，日本文學界猛戰的炮聲、和這七八年來中國文學界的戰士的

呼吼，都不能打動這挾在其間的小島，欲說其是已麻木也太可憐了！我們

臺灣的人，識二國文學的那麼多，況且此二國都是最近的師表，正可藉此

                                                                                                                                               

読み下し体のものなので、それらの意見が一つの机上の理づめの主張か、 感能不随の心から生

じたものかといふ疑ひが生ずる。さう考へたと言ふばかりで、それを現前する表現に移し得なか

つたのが全く、思慮と行動とに有機的の働き がなかつたあとを見せてゐる。」水野葉舟，〈言

文一致〉，「明治文学遊学案内」，筑摩書房。網路資源：青空文庫 http：

//www.aozora.gr.jp/cards/000941/files/49442_41262.html，最後點閱時間：2011/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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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把陳腐頹喪的文學界洗刷一新。46 

從張我軍急切的語氣可以發現，以日本、中國為｢師表｣──在進步開化過程中的

參照對象、學習範型的臺灣，藉由文學的革新而跟上現代文明的浪潮成為新知識

分子的嘶吼與吶喊。首要的訴求是為了普及文字閱讀能力化，這點和日本、中國

並無二致，往後的革新亦挑起守舊派的反對，引發一場新舊文學論爭，其中亦交

雜著呼喚全新書寫系統的聲響。與日本、中國不同的是，一九二○年代的臺灣的

新知識分子並非欲從本地既有的口語俗話吸取養分、找尋根源以轉化為「白話文」，

而是直接延用經過改革、且獲得中國政府支持的中國白話文的成果。張我軍抱持

的便是這般想法： 

在中國是七八年前的舊事，現在已經進到實行期、建設期了，所以文學改

革的是非已用不著我們來討論，已有人替我們討論得明 白 了。47 

如此趕進度、跳接下一階段的企圖可能為臺灣新文學的推動帶來不同於日本、中

國的語文改革問題；另外，做為日本的殖民地的臺灣，由於教育政策使然，推動

語文改革較諸其他兩國更添一層障礙。下一節將從一九二○年代臺灣新文學發展

的背景出發，接續檢視「言文一致」方針如何在臺灣文學場域中運作。 

                                                 

46 一郎（張我軍），〈糟糕的臺灣文學界〉，《臺灣民報》二卷二十四號，1924/11/21。 

47 張我軍，〈文學革命運動以來〉，《臺灣民報》三卷六號，1925/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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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新文學觀念的興起 

一九二○年代為臺灣文學將新文學觀念付諸實踐的開端，報刊媒體上開始出

現有關文學文體之意見，最早首推陳炘所寫〈文學與職務〉一文，一九二○年七

月刊載於《臺灣青年》創刊號，其中提到文字平易，作者才得以發揮思想、感情，

並道： 

處今日之臺灣，按今日之形式，當使文學自覺，勵行其職務，以打破陋習，

擊醒墮民，面就今日之文明思想，以為百般革新之先導，為急務也。48 

雖然陳炘並未直接提出「白話文」一詞，但已經確切提出文學的表現形式需要改

變，文體應由繁化簡。一九二二年同樣刊載於《臺灣青年》的〈日用文鼓吹論〉

由陳端明提出，他將明白簡易、有助交換意見的文體稱為「日用文」，並在文中具

體條列使用日用文的好處： 

第一、可以速普及文化，啟發智能，同達文明之域。第二、意義簡易，又

省時間，稚童亦能通信。自幼可養國民團結之觀念，其影響於國家不少。49 

並且以中國白話文為例，說明言文一致之必要性，此後陸續有黃朝琴的〈漢文改

革論〉、黃呈聰的〈論普及白話文的新使命〉大力提倡改革和文、普及白話文的使

用。 

這些語文改革言論被提出之際，白話文小說作品接續以初生之姿到來，自一

九二○年代初期《臺灣》、《臺灣民報》即有白話漢文小說刊載
50
，不過幾乎都是一

次性創作，未見作者持續創作或是他人對作品的回響。要到一九二四年左右，才

看得到同一作者的多篇作品被陸續刊載之現象，這些創作者正是陳建忠所謂「成

                                                 

48 陳炘所，〈文學與職務〉，《臺灣青年》創刊號，1920/07/16。 

49 陳瑞明，〈日用文鼓吹論〉，《臺灣青年》第四卷一號，1922/01。 

50 如鷗〈可怕的沉默〉（1922）、無知〈神秘的自制島〉（1923）、柳裳君〈犬羊禍〉（1923）、施文

杞〈臺娘悲史〉（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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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的小說家」： 

到了賴和與楊雲萍（1906-2000）、張我軍（1902-1955）等較為成熟的小說

家出現時，臺灣的現代小說已在學習西方樣式的現代小說形式、語言方面

益形成熟了。51 

同時代的文學評論亦能支持這個出發點，楊逵在〈臺灣文壇的明日旗手〉一文中

談論興起時期的作家與作品，寫道： 

在作品方面，應是屬於最早期的作品，有發表在《臺灣民報》前身《臺灣》

雜誌的漢文小說〈犬羊禍〉，以及一篇描寫社會運動家的戀愛的日文小說（謝

春木？）。到了《臺灣民報》階段，賴和及陳虛谷開始活動之後，就漸漸熱

鬧起來了。52 

因為有「成熟的小說家」出現，使得臺灣新文學的圈子漸漸熱鬧起來，此處所說

「成熟的小說家」尚稱不上是對小說形式、技法掌握完全者，而是相對於先前的

小說作者而言，其對於創作本身更具備省思能力。至少應有的特質有二：其一，

作者擁有經營小說篇章的企圖，不似開創期的小說作品僅以寄託思想為最主要目

標，因此持續創作、有累積為數成果是基本的條件；其二，作者擁有提升小說層

次的企圖，會向外汲取相關知識以增進自己的能力，由同一作者的評論、隨筆中，

可能發現其嘗試確認自身創作的主張，也可能透露出創作的苦惱。從外部影響作

者的應包括一九二○年代以來的文學文體論，成熟的小說創作者多半表現出對理

論的回應，然而反過來檢視，主要的理論提出者卻不在此行列中，倡導的言論亦

是以文言文呈現。白話文的創作明顯晚於理論提倡，是否便是顯示白話文小說全

然由外部的理論影響所引導而生成？答案應是否定的，即使穩定小說家的出現在

文體理論的出現一段時間之後，並不代表小說作者較晚體認到文體改革之必要，

而是由於新文體的實踐需要時間琢磨。即使作者對特定理念、方針有所認知，立

                                                 

51 陳建忠，〈第一章  差異的文學現代性經驗〉，《臺灣小說史論》，臺北市：麥田，2007，頁 31。 

52 楊逵，〈臺灣文壇的明日旗手〉，《文學案內》2 卷 6 號，193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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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反應追從理論家的想法也有困難。相對的，正因為是缺乏創作經驗者，才會認

為這些文體改革的理念可以輕易被實現。這也就是何以最初理論的提出，仍以舊

文體承載的原因。 

 此外，尚能援引羅秀美53研究近代白話書寫54的現象來佐證，她提出中國白話

文的相關理論早於書寫的文本，而近代白話書寫與之後的五四白話運動應有所接

壤，若以五四白話運動做為近代白話書寫的對照，能凸顯出三個特色：一是「救

國維新的實用性高於文學藝術性」，二是「融鑄口頭語與書面語易產生糾葛」，三

是「倡議書寫白話者，其個人書寫習慣仍以文言為主」。以文學發展的高度來看，

與其以五四新文學運動做為借鏡，一九二○年代臺灣文學的白話文提倡經驗無疑

更接近中國文學的近代白話開展，關於第一點，由於白話文提倡與社會改革運動、

報刊媒體經驗同時邁開步伐，這個時期的重要作家做為知識分子，亦參與社會政

治運動、注重民眾意識的啟蒙，小說內容多無法去除「社會性」；關於第二點，雖

然有了「言文一致」的呼聲，落實在書面仍顯現言文乖離之結果；關於第三點，

如同上一段提及，理論提倡者多半仍無法切身實踐白話文創作。羅秀美續提出三

個遠因來解釋中國文學史上的文言、白話對立情形： 

一、書寫系統之分化：文言文幾乎被視為書面語的同義詞；二、文風雅俗

之歸趨：文言為雅、白話為俗；三、文化階層之分野：文言文為士大夫的

書寫專利、白話文則為普羅大眾的書寫工具。 

雖然臺灣文學的脈絡系譜不若中國文學源遠流長，不過仍可在一九二○年代臺灣

文學的新舊文學論爭中觀察到這些現象。新文學的先驅們如賴和、陳虛谷在創作

小說之外，皆有漢學素養，從事漢詩寫作，對他們來說，文言文確實為最自然的

書寫工具，是表情達意的首選文體。面對一種平實文體的呼聲，作者無法輕易地

達成「言文一致」。鄭軍我和張我軍各據一詞捍衛文言、白話之際，嘗提及三國志、

                                                 

53 羅秀美，《近代白話書寫研究》，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4。 

54 近代定義為 1840-1919，羅論述的範圍據白話書寫的發展情形以「近代」的後二十年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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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遊記就是一種平易文，支那全國皆通55，然而讀得懂是一回事，能夠寫出來似乎

是另一層問題，這是由於臺灣話的口語未曾落實在知識份子階層的書寫中，因此

白話文落實於書面的困境一方面建立在過去文言文成為主流書面語的基礎之上，

一方面更由於臺灣文學的「文人白話」書寫系統無範型可循，於是乎中國白話文

──一種同文脈、能讀懂、且有範型可循的文體遂被提倡，即使落實後並不全然

合格，但中國白話文在概念上確實成為創作者追求的目標、認同的文體，如同陳

培豐所說：「一九二○年代臺灣人所自稱的中國白話文與標準的中國白話文間其實

存在著相當程度的差異。但是即便如此，這個文體依然被使用者「認為」就是中

國白話文。」56 

除了創作者的認知使然，媒體的鼓吹亦是催化因素之一，《臺灣民報》大正十

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徵求新年特別號廣告」提到徵文的對象為：「各種時論、

詩、歌、小說（以白話為主，但亦酌取文言）」，「白話文」訴求僅置於小說這個文

類之後，為什麼臺灣文學的白話文實踐非得由小說來承擔呢？當時的小說創作者

亦能寫作詩歌、隨筆、評論等文類，看來媒體寄託白話文實踐的理想於文學創作

而非實用性創作如時論，然而「言文一致」的訴求不是更該展現在直接的時評言

論之上，收啟蒙之效將更為顯著？一個可能的原因如上一段所述，因為新文體的

實踐需要時間琢磨，不只白話文小說不易形成，白話文時論亦是，然而時論必須

講求及時，書寫者應以最習慣、最順暢的方式著筆，故不特別要求以白話文形式

呈現。果真如此，就更彰顯出「白話文」落實於書寫的難處，新文體的載體自然

而然由「小說」擔當，也因此後來的研究者多以「摸索」、「嘗試」為當時期的小

說家創作下註腳。 

本章將擷取五位作家為討論對象，包括：楊雲萍、賴和、楊守愚、張我軍、

                                                 

55 鄭軍我，〈致張我軍一郎書〉，《臺南新報》五版，1925/01/29；張我軍，〈復鄭軍我書〉，《臺灣

民報》三卷六號，1925/02/21。 

56 陳培豐，〈日治時期臺灣漢文脈的漂游與想像：帝國漢文、殖民地漢文、中國白話文、臺灣話文〉，

《臺灣史研究》第十五卷第四期，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8，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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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虛谷（排序依作品初次刊載在公開媒體時間之先後）。五人的教育背景相去不遠，

皆在臺灣受過家庭或私塾的漢學教育，然而公學校畢業後的求學經歷各不相同：

楊雲萍、陳虛谷赴日，張我軍則留學中國；社會文化運動經驗也成為開啟不同思

維的源流。陳虛谷在一九二六年的評論〈駁北報的無腔笛〉中，引用了數家之言，

除了以詩聞名的大家如 Wordsworth、康白情、郭沐若，還提到如同屬 impressionist 

criticism 的阿納泰爾福蘭斯
57和歐泰彼得58，也提到了廚川白村和生田春月。將這一

串名單對照一九二五年二月張我軍所發表之〈研究新文學應該讀什麼書？〉59和賴

和的藏書目錄60，可以發現當時有志朝新文學努力的臺灣作家，皆廣泛追求來自不

同文化的文學涵養。張我軍嘗呼籲：「這幾十年來、日本文學界猛戰的炮聲、和這

七八年來中國文學界的戰士的呼吼、都不能打動在這其間的小島、欲說其是已麻

木也太可憐了！我們臺灣的人、識兩國文學的那麼多、況且此二國都是最近的師

表、正可借此把陳腐頹喪的文學界洗刷一新。」61正提示了新文學該向中國、日本

取經，其時這兩國的文學運動也都受到西歐思潮的影響，也許臺灣新文學可以說

是分別受到中國、日本、西歐的影響。 

就海外經驗來看，雖然除了楊守愚之外的四人皆曾親赴中國廈門一帶，但僅

張我軍停留的時間最長，日後更於北京就職，較其他人更能接觸到全面的中國白

話文環境，事實上，張我軍也確實成為疾呼以中國白話文為創作文體者之一，並

自任指導的角色，企圖將臺灣白話文創作推至理想中的狀態，對同時期的創作經

常有所評論，展露其批判性： 

現在我臺灣，寫白話文的人雖日多一日，可是除幾位寫得很不錯的朋友之

                                                 

57 應為 France Anatole（1844～1924），法國作家，被認為是理想的法國文學家、精湛的藝術家、

抱懷疑主義而又以幽默和文雅見長的評論家，1921 年獲諾貝爾文學獎。參考大英線上辭典。 

58 應為 Pater Walter（1839～1894），英國批評家、論說文作家及人文學者，其提倡的「為藝術而

藝術」成為唯美主義運動的主要學說。參考大英線上辭典。 

59 張我軍，〈研究新文學應該讀什麼書〉，《臺灣民報》三卷七號，1925/03/01。 

60 參看林瑞明編，《賴和全集》三、雜卷，臺北市：前衛，2000，頁 275~327。 

61 一郎，〈糟糕的臺灣文學界〉，《臺灣民報》二卷二十四號，1924/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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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還有許多寫得不三不四、全不合文法的。 

一九二五年張我軍編有《中國國語文作法》（一名白話文作法）一書，就是為了指

導「如何做白話文」，同年還出版了新體詩集《亂都之戀》，宣傳廣告上寫著：「諸

君不研究新體詩嗎？」顯示其對新文體的積極推崇與實踐，並對於自身有高度的

自信。相較於張我軍的領導性格，其他作家則顯現出較為謹慎的摸索樣態。如賴

和與楊雲萍會透過閱讀刊物來接觸中國新文學，賴和在北京讀書的五弟經常寄雜

誌回來，他自述：「當時祖國方面的雜誌如《語絲》、《東方》、《小說月報》

等，我都買來看，看完就寄回家給賴和，賴和就擺在客廳，供文友們閱讀」
62；楊

雲萍則在中學時代有機會自友人江夢筆處讀到這些雜誌63。其時《臺灣民報》的「創

作」版面若無新創作之發表，則刊載引介中國白話小說或翻譯成中國白話文的西

洋小說。由作者們汲汲追尋的方向看來，中國白話文可視作是一九二○年代臺灣

新文學的目標文體，如同張我軍《中國國語文作法》的導言所述： 

現在臺灣底人，雖然還不至完全，卻有一部，而且是一大部的人，已認識

了白話文底價值，而且已經痛感著必要了，所以想學寫白話文的人非常地

多。64 

該書共分為四部分：第一篇國語文概說，說明中國國語文的範圍、種類、研究方

法和效用；第二篇概略地全面介紹國語文法；第三章則是新式標點用法；第四章

說明虛字用法─張我軍稱之「作文底關鍵」。以《中國國語文作法》為輔，下一節

將實際考察楊雲萍、賴和、張我軍、陳虛谷、楊守愚小說作品中的語句，嘗試由

句法歧異處提點當時作者追求白話文所遭遇的阻礙。 

  

                                                 

62 陳建忠，「賴和生平與創作年譜」，《書寫臺灣˙臺灣書寫：賴和的文學與思想研究》，高雄：春暉，

2004。 

63 林春蘭，《楊雲萍的文化活動及其思想歷程》，臺南市：臺南市立圖書館，2002。 

64 張我軍，〈中國國語文作法（一名白話文作法）〉，《臺灣民報》第七十六號，1925/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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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新文學文體的實踐 

一、 「把字句」65的偏誤 

這幾位新文學創作的先鋒中，最先初啼試聲者為楊雲萍，〈月下〉是其第一篇

受登載於報刊的作品，實際觀察通篇句法，首先發現「把字句」經常突出於文句

中，形成閱讀過程中的障礙，條列如下： 

a-1. 靜靜輕輕的上弦月光，把那掛著 Curtain 的玻璃窗外柘橊和傍邊的夾竹

桃的影，做的明細，做的濃紫，做的短短了。 

a-2. 他把昨天的情景，再畫出來他的腦袋中……。 

a-3. *瞬後，像著電光、羞恥、感激、後悔所鑄成的一大鐵鎚，把頭上打來

的好利害！ 

a-4. 他把凭著的安樂椅子，盡力撞了三回…… 

a-5. Shcncer Hcsbert 氏把構成戀愛的成分分析的時候，內中有一條說：『想

起種種滿足自己的事情。』 

a-6. 弟把他心裡、想像想像一回，大膽就成了這篇。 

a-7. *小說既是縮寫、表現人生萬有實在的創作，（不是心醉自然主義的說

法）也不能盡把我們的理想眼光來解決他。 

此處將「把」字、動詞與動詞後成份以粗體標明，以清楚呈現句法組成。「把字句」

的基本樣態為：「主詞─把─直接受詞─動詞」，句 a-7 明顯跳脫了此規範，造成「把

─主詞─動詞─直接受詞」之句式，此處若將「把」置換為「用」、「以」，才是合

乎句意、句法的語句。 

再進一步探討「把字句」中的受詞部分，根據《漢語語法》，「把字句」的句

                                                 

65 即帶有「把」字之文句。「把」、「被」兩介詞的使用方式較為多樣複雜，在語法學的書籍中經常

以「把字句」、「被字句」為單元獨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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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是「處置」（disposal）66，即對「把」之後名詞片語之指涉物施予某處置性行為，

處置式（disposal form）說明一個人如何被處理、操縱或對待；或某個東西如何被

處置；某件事如何被處理，如句 a-4 中說「他把凭著的安樂椅子，盡力撞了三回」，

意即「他對憑著的安樂椅子做的事就是撞（搖）了三回」。而句 a-5、a-6 中，做為

受詞的名詞片語分別是「構成戀愛的成份」、「他心裡」，兩者皆為抽象事物，試舉

以下兩日常例句對照：「他把那個問題想了好幾次」、「我把問卷結果統計出來」，「那

個問題」、「問卷結果」在句中並不受到動作直接影響，不過仍看得出抽象的事物

如何被主詞所「處置」，只是處置之後轉換為其他形式輸出。據此，句 a-5、a-6 中

「構成戀愛的成份」、「他心裡」做為「分析」、「想像」的把字句受詞是沒有疑慮

的，唯句 a-5 若能在動詞之後加上補語，將更加強調出「處置」意味，例如：「Shcncer 

Hcsbert 氏把構成戀愛的成分分析出來」，將比「Shcncer Hcsbert 氏把構成戀愛的成

分分析」更為妥當。 

除了句 a-5，其他句子皆有掌握到動詞補語之呈現，「把字句」中的動詞補語

是用以說明受詞被處置後的狀態，須注意句 a-3 的動詞補語出現了瑕疵，「鐵鎚把

頭上打來的好利害」，「好利害」應是用來修飾鐵鎚打下的程度，而非頭被處置後

的狀態；此外，句 a-3 中的「頭上」已成為一處所片語，不適合做為把字句中的單

純的名詞片語，我們可以將此句理解為「鐵鎚往頭上打來」，則「把」字為錯用；

或理解為「鐵鎚把我的頭打了重重一記」，做為把字句則須修正處所片語──「頭

上」及方向片語──「打來」兩部份。句 a-1 的結構是完整的，「上弦月光把影子

做的明細，做的濃紫，做的短短了。」若說其中有什麼突兀之處，應是動詞「做」

的使用，儼然是英文的置換：the shadow were made skinny, dark purple and short.

且句中安插一英文單字 Curtain，或許能支持英語句法呈現之推測。在楊雲萍往後

的小說創作中，也有許多創新式動詞使用的例子，留待之後篇章討論。 

〈月下〉發表之後約半年，小說〈罪與罪〉刊登於《人人》創刊號，「把字句」

亦佔有相當比例，列示如下： 

                                                 

66 Charles N. Li and Sandra A. Thompson, 黃宣範譯，《漢語語法》，第十五章把字句，頁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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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 那年紀四十左右的對那青年，……，從容、熱烈地把他的言語吐出，

溶化在這崇重大氣中。 

a-9. 然而料到這青年心裡，知把他賞贊一句──順他一句而後再勸誡他是上

策。 

a-10. 替那人把那人打毆的那樣利害。 

a-11. *滿身的細胞冷固收縮起來，把那被惡魔所遮蔽的天所賦的羞恥──

含有對真善美探求之努力──的本性大放出光明了。 

a-12. 玻璃窗又是一響，把那四十歲的話又遮斷去了。 

相較於〈月下〉，〈罪與罪〉中的「把字句」未見如句 a-7 明顯的的語序偏誤，上列

的句 a-8、a-9、a-10、a-12 皆無句法上的問題，唯句 a-11 中的「放出光明」應視為

「本性」的主動動詞，並非主詞對受詞的處置動詞，不應以把字句呈現。再列出

幾句其他小說中的「把字句」： 

a-13. 漏過路旁的苦楝樹的殘照，和歸時的幾群白鷺相襯，把通靈的包巾、

赤鯮魚、豚肉、芹菜和灰墨色霜降布的衣裳，都染成銅赤色。（〈光臨〉） 

a-14. 他再把伊田大人和他所約束的情景，畫出腦袋中。（〈光臨〉） 

a-15. 伊和弟妹們的談話一定是把我做話柄的。（〈到異鄉〉） 

a-16. 囂囂地響的火船的機器的聲音同波聲相和，把他的腦神經碎做千萬

片子！（〈到異鄉〉） 

a-17. 把窗兒一推，將上半身伸出窗外。（〈弟兄〉） 

a-18. 他已經完全把先前的風波付之流水了。（〈弟兄〉） 

雖然以現在慣用的句法規則觀之，仍有些許不流暢之感，但大致上沒有再出現明

顯的誤用情形。相較於處女作〈月下〉裡，「把字句」幾乎散見於每一段敘事文句，

後來的作品中「把字句」的突出現象有所趨緩，推知在初期的創作經驗，「把字句」

是楊雲萍相當依賴的句式之一，後來對其掌握較為熟練，不合文法的現象有所改

善；亦能轉以其他句式呈現同樣情節。如句 a-2 與 a-14 同樣以「把……畫出腦袋

中」來描寫角色的思緒，而在〈加里飯〉中則出現了「這些事情閃光般的來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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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腦裡」，亦能表徵前句的回想之意，卻不再依賴「把字句」呈現。 

 緊接楊雲萍之後，賴和的小說也於一九二六年開始發表於報刊，第一篇〈鬪

鬧熱〉開頭的寫景字句一直以來都為人稱道： 

*拭過似的、萬里澄碧的天空，抹著一縷兩縷白雲，覺得分外悠遠，一顆銀

亮亮的月球，由淺藍色的山頭，不聲不響地，滾到了天半，把牠清冷冷的

光輝，包圍住這人世間。 

有趣的是，此處出現的「把字句」和楊雲萍的句 a-11 有同樣的誤用情形，當中的

動詞「包圍」並不是做為處置「清冷冷的光輝」之動作，有違句法的規則，得將

「把」字換做「用」、「以」較無疑慮，類似的「把」字句於楊守愚的作品中亦有

跡可循：「只要是夠使敵人逃遁、隱匿的地方，牠們都把那灼 的眼光注視到。
67」

此種誤用並不會造成嚴重的理解障礙，讀者甚至不會留意到虛字用法，因為句子

各部份的呈現大致上已能指出意義所在，只是如果使用不一致的情形一再出現，

「不順暢」之感便會累積，或許正是造成「文筆生澀」之評判的原因之一。 

 張我軍《中國國語文作法》將「把」字置於「單用的前置介詞」一類，說明

如下68： 

表示所用的前置介詞，中國國語中通用的，有＂用＂＂把＂＂拿＂三個；

這三個字都可以介出倒裝的賓格。 

●用 

＂用＂就是文言的＂以＂字，例如： 

白話──到唐朝＂用＂詩賦取士 

                                                 

67 楊守愚，〈獵兔〉，《臺灣民報》第二百四十一號，1925/01/01。 

68 張我軍，《中國國語文作法》第四篇虛字用法，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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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殺人＂以＂梃與刃 

●把 

＂把＂說文＂握也＂；引伸起來，和文言＂以＂字的意義也相同，例如： 

白話──到晚＂把＂房門掇開 

文言──何以報德 

●拿 

＂拿＂字和文言＂以＂字的意義也有相同；所以文言＂以＂字用為介詞的

地方，有時可作＂拿＂字解，例如： 

白話──還要我去＂拿＂話嚇她 

文言──君曰，是常矯駕吾車，食我＂以＂餘桃 

由上述引文可以看到《中國國語文作法》的解說是將白話用字對照到文言用字，

僅標示出「用」、「把」、「拿」都是文言中的「以」字，卻沒有說明反向操作時，

該如何區別三字，等於將「用」、「把」、「拿」的用法一體化了，一個文言句子中

的「以」若要寫成白話，到底是「用」或「把」或「拿」？並不能在此書中找到

具體答案，此外，當中「把」字用法的舉例為「到晚把房門掇開」，就語義來看，

符合《漢語語法》所述的「處置式」，但此處「把」字應當無法代換為「以」字。

這是由於「用」、「以」之後的賓語是為「工具格」，表示方法、手段；而「把」之

後的賓語應為「受格」。「把房門掇開」句中的「房門」是接受動作的對象，而非

具有功能的工具，由此便能辨清兩者的區別。《中國國語文作法》的不足恰好印證

了楊雲萍、賴和、楊守愚似以「把」字取代「用」字處的歧出，足見可能是當時

新文學作家普遍的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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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著」字的兩用 

《漢語語法》中的「著」字為動態助詞，用以表示進行的姿態或由行動引起

的狀態69，一九二○年代的新文學小說作品中使用「著」字的情形亦多如此，先以

賴和的作品為主，列出數句如下： 

b-1. 萬里澄碧的天空，抹著一縷兩縷白雲。（〈鬪鬧熱〉） 

b-2. 在一處的，客廳裡，有好些個，等著看鬧熱的人，坐著閒談。（〈鬪鬧

熱〉） 

b-3. *得參自己，不能不加倍工作，這樣辛苦著，過有四年。（〈一桿「 仔」〉） 

b-4. 只有讓孩子們，在家裡啼哭，和得參呻吟聲相和著。（〈一桿「 仔」〉） 

b-5. 這可說是社會的幸福，始得留著這樣勤敏能幹的行政官。（〈不如意的

過年〉） 

b-6. *他不高興極了。「拍」的一聲打著桌子，敏捷地站起。（〈不如意的過

年〉） 

b-7. 拿水雞的人，對蛇自然有著戒備和研究。（〈蛇先生〉） 

b-8. （蛇先生）獨自提著火斗攜著水雞插帶著竹筌…（〈蛇先生〉） 

b-9. 憑著這報告，他們就發見蛇先生的犯罪來。（〈蛇先生〉） 

其中句 b-2、b-4 中的「等著」、「坐著」、「相和著」為姿態動詞加上「著」的詞組，

直接表示動作的延續；句 b-1、b-5 和 b-8 的「抹著」、「留著」、「提著」、「攜著」

和「插帶著」則意味行動引起的狀態，在此「著」依然做為持續貌的記號；而句

b-9 的「著」字功用在於增補語氣，與介動詞「憑」連用，此處的「著」並沒有持

續的意思，所以是否有「著」的意思都一樣；句 b-3 的「辛苦著」應為誤用，「辛

苦」一般當做形容詞或副詞使用，後面不應加上「著」；最後，句 b-6 也出現了誤

用，雖然「打」是動詞，然而「打」的動作在句中僅發生於一瞬間，從「『拍』的

一聲」可判別得出來，那麼加上「著」便使得句意前後失調了。大抵「著」字多

                                                 

69 Charles N. Li and Sandra A. Thompson，黃宣範譯，《漢語語法》，第六章時貌，頁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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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在動詞之後，而不加於介詞後，舉兩個句子為例：「我跟著他走。」「我跟他

出去。」前句中的「跟」表示跟隨，做為動詞使用，後面加上「著」字表示持續

貌；後句裡的「跟」表示與同，做為介詞使用，後面通常不加「著」字。 

張我軍《中國國語文作法》中關於「著」的用法說明如下70： 

帶語尾的前置介詞，即是在單用借詞下面，加一個＂著＂或＂了＂字；這

兩字一看似沒有什麼意味，但卻有巨大的作用。 

語句中間，單靠著介詞指示，很覺浮泛，若再用語尾幫助，便覺得清楚得

多，如＂小孩子拿棒打人＂一句話，非特浮泛不清楚，語氣也似乎不順，

若在＂拿＂字下面，加了一個語尾＂著＂字，成為＂小孩子拿著棒打人＂，

既然明瞭，還覺著實。 

可以發現此說明恰好與上述歸納的「著」字用法有所出入，未提及「著」字置於

動詞之後的用法，而僅帶出上述例句裡的其中一種用法，即將「著」加增於動介

詞之後，以增補語氣的氣勢。此外，將「著」、「了」兩字幾乎同質化，此處張我

軍說明的「著」字用法確實掛在介詞類語尾討論之下，才會舉「用」、「拿」、「為」、

「同」四字為例。但例證中的「拿」其實也並非介詞用法：「白話──正在那裡＂

拿著＂一本書看」，句中的「拿」意近「捧」，應視為動詞，故「拿著」表示維持

著「拿」這個動作，這一層意義是在《中國國語文作法》中無法得到解釋的。 

然而，藉由張我軍不妥當的舉例，似乎可以推知即使不明瞭絕對正確的語法，

仍可以靠語感來成就「白話文」。下列引出陳虛谷小說中使用「著」字的句子，其

用法幾乎全是用以表示進行的姿態或由行動引起的狀態： 

b-10. 「電報！」「電報！」一個配達夫在外面連聲叫著，王秀才在夢中驚

醒了。揉著眼睛急忙的跑了出來。〈榮歸〉 

                                                 

70張我軍，《中國國語文作法》第四篇虛字用法，頁 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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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1. 在一間薄暗的小室裡，橫架著一張仙床，床中舖著一塊長方形的木

盤，上方排著兩個角盒，一個水罐。下方排著一個堆滿了煙灰的碟子，

碟子旁又放下一條烏色的巾。 

b-12. 床的左傍坐著秀才娘，右傍橫倒著王秀才。 

b-13. 二等車裡，坐著一位十五六歲的少年，他身上穿著一件很時式的洋

服，結著一條色彩艷麗的領帶，他手常拉著領帶，眼常注視著磨得很

光亮的黃皮靴，一隻手又常插入褲袋裡，拿出一條白巾，拂著落在褲

子上的烟煤，又有好幾次走到洗面室，對著鏡梳理他那很光滑油膩的

頭髮。 

b-14. 他有時斜靠著車窗，眺望著路上的風光。 

b-15. 兩旁交叉著兩旒的旭日旗，在微風中招展著。庭的四面，圍繞著紅

藍白三樣的帳幙，頂面遮蓋著五彩色的天幕，密綴著萬國旗，真正五

花十色。 

b-16. 對面一片廣場，排滿著宴席，席上鋪著白巾。 

b-17. 壇上排著一隻圓桌，桌頂舖著一條絨巾，又有一個滿插著鮮花的花

瓶。 

陳虛谷小說中的「著」字使用有一個顯著的特色，即是常常用以描述場景，並多

以排比的句式呈現，句 b-11、b-15、b-16、b-17 都是純粹對空間的描摹，以動助詞

「著」堆疊起的篇章彷彿引領著我們的視線移動，一覽整個場景；句 b-12、b-13、

b-14 則為對人物的側寫，王家人的姿態無一不展露眼前。不論是動態或靜態的描

摹，利用「著」字的狀態表示堆砌出的篇章，像是賦予了讀者一個觀看的空間，

並非全然貼近角色，而是在一段距離之外覽視著作品內部世界的事件。值得注意

的是，表示持續貌的句式在中國白話文與臺灣話文中的表現是不同的，因而如上

舉例證中陳虛谷在同一段落中對於「著」的大量使用，可視為一種對於母語中所

無的新句式的練習。這種基於急切的練習與實踐，或許可以成為說明臺灣新文學

的早期小說，常給予讀者「全知觀點」、置身事外、甚至是可直接作為劇本搬演的

「camera eyes」觀感濃厚的主要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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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字在這時期的小說中，除了上述的用法，有些時候表示截然不同的意

義，試提出賴和作品裡的幾句話為例： 

b-18. 參心裡，正在懷疑地自問。出來到衙前，看著他妻子。（〈一桿「 仔」〉） 

b-19. 元旦，參的家裡，忽譁然發生一陣，叫喊、哀鳴、啼哭。隨后，又

聽著說，「什麼都沒有嗎？」 

b-20. 於是乎查大人遷怒了，對著這班人，就特別地憎惡。（〈不如意的過

年〉） 

b-21. 現在這兒童大約不感覺著是挨過打，在他的神經的末梢，一定感到

一種愛的撫摩。（〈不如意的過年〉） 

b-22. 被蛇咬著的人，雖無的確會死，疼痛總是不能免，使他疼痛減輕些，

確屬可能，縱算不上行善，也一定不是作惡，那知卻犯著了神聖的法

律。（〈蛇先生〉） 

b-23. 蛇先生碰著這網仔隙，不會鑽出去，也是合該受苦。（〈蛇先生〉） 

b-24. 這樣不誠實的人，總著儆戒、儆戒！（〈蛇先生〉） 

不同於上述表示進行的姿態或由行動引起的狀態的「著」，這裡的「著」字必須以

臺灣話文 tioh 來理解。句 b-18、19 的「看著」、「聽著」分別為「看到」、「聽到」

之意，賴和小說中亦有直接使用「到」字的例子，如〈鬪鬧熱〉中：「雖未見到結

論，人們也就三三五五的散去。」「只見道路上，映著剪伐過的，疎 樹影，還聽

得到幾聲行人的咳嗽。」句 b-21、b-22、b-23 的「感覺著」、「咬著」、「碰著」宜

解做「感覺到」、「咬到」、「碰到」，「感覺到」這個用詞亦不只一次出現在其作品

中，如〈一桿「 仔」〉中有「這時候，他妻子才覺到缺少一桿「 仔」（秤）。」

〈不如意的過年〉裡寫到「究竟是查大人的推理，幾日後自己也覺到也有些不對

了。」如此看來，「著」經常被用來取代「到」、「見」等動詞補語，另外也被用做

介詞補語，如句 b-20 的「對著」，沒有「著」字亦可表達原意。 

句 b-24 的「總著」又是另一層用法，「著」字在此表示臺灣話文中的「必須」

之意，發音與上一段的「到」字同為「tioh」。由此可見，「著」字的使用方式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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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年代的新文學小說中至少分屬中國白話文與臺灣話文兩套系統，而在表現

在臺灣話文的用法上尚有不只一種意義。尤以賴和作品中最為明顯，同樣寫為「看

著」、「聽著」的詞語，卻因為語境不同分別有動作延續與動作趨向、附著之意。 

 最後再提出楊雲萍小說中「著」字的運用，其行文間經常出現「像著」、「感

著」兩詞語，列舉如下： 

從那像著岩石的腦袋，壓出來一句。（〈月下〉） 

像著臨陣的將軍─故意的服裝─同 E 君於 A 火車站下車。（〈月下〉） 

像著電光、羞恥、感激、後悔所鑄成的一大鐵鎚，…（〈月下〉） 

她想到、想到、想到不能極的時候，突然，感著沒有一物值得想到的！（〈秋

菊的半生〉） 

他方覺著肚裡的飢餓，同時又感著全身的可佈的疲倦。（〈到異鄉〉） 

他覺著異常的快感。（〈到異鄉〉） 

他半覺著可惱，半覺著可笑。（〈弟兄〉） 

他覺著她們的微笑、嬌態是不得已的，是假裝的，是弱者求乞般的。（〈加

里飯〉） 

有個青年，感覺著，比他年多的，咖啡店的「夫人」（madam）的好意。（〈青

年〉） 

楊雲萍作品中的「像著」較類似介詞補語的用法，有無「著」字並無損句意；「覺

著」、「感著」、「感覺著」的用法以「覺得」、「感到」能解釋得通，不過與賴和的

「感覺著」不盡相同。賴和的作品中尚有其他相似結構的語詞如「聽著」、「咬著」

來印證「著」應為臺灣話文 tioh 之表示，楊雲萍的作品裡無法找到這般對照，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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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覺」這些特定動詞後才加有「著」字。其他動詞使用反倒經常出現以

單字使用之情形：「他愛那『夫人』的清楚的姿態，他憐那『夫人』的聰明行動，

他惜那『夫人』的境遇。（〈青年〉）」以此理解「覺著」、「感著」等幾乎在每一篇

小說中都能看見的特點，應可視為作家個人的寫作特徵。 

三、 新字用例檢討 

張我軍的《中國國語文作法》最後有一附錄「新字用例」，說明了「他」、「的」

兩字之分化，「他」字的分化指的是人稱代名詞使用方式，張我軍歸納如下： 

   數別

性別 

單數 眾數

男性 他 他們

女性 伊 伊們

通性 佢 佢們

中性 彼 彼等

「通性」用在不知性別或男女皆有的狀況，「中性」則用在無性別之分的時候。以

此來檢視張我軍小說中的第三人稱代詞，大致上都符合表格所列的用法，〈買彩票〉、

〈白太太的哀史〉裡的女性代稱皆用「伊」，明顯與男性的「他」有所區隔，〈誘

惑〉裡也的確前後分別以「佢們」來代稱牌桌上的人群以及主角的一家人，不過

〈誘惑〉中的女性稱代詞卻轉換為「她」、「她們」，而非先前「伊」的用法。接著

用以檢視其他四位作家，楊雲萍、賴和、陳虛谷、楊守愚的第三人稱代名詞使用

與張我軍同樣有區分出男性與女性，不過幾乎全是「他」與「她」的分別，不曾

出現以「伊」代表女性的情形，也有時男女不分，全用「他」字涵蓋。賴和、楊

守愚的作品中甚至曾出現以「牠」做為人稱代詞的情形： 

「前回不是因得到勝利，（牠一人的批判）所以那邊的街市，就發達繁昌起

來……」（賴和〈鬪鬧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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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能夠使敵人逃遁、隱匿的地方，牠們都把那灼 的目光注視到；牠們使

盡牠們的本領，想把敵人生擒活捉；牠們到處偵察敵人的出入。（楊守愚〈獵

兔〉） 

兩句主詞皆是人類，卻用了「牠」來代稱；又如賴和在〈一桿「 仔〉中，用於

主角秦得參身上的代詞竟雜有「他」與「她」兩種，在同篇小說便出現不一致的

用法。相較於其他同時期作家，對理論面掌握得較確實的張我軍於進行創作時，

對詞語的斟酌確實表現得較為嚴謹。 

「伊」字在其他作家的作品中，既沒有成為女性第三人稱代詞的普遍用法，

還被轉化為臺灣話文式的表徵： 

伊的左手半把的蔥。（楊雲萍〈光臨〉） 

難得那孩子，童心還在，不會倚勢欺人，誠懇地，替伊設法。（賴和〈一桿

「 仔〉） 

「無定著是因為早起我罵伊……」（楊守愚〈誰害了她？〉） 

「你真好狗命，我又過加乎伊打了一下嘴巴咧。」（楊守愚〈顛倒死？〉） 

引文中的「伊」指稱的對象有男性亦有女性，由上下文脈理解皆表示臺灣話文的

第三人稱代詞「i」。後兩句引文為對話，更能從句子的其他成分如「無定著」、「好

狗命」看出臺灣話文口語之呈現。如此一來，「伊」字和前面討論的「著」字在小

說中同樣混雜了兩套語言系統的涵義。 

 新字用例裡又提出「的」字的分化有三：「的」用作代詞或是形容詞的語尾；

「底」用作後置介詞，表示「所屬」概念；「地」則用作副詞語尾。用這樣的標準

來檢視張我軍的小說，「底」其實鮮少使用，通常表示所屬概念者亦都用「的」來

取代，〈白太太的哀史〉這個題名便是一例，有趣的是，《中國國語文作法》一文

裡「的」、「底」區分得非常清楚，舉出一句為例：「不過有一層聊可以自慰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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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底編法，和在中國底此類的書都不同，十分確信能夠明白地指示白話文作

法底初步。」做為指導守則的行文，一板一眼地遵循了當中表述的守則，可見「完

全無誤」的落實並非不可能。然而進行小說創作時，遵循規則的必要性似乎就不

是那般絕對。張我軍之外的四位作家也都是以「的」字涵蓋代詞或形容詞語尾以

及表示所屬概念的後置介詞，用「地」當做副詞語尾，「底」字不常使用，成為臺

灣白話文書寫實踐者的共同點。 

 張我軍的《中國國語文作法》一書並非新文學作家們唯一習得白話文句法的

來源，我們甚至不能確定楊雲萍、賴和、陳虛谷、楊守愚是否曾依循其內容進行

嘗試，事實上，這本《中國國語文作法》本身即是參考多本文法書籍
71，再依張我

軍個人見解整理而成。因此，以其為小說創作實際句法之對照，並非為了證明眾

新文學作家群因為《中國國語文作法》之偏誤而受到影響，而是為了反映出新文

家作家對於中國白話文句法普遍的理解與誤用，即便是兼具理論指導者身分的作

家如張我軍，對句法的認知也並非完全無誤；實踐之際亦並非完全服膺。 

 綜觀以上的小說句法分析，可發現以下幾點是討論「言文一致」落實在臺灣

新文學小說中必須留意的面向： 

第一、作家對新句法的掌握程度。 

如「把字句」是白話文裡才有的句式，加上句法構成較為複雜，出現訛誤的

機會便提高了，從觀察楊雲萍的「把字句」變化，可以看出作家對新句法由生疏

到熟悉的過程。 

第二、作家受原生語言影響的程度。 

此時期的新文學作家雖以趨近同化於「中國白話文」為理想，卻在創作過程

                                                 

71 《中國國語文作法》小引中提到參考書目包括馬國英氏編，《國語文講義》：黎明氏編，《國語文

法講義》：黎錦照氏著，《國語文法綱要六講》；同人著，《新著國語文法》；馬國英氏編，《新式標點

符號使用法》；陳望道氏編，《作文法講義》；戴渭清氏編，《國宇虛字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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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寫出了臺灣話文式的構詞、句法。如賴和、楊守愚作品中「著」字、「伊」字的

兩用，從參差的使用現象可窺知其並非有意識的分用。 

第三、作家斟酌字句的程度。 

從個別作家作品中語法分歧的程度能判斷其對於字句的要求程度，如陳虛谷

小說中的「著」字使用方式比賴和、楊守愚來得單一，應當費了更大的心力琢磨

字句，並且是有意識的加強練習；另外藉由張我軍的小說、評論文字的比較，發

現他的小說字句也並非百分之百正確的中國白話文。似乎可推測這些作家在進行

創作時，是掌握住一種「語感」，而並未鉅細靡遺地檢點字句。各自掌握住的「語

感」不盡相同，有些則足以形成個人創作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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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一九二○年代新文學作家的進路 

一、 從對話滲入的臺灣話文 

第二節的語句分析帶出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即是同一漢字可以交替表記為

中國白話文或臺灣話文，正如「著」字和「伊」字，「著」用來表示「到」、「必須」

之意、「伊」表記成第三人稱代名詞，這些用法在漢文脈絡裡並非新創，至少在歌

仔冊用字中皆可找到印證
72，而兩字確實又在中國白話文裡有意義可循，「同文」

在此反而為新文學創作帶來游移之可能。延續此點，不妨提出一個問題：假如創

作之際是以中國白話文為目標語體，何以還需要表記臺灣話文呢？除了以作家受

到原生語言的影響來解釋，或許還可以從小說結構的層面來觀察，作品中出現的

臺灣話文多半是在「對話」的位置出現。 

臺灣新文學初期的小說，無論作者實際生活之地何在、出身階級為何，多將

舞臺設定在民間農村，而以鄉間人物為主要描寫對象。以下將觀察焦點移往小說

文本中的「對話」使用情形： 

(一) 賴和小說對話引例 

 對話 角色身分 

c-1 「大人，要什麼不要？」 

「汝的貨色比較新鮮。」巡警說（〈一桿「 仔〉） 

在市場賣菜

的秦得參和

巡警 

c-2 「有的不是鬧到法院去，後來安怎？」 

「法院是有路用？法是伊創的。」（〈赴會〉） 

小火車上民

眾的喧嘩 

c-3 「議長！」一個人爭到了發言，立了起來。「像這樣的提議， 文協召開理

                                                 

72 可參見張安琪，《日治時期臺灣白話漢文的形成與發展》，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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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人絕對不能贊成，吾人不應這樣卑怯，至少亦應主張：須

讓吾人有普及和文教育的自由，這是吾人所當作的義務。」

（〈赴會〉） 

事會中的發

言 

c-4 「拿買意氣哪，你……」 

「大人，鱸鰻走了，請樓下食茶。」（〈浪漫外記〉） 

警察大人和

茶樓主人 

c-5 「還我們林先生來！」 

「這公堂的地方不許大家喧嘩！」二爺把大老的話譯給大家

聽，教大家肅靜些。（〈善訟人的故事〉） 

百姓和官員

(二) 陳虛谷小說對話引例 

 對話 角色身分 

c-6 「你的肚子是姙娠八個月了，…那時不論男女，凡是管內的

人一定會來祝賀，不一定會比這番少收入呢。」 

「阿啦嗎蘇！我們女人家，真是無機竅，…明天要請幾個客，

要辦幾塊桌，要做什麼菜？」（〈他發財了〉） 

巡查大人與

妻子 

c-7 「奧樣！恭喜、恭喜！真勞煩你，真當不起！」（〈他發財了〉） 眾客對巡查

妻 

c-8 「Kanrin-Lau Bu 這麼大的年紀，不曉得生年月日，你不是小

孩子呢！」（〈無處申冤〉） 

巡警對一般

民女 

c-9 「是呀！正是！正是再福，這裡寫的是サイフク。」 

「死囝仔栽！又是來討錢了。半月前纔寄去五拾圓，是怎樣

開呢？有講要多少嗎？」（〈榮歸〉） 

配達夫（郵

差）和前清

老秀才 

c-10 「今天為豚兒及第高文的披露宴，蒙列位不棄，光臨敝廬，

無任感佩。……」（〈榮歸〉） 

老秀才對參

加宴席群眾

c-11 「フオン，臺灣料理實在真好吃！我最愛吃臺灣料理，米粉 巡查真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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咯，炕肉咯，統統真好吃。有人請我，還是送到我厝去，我

咯，牽手咯，小孩子咯，統統歡喜，吃了了咧。」（〈放炮〉） 

人對保正和

農民老牛 

c-12 他時叫著カーチアン！又念著サアイタアーサアイタアー。 

「要放屎嗎？我抱你下來。」（〈放炮〉） 

巡查的年幼

兒子和老牛

(三) 楊雲萍小說對話引例 

 對話 角色身分 

c-13 「我看汝是做親生的，親生的兄弟，所以敢……是……汝試再

想一想。若……那是……」（〈罪與罪〉） 

青年對青年

c-14 「汝們倆有看見伊田警部大人沒有？」 

「像沒有的。」（〈光臨〉） 

保正林通靈

和村人 

c-15 「Baka ne，你還不了解嗎？買書是一件頂好的事，我哪裡有

阻你的呢？」 

「是、是，是你故意不買給我的！哼、哼……」（〈弟兄〉） 

一對居住在

東京的兄弟

c-16 「呵！是，今兒母親有爽快些沒有？」 

「今兒早起啜了些泔糜。又對我說要叫你不要鬧事，……萬事

皆是命運，皆是前註的……。」（〈黃昏的蔗園〉） 

生活在臺灣

農村的青年

男女 

c-17 「Coffee one.──咖啡一。」（〈加里飯〉） 女侍待向烹

調處複誦 

c-18 「姑娘們忙嗎？」他不得已這樣問。 

「喲，托蔭。」 

「讀讀！再來喲！」（〈加里飯〉） 

在東京的留

學生及咖啡

店女侍 

全面觀察小說中的對話使用，可以看到多樣語言的置入。其中句 c-2、c-4、c-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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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4 和 c-16 是以臺灣話文為主，做為當時臺灣社會普遍使用的口說語，落實在工

農、群眾之間的對話尤為明顯。對話中的臺灣話文的表現具備三個功能：其一，

表現特定的厘俗口語，如「有路用」、「駛伊娘」、「死囝仔栽」，雖是相對低俗的用

語，不過對慣用者來說，這些怒罵式的言詞已然成為言談不可或缺的部分，對讀

者而言可能反而帶來親暱、臨場的感覺；其二，表現特定的詞彙，如「爽快」、「泔

糜」，皆是中國白話文沒有而專屬臺灣話文語境；其三，表現特殊的語法，偶爾在

句子開頭或結尾會出現一些多餘的字，形成不符合中國白話文的句式，若以閩南

語來思考，便能找到對應的句法，如「敢是」表示「難道是」之意。 

臺灣話文除了作為臺灣人之間的慣常對話用語，亦夾雜於日本人角色的言談，

陳虛谷的作品中有不少精彩的對話呈現，如句 c-8 中的巡警脫口而出的竟是低俗厘

語，陳虛谷以羅馬拼音來表記「Kanrin-Lau Bu」，或許有意隱去帶有惡意的文字，

也或許因為以羅馬拼音較能貼切標記出發音、與前後文的差異可以引起讀者的注

意。句 c-11 巡查大人的話裡堆疊了幾個臺灣話文詞彙「米粉咯，炕肉咯」，用於描

述日本內地所無的臺灣物產、辦桌的菜餚，標顯出其身分以及對於殖民地物產的

貪欲。句c-6則是一對巡查夫婦的對話，臺灣話文儼然佔了他們的交談很大的比例，

如句中的「不一定…」「無機竅」等成份，雖然是以「姙娠」「阿啦嗎蘇」等日文

字詞凸顯了其日本人身分，但就實際情形而言，在臺日人彼此交談是否會出現以

臺灣話文為基底，日文加添其上的對話模式則十分可疑，只是帶給臺灣籍讀者的

戲謔化效果應可以確認。 

另一方面，書寫臺灣人混用日語的表現則自然貼切，如句 c-7 中群眾稱呼巡警

妻子為「奧樣」、句 c-10 中老秀才為榮歸的兒子舉辦「披露宴」，表現在特定稱謂、

特定場合的語言混用，是有意識的置入，反映了日本殖民為傳統臺灣社會所帶來

的衝擊，可以是一種新身分的出現如「奧樣」（具有輔助公務性質的巡查夫人）、

為了展現個人成就的宴席之「披露宴」（傳統臺灣社會中的宴席多在於家庭親族關

係的確認如婚喪喜慶與祭典），甚至帶有位階權力象徵的引入。對照前一段提到日

人混用閩南語的情形，兩種混用隱含了不同的意義，日本巡警因為職務需要和臺

灣人有頻繁接觸，受到自然的語言同化，同時進行有意識的學習，以便了解與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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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因此他們混用的閩南語多是日常用途為主。若無此需求的日本人並不需要使

用臺灣話文，像是位階較高的官員，句 c-5 裡官府「老爺」的話需要他人翻譯才能

讓大家了解；又像是小孩，句 c-12 中吵鬧不休的小孩和村民老牛的溝通顯然產生

了問題，後者由於不諳日文，錯以為小孩嚷著要喝汽水「サアイタアー」是想要

「放屎」。陳虛谷作品裡的日文置入是易於辨識的，多半直接使用日文漢字或假名，

不過也有使用諧音借字之情形如「拿買意氣」，多元的表記方式呈現了面對外來語

的磨合過程，而後才能逐漸消化使其成為自身語言的一部分。同時「拿買意氣」

實為日文「生意氣」的音譯，明明有漢字卻不若「披露宴」的例子一樣直接延用

漢字日文進入白話書寫，在文脈中凸顯了巡查大人的蠻橫，是以聲音的特異性來

戲謔、調侃特定角色的手法。 

日文置入文本在楊雲萍筆下有更進一步的展演，觀察作家一九二六年前往日

本留學之後出現數篇以東京為場景的小說，小說主人翁的語言模式有所轉換，脫

離了閩南語環境，如〈弟兄〉、〈加里飯〉的人物對話是以白話文夾雜日語進行，

句 c-15 中爭執的兄弟，脫口而出的怒罵已成為日文；一方面也忠實呈現小說主人

翁面對的「異地」語言氛圍，如句 c-18 中咖啡廳女侍的招呼語「喲，托蔭。」、「讀

讀！再來喲！」皆以日文讀音表記，句 c-17 的女侍則使用英語傳達客人的點菜內

容：「Coffee one.」在異地下的異文化空間──西式咖啡廳，又提供了另一層語言

展示。楊雲萍的日語表記與陳虛谷有相仿之處，有漢字可循時能直接代入，如「托

蔭」；沒有對應到漢字時則諧音借字表現，如「讀讀」，但也有以羅馬字拼音標示

者：「Baka ne！」表現得較臺灣話文表記浮動不一。 

值得注意的是句 c-3，文化協會理事發表主張之際，所使用的語言從主詞為「吾

人」也可以看出，是幾近於書面語的白話文。如果此處的發話對象是臺灣鄉村農

民，這樣的語言使用顯然難以達成宣導振奮的效果，卻能使發話者看來嚴謹且富

於理智。與前述在臺日人卻講臺灣語文的例子並視，可發現與實際情況有所出入

的語言使用，除了是作者對於人物形象刻意塑造下的結果。 

總括來看，對話語言交混的內容基本上基於角色塑造之需求，角色對話若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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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鄉村，是以臺灣話文表現為主，並有日語交雜其中；當場景脫離臺灣鄉村或

是在正式的場合，臺灣話文的渲染便減弱了些。角色的語言使用彷彿成了一種位

階的標幟，當不同位階的人交流時，語言便產生交混──村人以日文稱呼巡查夫

人，巡查以閩南語詢問村人。為了反映實際的語言表現，在「對話」中表記臺灣

話文、日文是必然的結果，表記方式雖然不一致，使用漢文、羅馬拼音者皆有，

不過大抵都是以諧音的方式找字來達成目的，而使用漢文表記臺灣話文時，便可

能產生同字分用狀態。 

對話語言比起敘事語言是較為即時、靈活的，不必有完整的句式，單字單詞

亦可成立，母語口語的影響痕跡便難以遮掩、清楚呈現。一九二○年代的作家們

創作出以「中國白話文」為理想的小說，但卻在對話語言裡開始了臺灣式「言文

一致」之實踐，表記方式的不一致顯示其經營的痕跡，這些不一致的痕跡也從對

話語言滲入到敘事語言當中。 

二、 創作新文學的不確實感 

上一段論及敘事語言中的臺灣話文痕跡可能來自對話語言的渲染，而不一致

的表記方式證明了作家的摸索與嘗試。接著再以賴和、陳虛谷的作品為例，提出

此時期的小說作品中敘事語言的幾項書寫特點相互印證： 

第一、 過度堆疊的形容詞語。 

鎮南威麗村裡，住的人家，大都是勤儉
‧‧

、耐苦
‧‧

、平和
‧‧

、從順
‧‧

的農民。（〈一

桿「 仔〉） 

這樣想來，使我對社會產生了極度厭惡
‧‧

、痛恨
‧‧

、咒詛
‧‧

的心情，同時加強了

我這次赴會的勇氣。（〈赴會〉） 

第二、 過於短促的斷句。 

在一處的，客廳裡，有好些個，等著看熱鬧的人，坐著閒談。（〈鬪鬧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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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天亮后，各擔各色貨，多要完了，有的人，已收起擔頭，要回家去圍爐，

過那團圓的除夕，償一償終年的勞苦，享受著家庭的快樂。（〈一桿「 仔〉） 

第三、 代名詞可省略之處仍一再出現 

她
‧

指手劃腳罵得發性了。她
‧

見女兒在哭得像淚人兒一樣。她
‧

不禁一陣心酸，

也啜泣起來，她
‧

轉想女兒平素是很乖巧，這番那裡會有錯。（〈無處申冤〉） 

這些問題隨著新作品相繼發表之後漸漸趨緩，從一九二八年所發表的〈不如意的

新年〉之後，賴和小說中的文句連貫已有很大的改善，陳虛谷小說對連接詞的運

用亦堪稱成功。 

在文本實踐外，從作者本身「逸出」文本敘述的後設觀照，亦可見嘗試、摸

索的跡象。賴和與楊雲萍都曾在自己的創作中，以現身的方式呈現了對於語彙選

擇的不安。如「快 （鑼的響聲，不知有什麼適當的字）。73」明明已是經過選

取貼上的狀聲詞，卻在後面加註沒有十足把握。〈鬪鬧熱〉和〈一桿「 仔〉中亦

常常用括號來聲明某句話是「俗語」、「方言」，一方面顯示作者意識到讀者閱讀至

此可能感到困惑，率先體貼地說明；一方面亦代表作者體會到創作用語的歧異，

必須藉由括號標示來說明。楊雲萍比起賴和有過之而無不及，處女作〈月下〉的

最後接著小說本文末段寫道： 

然再想起來，小說既是縮寫、表現人生萬有實在的創作。（不是心醉於自然

主義的說法。）也不能盡把我們的理想眼光來解決他。至其字句不當處。（弟

研究白話文的日子，實在很少。）望諸兄姉教正就是了。 

這段加筆自認有「字句不當處」，且是由於書寫「白話文」而造成，可知在作者自

認這還只是極為初步的嘗試性寫作。此外，楊雲萍對「創作」一事有強烈的重視，

〈光臨〉的附記寫道：「我對二君說要發表一篇題叫『翩翩』的創作。但因俗務的

                                                 

73 賴和，〈鬪鬧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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蝟集，和對這篇創作，我別有一種的用意與期待，所以不願草 發表。」但之後發

表的創作並沒有看到以〈翩翩〉為名者；〈弟兄〉的文末附上這樣的消息：「兄弟

在前載在民報的小說到異鄉，因不太滿意，所以不願續載。」文中沒有指明不滿

意的部分為何，〈到異鄉〉就這麼無疾而終；〈加里飯〉最後也有一段附記：「手民

的不慎，把我的拙作黃昏的蔗園（載在本報第百二十四號），弄得許多誤字。因有

空白，擇其較重要者訂正之。……」勘誤的字包括將「文成打進入」改成「文能

才進入」、「負著一個的枯蔗葉」改成「負著一捆的枯蔗葉」，看來都是排版印刷時

因字型相近誤植的字。楊雲萍小說後的附記提醒了我們：作家嘗試掌握創作語言

之外，亦對小說整體架構、情節發展有所覺悟；在尚未完全成熟之際即面世刊登，

顯現了在此一階段，實驗、嘗試行為與過程即已被受肯定，也同時是時代的要求。 

張我軍在《中國國語文作法》裡這麼說： 

許多舊文人，都以為白話文比文言文難寫，所以明知道白話文好也不寫白

話文，這都是他們寫慣了文言文而又不肯費一點小工夫去學寫白話文底原

故。其實白話文是極易做的。多讀一點以白話文寫作的書報就會做了，若

希望做得不錯，再看一點文法書就可以成功。 

事實上或許真是如此，對有著漢學素養的作者來說，靠閱讀報刊來增加經驗值，

獲得相當程度的「語感」便有能力書寫白話文。只是語言問題對一九二○年代的

作者來說，被集中為「用白話文寫小說」的迫切性，而缺乏實作層次的準則。於

是表層的問題確實逐步改善了，但用白話文寫小說之後語言產生的融合與衝突這

深層的羈絆並沒有被查覺；因此當作者運用語言所費的力量小於語言作用於創作

的力量，那麼對作者來說，便無法將創作推進，因此造成「無法掌握之感」。 

三、 一九二○年代新文學作家的文學進路 

一九二○年代的新文學小說作者們樹立起一塊創作的里程碑，陳建忠由「殖

民地」與「文學」關係的角度切入，謂來自西方的文學類型──現代小說，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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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西方作家一段無可避免的文學進路74。在創作媒介上，則是以寫出中國白話文

為目標，雖然無法與臺灣社會達成「言文一致」，但至少滿足了知識份子的「認同

近代化」。對此，陳培豐提出預示的觀點： 

對張我軍來說，未曾料及的結果可能不只新舊文學論爭，而是當他在批判

臺灣人寫的白話文不正確、不純粹之同時，也暴露了該運動在臺灣推行時

的矛盾和破綻，並預告了其遲早要受到其他語言改革運動挑戰的命運。75 

而在下一波語言改革運動醞釀之際，這一波創作者也各自走往不同的發展。其中

在臺灣新文學運動初期扮演點火角色的張我軍在留學中國畢業後，留在北京教書，

是第一位在中國教授日語的臺灣人。在《臺灣民報》登載了他的三篇小說創作之

後，再沒有新的作品產生，而將心力持續投注在「翻譯」領域直到戰爭結束。鄧

慧恩指出：張我軍到中國發展，的確會比在臺灣的文人有更大的言論自由與出版

自由，不像臺灣的翻譯者之譯作，多是零散不全的單篇，甚至遭遇私自出版例即

遭查禁、或是迄今未見出版的命運
76。張我軍在中國的翻譯工作圍繞著日語教學，

一九三六年完成了《標準日文自修講座》，當中選錄了「明治時期以降至現代的作

家具有不朽之價值的作品」，附以譯文，加以詳註。對他來說，小說創作或許是與

故鄉臺灣保持聯結、基於對於故鄉的憂心而進行的實踐，因此僅有短時期內集中

的創作。 

另一位創作期相當短暫的作者是陳虛谷，他的小說創作恰好承接了社會運動

的結束，且小說題材來源似來自《臺灣民報》上的報導，以人民生活為基調，和

文化協會演講的主題多有相符，都是期望人民更有自覺。因此書寫小說應為陳虛

谷停止參與社會運動後，退而求其次期許啟迪民智的方式。77陳虛谷的小說創作可

見者僅四篇，在三年間於報刊上發表，一九三○年之後戛然而止，他曾以創作語

                                                 

74 陳建忠，〈差異的文學現代性經驗〉，《臺灣小說史論》，頁 30。 

75 陳培豐，《「同化」的同床異夢》第六章臺灣人追求自主性現代化的經驗，頁 333。 

76 鄧慧恩，《日治時期外來思潮的譯介研究──以賴和、楊逵、張我軍為中心》第五章，頁 186-188。 

77 陳逸雄，〈我所認識的陳虛谷〉，陳逸雄編，《陳虛谷作品集》，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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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為關鍵反省自身的創作： 

我的文章是平凡的，二十年代寫古文式的還可以，三十年代轉白話文就遜

色了，四十年代又轉臺灣式的白話文，那更糟糕，現在依然是繼承四十年

代的作風，所以你說好，我不敢寫。78 

雖對新文學一直秉持推崇態度，一再鼓勵後進文學應跟著時代前進，自己亦嘗試

創作新詩、小說，不過或許理想的設定和實踐的結果落差太大，最終認為自己無

法負荷而退場，晚年創作僅以漢詩為主。似乎在其認知中，語言和內容的結合極

為緊密，無法輕易改變隨時代需求、社會條件而更動語言使用方式。比起賴和或

楊守愚，他的小說句法確實較為規矩，敘事語言中較少出現臺灣話文的滲入，或

許在語言面的堅持反而為其帶來侷限。〈榮歸〉於一九四○年被李獻璋收錄於《臺

灣小說選》
79算是一筆正面評價，然而對此榮耀陳虛谷只道：「關於我的小說，自

不稱意，尤其末段（指〈榮歸〉一篇）極無熱氣，不足觀也。然在當時，恰值棪

秋歸臺，見之特寫信來獎賞，慚愧慚愧，所以一向並未對任何人講起。」陳虛谷

一再提起四篇小說還不夠成熟，對外界的肯定亦不全盤接受。 

楊雲萍的小說敘事語言和其他作者的差異不小，從寫景引文中看得出他相當

要求語詞的鍛鍊，「陸離」、「赤銅」、「蒼紫」等形容詞充滿特異的美感。他的小說

是充滿詩意的，字字句句都是凝縮過的，因此句子不長，一句話自成一段的情形

很多，當中有許多斧鑿的痕跡，從動詞的運用可以見得： 

剎那！羞恥、不滿、好奇、和覺得自己在那優越地位的喜悅所釀成的變態

意識從他如漆的眉、嘴、耳朵、手、足流來流去！（〈到異鄉〉） 

                                                 

78 陳虛谷，〈寄陳逸雄信〉，寫於 1958 年，收於陳逸雄編，《陳虛谷作品集》，1997。 

79 李獻璋 1940 年 11 月所編的漢文小說集，共收入賴和、楊雲萍、張我軍、陳虛谷、楊守愚、王

詩琅和朱點人等人作品共十五篇，印刷中即遭禁止，未出版。參考網路臺灣歷史辭典（〈臺灣小說

選〉條目由陳建忠編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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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下如油的水，溶了十九夜的月光。（〈到異鄉〉） 

時時在覓要對我表出你自己的心中的機會的。（〈到異鄉〉） 

「我哪裡有阻你的呢！」（〈弟兄〉） 

因為要洩出這滿身的悲憤、寂寞和不安（〈加里飯〉） 

他想著，酬那「夫人」的好意是當然的。（〈青年〉） 

這些單字動詞的運用儼然已經脫離實際的用語，一方面強烈表現作家對美感的追

求，一方面也展現語言的韌性和文學的陌異化，另外句型方面能看到許多工整的

鋪排，如詩一般： 

蚯蚓的唧唧是悲哀的調子，繁星的明滅是悽愁的象徵！（〈光臨〉） 

「我那雙溪頭的幾畝田園豈不是足以耕作！我那雙溪溪流豈不是足以游釣！

我那習靜樓的舊書豈不是足以披讀！…」（〈到異鄉〉） 

她想到、想到、想到不能極的時候，突然，感著沒有一物值得想到的！ 

她沒有悲哀了，也沒有苦楚了，也沒有戀慕了！（〈秋菊的半生〉） 

他愛那「夫人」的清楚的姿態，他憐那「夫人」的聰明行動，他惜那「夫

人」的境遇。（〈青年〉） 

換言之，作者過於執著語言的琢磨、意境的營造，也因此楊雲萍的小說始終維持

不長的篇幅，寫景的字句也一再重複運用：包括〈月下〉裡「唧 蚯蚓的韻」、〈光

臨〉裡「斷續地蚯蚓的唧 」、〈黃昏的蔗園〉裡「路傍初秋的虫們的歌唱」，以

及多篇作品中「明滅的繁星」，似成了楊雲萍筆下必備的風景。三○年代以後的

楊雲萍停止了小說創作，一九四三年出版日文詩集《山河》，於文學的最終成就

是在詩的領域。 



64 

 

四、 小結 

相對於中止小說創作的張我軍、陳虛谷和楊雲萍，賴和與楊守愚選擇繼續開

拓這塊園地，面對語言的歧異，他們找到以漢語創作白話文的彈性，不至於像陳

虛谷回歸言志的漢詩創作，或像楊雲萍選擇了另一種表達文體與表現語言。不過

臺灣話文滲入敘事話語的情形或多或少干擾了作品經營，未能達成流利使用的狀

態。陳培豐談及這時期「報紙上的白話文文章卻常顯示出臺灣話甚至摻雜日本話

的漢語及文法」80，就「言文一致」的觀點而言，使用不熟悉的中國白話文來創作

實有隔閡，創作者意識到自身的創作並非「我手寫我口」；新知識分子亦認知到不

倫不類的白話文之可能成因，遂出現以臺灣話文為書寫系統的呼聲。一九三○年

鄉土／話文論戰由此而生，往後的語言改革呼聲是否會使其作品產生顯著的影響，

這將是下一章要處理的主要議題。 

  

                                                 

80 陳培豐，《「同化」的同床異夢》，頁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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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一九三○年代新文學小說中的敘事語言 

第一節 臺灣鄉土／話文論戰的獨特議題：以滿洲國為對照 

一九三○年的臺灣文學界方經過一場政治運動的風暴與洗禮，即是在一九二

七年臺灣文化協會的左右路線分裂後，左翼路線運動者看似掌握了民族社會運動、

文化運動的主導權，但一九三一年的臺共大逮捕與隨之而來的打壓，迅即使尚未

盛放的紅色花朵凋謝。這一代往赴日本、中國留學的知識份子適逢社會主義思想

蓬勃的時期，返臺後持續經營讀書會、參與社會運動，其中不乏文學作者，其意

識形態連帶影響新文學的發展，文學運動的左傾遂成為必然趨勢。而左翼運動的

萎折看似民族社會運動的中挫，卻為至今依附從屬之的文學文化運動帶來獨立發

展的契機。陳淑容指出：「隨著一九二七年臺灣文化協會分裂，總督府的壓制逐漸

加深，於是原先依附於政治社會運動的文學活動有獨立脫出的傾向。」81橫路啟子

亦認為左翼知識份子受到打壓後，只能在「利用白色恐怖橫行之下最低限度的合

法性」82的文化運動中尋求生路83。新文協的領導者早已提出「促進、實現大眾文

化之提高」84、「促進大眾文化之實現」85等主張，而文藝大眾化之宗旨到了一九三

○年仍反映在若干新起的文藝性刊物上，如趙櫪馬描述《伍人報》的性格： 

牠是由臺灣文化協會的幾個文藝趣好家所刊出來的、不用說其發刊的目的、

是要宣傳該會的主義主張、獲得些尚未組織的群眾、並以擴大組織、完全

做一種宣傳文學的效用、伍人報自發刊便大聲喊著文藝大眾化、這在當時

是多麼可注目的事實呀！86 

                                                 

81 陳淑容，《一九三○年代鄉土文學／臺灣話文論爭及其餘波》，頁 63。 

82 王詩琅譯，《臺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臺北：稻香，1997 年，頁 403。 

83 橫路啟子，《文學的流離與回歸──三零年代鄉土文學論爭》，頁 215。 

84 連溫卿，〈一九二七年之臺灣〉，王詩琅譯，《臺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頁 275。 

85 蔡孝乾，〈轉換期的文化運動（一）〉，《臺灣民報》第 142 期，1927.01.30。 

86 櫪馬，〈過去的教訓─呈給臺灣文藝作家〉，《1930 年代臺灣鄉土文學論爭資料彙編》，頁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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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鄉土／話文論戰的發端文章正發表於《伍人報》上，其左翼色彩不言而喻，

於此時期出現的其他刊物亦可視為社會運動的產物，郭秋生如是說： 

當「伍人報」「洪水」「明日」「現代生活」「赤道」諸刊物相繼而起之臺灣

文藝界未曾有的壯觀時代、雖是曇花一現、也許已為臺灣新文學發生期的

發展形成造就了最高的水準、同時刻印著臺灣新文學的劃期的轉向期了。87 

縱使這些刊物很快遭到查禁，但短期內的蓬勃發展仍具意義，創辦刊物與提出文

藝訴求之行動恰與漸趨成熟的新文學搭上線。自一九二○年代萌芽的新文學至此

累積的作品可謂小有成果，陳芳明提出此時的一個文學現象： 

一九二五到一九三○年之間，轉載中國新文學作品的數量非常多。但是，

跨入三○年代以後，翻譯與轉載的作品便日益減少。這個現象足以說明臺

灣本地作家逐漸有創作的能力，而無需再藉助中國新文學的作品。88 

這段話說明了臺灣新文學的茁長情形，此外包含《臺灣民報》在內的眾報刊亦具

備意見交流之功能，鄉土／話文論戰引發之前，關於新舊文學之異見早已開啟不

同集團間的相互辯論。 

有關鄉土／話文論戰的發展經過，已有豐富的前行研究可供參考，本文在此

欲強調臺灣的鄉土／話文論戰特重語言選擇、語言表記問題的意義。第二章開頭

討論及臺灣的新文學的發展是向日本、中國的文學運動取經，然而身為日本殖民

地的臺灣，與帝國有著截然不同的政治情勢、教育方針，「言文一致」的方針運作

於語文改革運動中，較諸日本、中國更添一層障礙，一九三○年代的語文改革運

動正是因應阻礙的新變。為了彰顯殖民地與帝國背景之異，試平行討論一九三○

年代的臺灣鄉土／話文論戰與一九三七年發生在「滿洲國」文學界的「鄉土文藝

                                                 

87 芥舟，〈卷頭言──臺灣新文學的出路〉，《先發部隊》，1934.07。 

88 陳芳明，〈文學左傾與鄉土文學的確立〉，「臺灣新文學史」第四章，《聯合文學》，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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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爭」89。以絕對時間來看，「滿洲國」鄉土文藝論爭與臺灣的鄉土／話文論戰有

先後之別；不過以相對時間來看，兩者同樣於新文學漸趨成熟之際出現，並且同

樣橫跨多種出版媒體，持續經年，其形成背景及發展經過值得一探；此外，「滿洲

國」的政治環境擁有「類殖民」的特性，應足以成為當時做為日本殖民地的臺灣

的對照。以下先透過史料交互參照，架構出滿洲國鄉土文藝論爭發生背景。 

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在中國東北扶植「滿洲國」政權，一九二八年才見蓬

勃發展的滿洲新文學在文化統制政策下，一時趨於蕭條，事變後一年文壇開始復

甦，一九三三至三七年間大約出現了近兩百個新文學小社團，社團各自尋求發表

園地，對應於此，共通的文學場域逐步形成。一九三七年山丁
90於評論〈鄉土文藝

與〈山丁花〉〉
91中讚許疑遲92的作品為「鄉土文藝作品」，引起其他集團的反駁，

掀起一場論爭。滿洲國的鄉土文藝論爭雖比臺灣的鄉土文學論爭晚了整整七年，

不過兩者產生的環境背景約有三點共通之處：其一、新文學創作已近成熟，備受

「飛躍性」發展之期待；其二、皆出現焦點刊物，並做為論爭發端文章之刊載點；

其三、政治環境皆適逢左翼運動受到約束、日漸萎縮之際。 

滿洲國論爭中，山丁的評論〈鄉土文藝與〈山丁花〉〉明確地點出「鄉土文藝」

一詞，文中除了對疑遲作品的讚揚，也宣告對刊物《明明》之期待： 

我們希望編者繼續收輯同樣創作。滿洲須要的是鄉土文藝，鄉土文藝

                                                 

89 本章將交雜出現「鄉土文藝」和「鄉土文學」二名詞，「鄉土文藝」是依循「滿洲國」的論爭文

章而稱，因此盡量以「鄉土文藝論爭」指稱滿洲國的論爭，臺灣則仍以「鄉土文學、臺灣話文論戰

（鄉土／話文論戰）」稱之。 

90 山丁，本名梁夢庚，曾任職於「滿洲映畫協會」文藝科，滿洲國時期作品有：短篇小說集《山

風》、《鄉愁》，長篇小說《綠色的谷》，詩集《季季草》。《山風》曾獲第五次「盛京文藝賞」。劉曉

麗，《異態時空中的精神世界》，頁 97。 

91 《明明》第一卷第五期，1937/07。 

92 疑遲，本名劉玉璋，滿洲國時期主要作品有：小說集《花月集》、《風雪集》、《天云集》，長篇小

說《同心結》、《松花江上》，劉曉麗，《異態時空中的精神世界》，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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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現實的。 

山丁花是一篇代表的鄉土文藝作品。93 

對此評論最直接的回響來自古丁，他指稱山丁的評論是擅自貼標籤的行為： 

最近，就有「鄉土文藝」這名稱出現，那標本據說就是〈山丁花〉。〈山

丁花〉已經被批評過了，孟原就比作者為左拉，山丁就說作品趕上了〈跑

關東〉。其實，疑遲恐怕連「左拉」的「左」字也不知道，〈跑關東〉的「跑」

字也沒讀過。 

「鄉土文藝」一說出自《百科大辭書》（！），一說無非當地的土產，

其說雖不一，但終究是漂亮的標帖則無異。於是，這張漂亮的標帖就貼在

〈山丁花〉上，於是，我們有了「鄉土文藝」。94 

若從山丁、古丁二人向來的文學主張來審視，這一來一往的論述看似對自我理念

的捍衛。根據山丁自述，在其求學過程、投身文學之際，曾受到鼓勵要創作「反

映時代的作品」，並曾受日本普羅文學感動95，一九三二年起因地緣關係開始投稿

《大同報》副刊，因而結識蕭軍、蕭紅，與哈爾濱作家群往來密切。當哈爾濱文

壇迫於政策牽制而衰退，山丁一度停止創作，幾年後自謂：「一九三五、一九三六

兩年就真的喑啞了我的言語──大約是承接了托爾斯泰底『否定了藝術』、魯迅底

『文藝無用論』的影響，以往寫作的熱情截然消失了。」96停筆兩年後再復出的他

堅持一貫的信條，主張要描寫真實、暴露真實，認為「一切暴露現實生活的作品，

都是鄉土文藝。凡是描寫地方色彩濃郁的作品，凡是描寫東北人民生活的作品，

                                                 

93 山丁，〈鄉土文藝與〈山丁花〉〉，《明明》第一卷第五期，1937/07。 

94 史之子，〈偶感偶記竝餘談〉，《新青年》通卷 64 號，1937/10/30，頁 17-18。 

95 梁山丁，〈我與東北的鄉土文學〉，《東北淪陷時期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364-365。 

96 山丁，〈我與文藝（代序）〉，《山風》，頁 2。轉引自岡田英樹，《偽滿洲國文學》，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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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屬於鄉土文藝。」97早在一九三七年提出「鄉土文藝」訴求之前，他的創作便致

力實踐此信條，而在滿洲國成立、反抗運動不再能公開進行後，仍冀望延續暴露

真實的文學，這篇評論或可視作其復出文學界的探測水溫之作。 

古丁對山丁提出的「鄉土文藝」大力反駁，文字中不時帶有諷刺意味： 

文學不該是那樣偏狹的東西，我不主張文學局限在一個小天地裡。「鄉土文

藝」倘若是有所謂「論據」的話，也無非是「大豆高粱」的唾餘兒裝在玉

壺裡，好看一些而已。98 

正如岡田英樹所說，其辛辣的表達方式助長了感情上的對立，此處古丁亦擅

自為山丁的「鄉土文藝」貼上了「大豆高粱」之標籤，頗有刻意貶低對方的意圖，

這種情態經常在古丁的雜文中流露，如一位《明明》讀者來函建議刊物可以納入

「古文藝數種」，其毫不客氣地回應道：「倘願看『古文藝數種』，請您還是買古人

的作品，讀明明無益。」99不過細究文中之主張，可發現其中仍具捍衛自身理念之

真意，前例中要讀者自行去買古書，展現了自身對於「新」的推崇；而不滿山丁

稱〈山丁花〉為鄉土文藝，並非真正看輕「鄉土文藝」，而是不願被貼標籤的動作

限制了文學創作的自由： 

忽然又想起了一件事，曰「明明的宗派性」，因為什麼有宗派性呢？因為不

容「鄉土文藝」的理論和其論者。其實，這是猜疑《明明》在行進之中，

也許是被看作有了一定的傾向的吧，但是，並無所謂「路」，同時也不願意

有「導師」給指「路」，倘有自以為「導師」的攜著自以為是的經典來指手

劃腳，我們是不憚唾棄的。所謂「我們」要包括疑遲、孟原、毛利和我。100 

                                                 

97 梁山丁，〈我與東北的鄉土文學〉，《東北淪陷時期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370。 

98 史之子，〈偶感偶記竝餘談〉，《新青年》通卷 64 號，1937/10/30，頁 19。 

99 史之子，〈閒話文壇〉，《明明》第一卷第三期，1937/05，頁 36。 

100 史之子，〈偶感偶記竝餘談〉，《新青年》通卷 64 號，1937/10/30，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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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話確實呼應了「沒有方向的方向」之方針。只不過古丁在言論中特別強調這

是群體的意見，不免引人疑竇，何以「我們」皆不容的意見卻能夠在《明明》發

表？試看刊載〈鄉土文藝與〈山丁花〉〉當期刊物的編輯後記，有這麼一段話： 

鄉土文藝，對讀者是最有力有興味的，這裡的一篇小說〈T 村的年暮〉，我

們以為無疑地可以入選。筆調生動。人物是活的。借用別人的話來說，田

兵君關於人物的「造型的藝術」的能力，我覺得是相當的出色的。101 

據山丁自述，他是在毛利來訪的契機，閱讀過《明明》第一卷第三號而寫下心得

評論，而且編後顯示同人毛利對於「鄉土文藝」並無反對之詞，甚而借以品評其

他作品，如此看來〈鄉土文藝與《山丁花》〉的刊載並無不合理之處，反而古丁於

論爭當中強調「我們」之言論，有擴大個人意見為全體之嫌。 

接著回頭檢視臺灣鄉土／話文論戰的訴求，黃石輝於一九三○年八月起在《伍

人報》上發表〈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強調文藝只求淺白，才能讓廣大群眾了解： 

不管你是支配階級的代辯者，還是勞苦群眾的領導者，你總須以勞苦的廣

大群眾為對象去做文藝。要以勞苦廣大群眾為對象去做文藝，便應該起來

提倡鄉土文學，應該起來建設鄉土文學，斷斷不可抱著那過時代離開實際

的錯誤態度了。102 

文中一再提及勞苦大眾，加上黃石輝個人參與新文協之經歷，可推測他所提倡的

「鄉土文學」應來自左傾政治思想之延伸。一九二七年文協分裂，黃石輝獲選為

幹部，積極參與各項事務，直到一九三一年，臺共對新文協的掌控愈加深化，原

本活躍的黃石輝居然不復見於活動名單之中，陳淑容認為除了個人因素之外，也

不無可能由於左翼運動的衰頹，使其決意揚棄口號掛帥的普羅列塔利亞文藝理論，

                                                 

101 毛利，〈編輯雜記〉，《明明》第一卷第五期，1937/07/01，頁 59。 

102 黃石輝，〈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1930 年代臺灣鄉土文學論爭資料彙編》，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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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朝向具有臺灣獨特個性的鄉土文學、臺灣話文邁進103。黃石輝提出三點具體意見

為「一、用臺灣話寫成各種文藝，二、增讀臺灣音，三、描寫臺灣的事物。」乍

看分別涉及「文字」、「語音」和「題材」三方面，從文學形式、內容大力倡導「用

臺灣話寫的文藝」，並批評當前的新、舊文學都還不夠真正「大眾化」。也就是說，

在這篇被視為臺灣鄉土／話文論戰的點火文之中，作者黃石輝的主張重點其實兼

顧內容與題材的選擇，而不似後來僅以主打語言問題為策略。〈怎樣不提倡鄉土文

學〉發表後，《伍人報》屢遭發禁而休刊，後續討論未竟，直到一九三一年郭秋生

在《臺灣新聞》上發表〈建設「臺灣話文」一提案〉
104，黃石輝亦緊接發表〈再談

鄉土文學〉
105，此次主張完全著重於「臺灣話文」，無牽涉到題材選擇。之後首發

對黃提出反駁者是毓文〈給黃石輝先生──鄉土文學的吟詠〉106，內文質疑提倡書

寫鄉土的意義： 

我們要寫什麼？當然就寫我們耳邊的事，目前的景，這是當然又當然的。

但是我問先生，由來很久，像那自然主義的文學、象徵主義的文學，其他

什麼什麼的文字，那一種沒有染筆於鄉土的事情？沒有染筆於鄉土的景物

呢？107 

毓文認定黃石輝主張的具有臺灣特色之「鄉土文學」訴求早已成立，無需特別提

出，重點是在於表述方式上。之後點人、賴明弘也嘗試以外國文藝中的鄉土文學

定義提出批判，可見論述者對於「鄉土文學」含意的重視。黃所說的「鄉土」是

在於書寫接收對象，他的答辯直接略過題材判定，轉往討論創作語言的選擇： 

他問我說：「鄉土文學而外，那一種的文學不善狀物？那一種的文學不善達

                                                 

103 陳淑容，《一九三零年代鄉土文學/臺灣話文論爭及其餘波》，頁 101。 

104 1931/07/07 起，連載三十三回。 

105 《臺灣新聞》，1931/07/24 起，連載八回。 

106 〈昭和新報〉第 140、141 號，1931/08/01、08。 

107 毓文，〈給黃石輝先生─鄉土文學的吟味〉，《昭和新報》，1931/08/01，《1930 年代臺灣鄉土文學

論爭資料彙編》，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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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這種的質問我不能回答，只好反問他幾句：「用和文來寫臺灣話亦能

從心所欲嗎？臺灣現行的文言文亦能把臺灣的生活狀態充分地表現出來

嗎？」108 

換句話說，黃石輝在第二篇論述中，是以「鄉土文學」一詞代表「用臺灣話文創

作的文學」，即「使臺灣廣大民眾可解的文學」，無涉題材選用，與第一篇已有所

差異。開端的論爭部分建立在這樣的錯頻之上，另外毓文對於實際「臺灣話文」

的部分亦提出對立的意見。 

 在比較滿洲國與臺灣的鄉土文學論爭之訴求後，可以發現發端的倡導者山丁

和黃石輝在「鄉土」之名下，都引起與其本意主張有所歧異的論爭。相對於無視

於臺灣的言文分離現實，而亟欲延續一九二○年代張我軍之以中國白話文書寫臺

灣、以維持與中國的連結的中國話文派，黃石輝在一次回覆毓文的文章提到：「臺

灣是一個別有天地，在政治的關係上不能用中國語來支配臺灣話，在民族的關係

上不能用日本語來支配臺灣話。」109可說是對於臺灣的現實有清楚認知下的結果。

而滿洲國的鄉土文藝論爭則起因於文藝主張的相異；也就是說，環繞於「鄉土」

旗幟下，即使是站在對立面的作家，滿洲國文壇所爭論的重心始終在創作的立場

與理念之上，而臺灣卻從題材擴及語言文字，看似回到一九二○年代新舊文學論

爭的老路，卻更凸顯了與訴諸「五族共和」的滿洲國絕不相同的現實。 

滿州國的民族組成之複雜程度並不亞於臺灣，其文學發展過程中，鄉土文藝

與「語言」使用的問題自然也存在著。 

近來，又有了鄉土文學名詞的出現，一般的贊成和反對，姑置別論；在寂

寞的文壇中，總是一件大喜事，因此在許多大作家的不朽之作裡，當然缺

少不了「猛可地」、「膩忒忒地」、「媽的皮」等等，而源源創作鄉土方言了。 

                                                 

108 黃石輝，〈我的幾句答辯〉，《昭和新報》，1931/08/15、22、29，《1930 年代臺灣鄉土文學論爭

資料彙編》，頁 70。 

109 黃石輝，〈鄉土文學的檢討─再答毓文先生〉，轉引處同上，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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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方言寫文章，也許是「鄉土文學」不可缺少的要素之一；但是這種

莫名其糊塗的方言，卻又不是我們的「文壇」所需要的吧。110 

從上引論點可知，鄉土文學與方言書寫在滿洲國文學界亦曾引起注目，與做為日

本殖民地的臺灣相似之處在於：由於與母國形成政治、文化空間上的分裂，在文

學表現上企圖以鄉土色彩、方言表記呈現對外來文化的抵抗
111，根據大久保明男的

分析112，滿洲國新文學小說中的對話、敘事部分皆有方言土語之應用，亦出現有日

語詞彙，如「自動車」、「會社」、「博役（ボーイ）」、「米達（メータ）」的使用。

然而語言表記並沒有成為其鄉土文藝論爭之焦點，可能原因有二：一方面「滿洲

國」成立以前，中國已建立起「言文一致」的白話文書寫體系，強化民族共同體

的語言認同，「建立」書寫系統任務已告一段落；一方面滿洲國的「五族協和」之

五族各屬不同的語言系統，「協和」之名下的共存也為語言改革提供了屏障：漢字

使用者遂不需將心力花費於己身文字語言無法傳承的困境上。然而這卻是臺灣文

學者、論者最為憂心之處。 

從《1930 年代臺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蒐集的篇章根據論戰關注的焦點

區分，最初於一九三○至三一年間，討論者主要圍繞黃石輝〈怎樣不提倡鄉土文

學〉及郭秋生〈建設「臺灣話文」一提案〉交流意見；接著黃純青發表〈臺灣話

改造論〉
113，引起多方回響，論爭內容愈加深入，討論新字問題相當熱絡；一九三

二年起，原已聚焦的論爭因為新加入者再度發散，除了新字問題仍繼續演繹，另

出現較為激進的批判者，指稱建設臺灣話文屬於思想手段，以及黃得時的〈談談

臺灣的鄉土文學〉，重新提及鄉土文學的定位，他跳脫語言討論的原因是： 

一味停滯在這個問題的範圍內，就會弄出「議論的議論」來，恐怕主要的

                                                 

110 沙利文，〈文壇與方言〉，《新青年》通卷 73 號，1938/03/01，頁 101。 

111 滿洲國成立初期仍延用民國時期的教科書；一九三三年改用「第一期國定教科書」；一九三四

年小學三年級以上開始有日文課，一周兩節。 

112 大久保明男，〈偽滿洲國漢語作家的語言環境與文學文本中的語言應用〉。 

113 刊於《臺灣新聞》，1931/10/15 起，連載十四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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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文學的理論，就忘記了。所以我在這裡要主張的並不是站在言語學的立

場，是站在純文學的立場。114 

兼擅古典、白話漢文與日文的黃得時，在論爭後期提出不是「言語學」而要站在

「純文學」立場的主張，論戰至此也因為長久沒有交集而漸趨疲弱。 

與滿洲國的文藝狀況對比之下，可清楚看見「語言」問題不僅在臺灣鄉土／

話文論戰中，而是在臺灣新文學發展過程中做為絕對的關鍵字的現象與意義，書

寫系統的一致化仍是亟待解決的問題。一九三三年之後的論戰文章雖然多有拉回

文學本質討論的傾向，但語言的建設自論爭起始就無法捨棄，而部分論者所提出

的新主張：「臺灣話文」做為書寫語言此一「新理想」，是否足以做為「言文一致」

的二度實踐對象？以下將以作家別檢視其作品，觀察鄉土／話文論戰可能對新文

學創作產生的影響。 

  

                                                 

114 黃得時，〈談談臺灣的鄉土文學〉，《1930 年代臺灣鄉土文學論爭資料彙編》，頁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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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跨越論爭的創作者：賴和、楊守愚 

一、 懶先生與比特先生 

上一章已提及，陳虛谷、楊雲萍和張我軍的小說創作活動在一九二○年代即

告終結，繼續著力者尚有賴和與楊守愚，以整體創作量而言，後兩者確實也遠超

過前三者。一九三○年代初期，賴和與楊守愚先後各有一篇影射作者為小說主角

的作品刊登於《臺灣新民報》，分別是〈彫古董〉
115與〈比特先生〉116。主角懶先生

與比特先生分別與賴和與楊守愚的職涯經歷有極高的重疊度：懶先生的身分設定

為學校出來的西醫、曾經學習漢學，恰好能對應至賴和本身即畢業於總督府醫學

校，少時於漢塾小逸堂學習的經歷；比特先生則是一名寄稿者，由於新詩被《明

日》所刊登而受到他報編輯先生的注意，現實中楊守愚於一九三○年八月發表新

詩〈我不忍〉於《明日》上，同年十一月發表多篇新詩於《臺灣新民報》。小說內

容反映作者經歷並非特異，但若考慮到二位作者在此之前的小說如賴和的〈一桿

仔〉、〈惹事〉；楊守愚的〈凶年不免於死亡〉、〈誰害了她〉，皆以下層農民與無產

者為主角，主旨在於反應「生活」、「生存」處境之苦難，則一九三○出現的這兩

篇小說以具備讀寫知識能力、位處中上階層的身份為主角的角色設定，並兼具自

我檢視之況味，具備值得論議之處。 

〈彫古董〉和〈比特先生〉皆是第三人稱敘述的小說，而從事寫作的懶先生

與比特先生，都十分在意文學成就是否受到肯定： 

（懶先生）關於醫業上的「荷老」，人家總是欣羨他的賺錢，他似不高興承

受，而且有點厭膩，只有關於他所弄文字的「荷老」，會使他高興，因為這

些人多小有點文藝知識，可以互相切磋，不似那些人只因為要「荷老」而

「荷老」。 

                                                 

115 《臺灣新民報》第三百十二、十三、十四號，1930/05/10、17、24。 

116 《臺灣新民報》第三百五十號，1931/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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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他每次看到他的稿子刊載出來，沒有不笑瞇著眼睛，喜形於色，

不！就是一遇到他的親友，都怕被忘卻了似的，津津報道。 

兩者皆因為文學創作被肯定感到愉悅，並期待與人交流分享，〈比特先生〉中並有

數段具體的評論： 

「喂！比特，你老人家的鄉土小說，倒還有趣，在日本留學的學生界中，

似乎有點時行起來了呢！」 

「你的那篇小說，描寫得倒還不錯，不過，末一段太散漫了，一篇普羅小

說是該注全力於結尾的，在這裡，該明白地指示給讀者一個出路才是，不

可以只留個啞謎兒去費人家的猜測。」 

「鄉土小說」、「普羅小說」等具體名詞，顯現出以分類、歸屬方式進行的文學評

論環境；而第二則評論更顯示出「普羅小說」被期待具有一定範型，若為開放式

結尾的小說則可能失格。比特先生雖在意作品的評價，卻並不服膺於任何主義式

的指導： 

「不過，我是只要社會上有什麼，就寫什麼，會不會是普羅小說，我可就

不敢做保了。」 

這樣一個喜出鋒頭的比特先生，變得確已愈壞了，他既不同人家講主義，

甚至連廉恥也不曉得，老是一味糊塗過日。 

比特先生對於自己的創作立場顯然有著獨立於類型、政治主張的堅持，但敘述者

卻是以「喜出鋒頭」、「一味糊塗」的褒貶參半，透露出作者對於創作行為與評論、

現實層面之間的距離拿捏尚未有著具體答案。〈彫古董〉中的懶先生則透過回覆一

名求教青年的來信表達自己的創作理念： 

「自己雖然有時也寫些東西，也是無聊的結果、自己排遣的方法，不是被

什麼創作衝動所驅使，設使所寫的有點足使人留意，這也是自然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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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構成的事跡，不是我的腦力產生出來。」 

懶先生和比特先生同樣是「以生活為題材」的作者，於自述中強調創作的自

然生發，而對於服膺於特定理念下的文學創作表示存疑。另一呈現在文本中的共

同點是：兩者都經歷了「變相」（pìⁿ-siàng，指一反常態、性情大變）： 

懶先生變了相，奇怪的依然是品行方正，沒有什麼可誅的事跡，──裡面的

生活是不易看得出，筆者不敢保障──只是不再見他大做其詩，反而有時見

其發表一兩篇的白話小說。 

（比特先生）「我近來為什麼倒會出起鋒頭來呢！六年前在舊詩壇不是也大

幹特幹了一番麼？何以當時不想出出鋒頭，這一個鋒頭，偏會留到老了的

現在才來出呢，莫不是變相了嗎？」 

懶先生的「變相」是指在詩壇嶄露頭角後，作品從受到老前輩稱許到受到道學家

非難，而後詩的創作少了，轉而寫白話小說，案頭的《玉梨魂》、《雪鴻淚史》、《定

夷筆記》已消失，重新排上《灰色馬》、《工人綏惠洛夫》、《噫？無情》、《處女地》

等小說
117；比特先生的「變相」意味過去的自己少有發表經驗，近幾年竟然活躍起

來，只要有刊物邀稿，不管有沒有報酬皆答應，像是迫不及待想掏出所有作品懇

求指教一般。雖然兩者的「變相」過程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卻都指向創作發表

態度的改變。 

最後，兩篇小說尚有一點共通之處──都以諷刺戲謔的結尾收束，〈彫古董〉

的結尾寫到懶先生回覆了青年的信之後，一天似等到了回音，只是拾起郵差投擲

的郵件，卻發現： 

                                                 

117 《噫！無情》為雨果《悲慘世界》日譯名；《處女地》有可能為屠格涅夫作品；賴和藏書包括

有魯迅譯，阿志跋綏夫著，《工人綏惠略夫》（上海：商務，1924 年再版）；鄭振鐸譯，路卜洵著，

《灰色馬》（上海：商務，1924 年）。轉引自〈由小見大：版本學與書籍史應用於臺灣新文學研究

芻議（下）〉，http：//www.wretch.cc/blog/kulachen/16138787，最後點閱日期：2011/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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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 ！彫古董」，他突然這樣叫喊出來，原來是他的回信退了回來，信

面粘著一張受信人不明的付箋，他不禁重複著說： 

「哈 ！彫古董，」同時他又想起他那朋友的一笑。 

比特先生到頭來也遭遇了點挫折： 

他的一篇特意為ＸＸ生活做的祝詞，竟被編輯先生扔到字簏去，真把他滿

腔的熱誠蹧躂了，但他都不為意地沾 自足。 

兩篇小說的結尾都是往懶先生與比特先生頭上澆下一桶冷水，若將「懶先生」與

「比特先生」視為賴和與楊守愚在累積多篇以苦難他人為主體的白話文創作、並

因此招致文學界內外的褒貶後，轉而反思己身，進而投射了自身的文學理念在小

說主角身上，那麼這暗晦的結尾或許也象徵了文藝進路上遭逢的阻礙。由後者看

來，那樣的挫折是來自不記名的嘲弄，可說是整體社會給予抱持啟迪民智之真摯

作者的一記冷箭。 

二、 賴和小說敘事語言的「變相」 

賴和在一九三○年代後所發表的小說，其中敘事語言和初期之〈鬪鬧熱〉、〈一

桿「 仔」〉已經產生很大的差異，林芷琪的論文中亦觀察到這一點，認為三○年

代後的〈棋盤邊〉、〈辱？！〉、〈浪漫外記〉、〈豐作〉、〈惹事〉、〈善訟人的故事〉

等篇章以臺灣話文敘事的傾向日趨明顯118，林的附錄中逐篇為賴和、楊守愚的小說

定義使用語言，包括：中國白話文、分工式混語、臺灣話文，分工式混語又再加

註混雜的情形，如「敘事雜臺灣話詞彙」、「敘事雜日文漢字」。這樣的整理大致能

呈現小說語言的轉變，不過或許須考慮到題材、對話與敘事的比例將是明顯造成

混語使用狀況不同的重要因素。以下且將三○年代後作品中的敘事語句與三○年

代前類同的語句取樣對比，具體說明賴和敘事語句產生的轉變。 

                                                 

118 林芷琪，《日本時代漢字文學中書寫語言的「透濫」現象（1920-1930 年代）》，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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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年代前 一九三○年代後 

d-1 

市街上罩著薄薄的寒烟，店鋪簷前的

天燈，和電柱上路燈，通溶化在月光

裡。（〈鬪鬧熱〉） 

賣豆腐的由市仔尾倒返來，擔上也排

無幾角，電火局也已送了電，街燈亮

了。（〈辱？！〉） 

d-2 
街上看鬧熱的人，波湧似的，一層

堆聚起來。（〈鬪鬧熱〉） 

個 人的面上，都現著興奮緊張的樣

子，真親像戰爭就要開始一款。（〈善

訟人的故事〉） 

d-3 

幸他母親，耐勞苦，會打算，自己織

草鞋，蓄雞鴨、養豚，辛 苦 ，始

能度那近似於人的生活。（〈一桿「

仔」〉） 

她每日只喰兩頓，儉省些起來飼豬，

因為飼豬是她唯一賺錢的手段，飼大

豬是她最大的願望。（〈惹事〉） 

d-4 

那個兒童不明白地被他拉住，當然吃

不少驚，吃驚的兒童，總有他一定的

表現方式，這是誰都曉得。（〈不如

意的過年〉） 

兩個囝仔，突聽見這帶有日本仔腔的

臺灣話，一時惶惑，也有些惧怕，答

不出話來。（〈浪漫外記〉） 

d-5 

在一個下午，雨濛濛下著，方是吃過

午飯的時候，蛇先生在庄口的店仔頭

坐著。（〈蛇先生〉） 

磅過甘蔗的，各個人都在爭先領取，

食過中午，要趕緊返去做下半晡的工

作。（〈豐作〉） 

d-6 

郵便！隨著撲的一聲，一封信件投擲

在應接室的棹上。…便自己走去把信

拿起。（〈彫古董〉） 

郵便！在配達夫的喊聲裡，「卜」的

一聲，一張批擲在机上，走去提起

來。（〈一個同志的批信〉） 

表格中標為粗體的字詞恰好能看出中國白話文與臺灣話文的對照，過去本來已經

擁有能表意的字詞，在後來的作品中卻代換為他者，說明作者的確花費心思操作

語言，其中以「實詞」的改變居多，如句 d-1、d-3、d-4、d-5 和 d-6 皆有之。「實

詞」的變化能讓讀者直接接收到，對研究者來說亦是，林芷琪定位〈辱？！〉的

書寫語言是「敘事雜大量臺灣話詞彙」，而〈可憐她死了〉為「敘事雜少許臺灣話

詞彙」，應以此為主要依據；另外「虛詞」的部分多以添加形式出現，如句 d-2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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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像」以及句 d-1、d-4 的「仔」字。以下再針對賴和小說中的臺灣話文敘事提

出兩點觀察： 

第一、小說中的臺灣話文成份，是從對話部分漸次渲染至敘事部分。 

在前一章曾談及，雖然新文學作者以「中國白話文」為目標書寫語言，但由

於小說文類的特性使然，對話部分仍需要臺灣話文來表記撐持，發生在鄉村的對

話尤為明顯。所帶來的結果是往往在這些對話前後，或是關乎人物的動作、想法

的描述便也出現了臺灣話文的渲染跡象。如〈蛇先生〉幾乎通篇都是敘述，小說

開頭以第三人稱視角介紹蛇先生的職業，白話文的使用堪稱流暢。但直到描述蛇

先生的「想法」就出現了顯著的臺灣話文： 

在蛇先生的所想，這種事情，一定不會被人非難。被蛇咬著
‧‧

的人，雖無的
‧‧

確
‧

會死，疼痛總是不能免…… 

相對於對人物想法、行為的記述，寫景或議論的文句則較能維持一貫的句法，顯

示這樣的渲染最初或許是無意識的，到了三○年代後的小說作品，則經常從一開

頭的背景介紹就顯現出臺灣話文的樣貌： 

是注生娘媽生的第二日，連太陽公生，戲已經連做三日。 

這段幾乎可以全以臺灣話文讀成的〈辱？！〉的開頭，相較於〈鬪鬧熱〉「萬里澄

碧的天空……」的文言式的古典情境，已然發展成完全不同的語言風貌。 

第二、議論的部分仍脫不出中國白話文敘事。 

前一點述及賴和小說中的寫景文句有所轉變，然則議論部分不然。這表示當

作者需要陳述理念之際，直接以臺灣話文思考、表記仍有困難。就以「敘事雜大

量臺灣話詞彙」的〈辱？！〉為例，其中一段講到臺上的戲是俠義英雄傳，看的

人格外多，作者於此跳出發言： 

我想是因為在這時代，每個人都感覺著：一種講不出的悲哀，被○縮似的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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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所以看到這種戲，就真像強惡的凶暴被鋤滅，而善良的弱小得到

了最後的勝利似的。 

由此可以發現「分工式文體」的敘事部分應可再分為「敘」及「論」兩造。整體

而言，一九三○年代後的賴和小說中，偏向感性、抒情層次的「敘」的部分已多

能由臺灣話文承載；但傾重於理性、思考層次的「論」的部分仍必需寄託於中國

白話文。 

 一九三五年所刊載〈一個同志的批信〉是漢文欄廢止前賴和的最後一篇發表

作品，陳建忠稱之是以臺灣話文為主要語言的小說
119，林芷琪認為這篇小說可說全

篇為臺灣話文
120，能致使敘事語言全面臺灣話文化的原因正好可用上述特點做為解

釋：〈一個同志的批信〉通篇以第一人稱敘述視角寫成，類似獨白的文體，從接到

一封信說起，自問自答似地鋪排出情節，小說最末的作者附註寫著：「這篇有些處

應該是對話，因為沒有對方的承諾，不敢妄為發表，遂成獨白，恐閱者疑誤，故

特聲明。」有了這層考量，促成從頭到尾的敘述視角統一，不只沒有陳述、議論，

甚至連較為抽象性的景物描寫也沒有，當然不會遭遇脫離不了中國白話文敘述的

問題。〈一個同志的批信〉的敘述語言尚有值得關注的一點，其中少許臺灣話文的

表記似超出字義所能容納的範圍，如：「你無錢，我敢春有百外萬？」「這些數目，

是當好寄去厚伊了。」兩句中的「春」、「厚」都只取了諧音的方式表記，於字義

上是斷裂的。小說發表後招致一些反對意見，徐玉書表示「那段獨白的字句，有

地方使我不明瞭。」121貂山子讀過的感想則是：「在〈一個同志的批信〉的灰氏的

計劃諒是以漢字寫臺灣白話，以謀大眾化。他的立想確實可敬，可是用了許多新

進的白話漢字反見得為諸篇中最難讀的一篇。」122數十年後我們檢視作家一系列

                                                 

119 陳建忠，《書寫臺灣˙臺灣書寫：賴和的文學與思想研究》第五章，頁 242。 

120 林芷琪，《日本時代漢字文學中書寫語言的「透濫」現象（1920-1930 年代）》，頁 63。 

121 徐玉書，〈臺灣新文學創社及《新文學》第一、二、三期作品的批評〉，《臺灣新文學》一卷四

號，1936/05。 

122 貂山子，〈讀過臺灣新文學創刊號的感想〉，《臺灣新文學月報》第二號，1936/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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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品，都能肯定這篇作品無論在左翼運動敗退之主題呈現、或敘述語言的一致

性上都有較先前的作品更高的成就，然而在其同時代卻因閱讀不易而遭致負面評

價，顯見臺灣話文在文學作品上的表記，仍有一段艱辛長路。 

三、 楊守愚小說敘事語言的「共相」 

 賴和的小說敘事語言與鄉土話文論爭呈同方向的推進，後期轉為將臺灣話文

做為實踐的目標，不過楊守愚的小說中看不到這樣明顯的軌跡，與賴和相當不同

的是，小說語言幾乎維持著分工式混語狀態，只有在對話中才找得到臺灣話文的

痕跡。其一九三○年代前的敘事語言中偶有臺灣話文句式流露，如〈獵兔〉中的

一句話：「不一刻
‧‧‧

，林投寨裡，又是「沙 」地響起來了。」此種歧出很快就在往

後的作品中銷聲匿跡，而由「一會兒」、「不一會兒」取代之，整體來看，運用中

國白話文的連接詞相當得宜。楊守愚的分工式混語敘事語言常出現在描寫勞苦農

工生活的小說中，一九三二年發表的〈斷水之後〉是表現最為分明的一篇，當中

的對話的用字與敘事是有所區別的： 

 敘事語句 對話語句 

d-7 
收起網兒，除卻三五尾小鯽魚，真

的只有一大堆竹刺。 
「幹恁娘，合你講草魚你不信……」

d-8 
這時，就有不少箇是怏 的跑回去

了。 

「太暗咯，著趕緊，要不，恁返去

提幾個來。」 

d-9 看 將近可以用戽斗撥水了。 「不知愛戽幾丈遠？」 

d-10 
要不是有這一團在捉魚，簡直要叫

人疑心大地已經變成死之領域。 
「搦魚是麼？」 

d-11 在燈光之下，一眼就給瞧上魚籃。 「阿香，恁家的不是有電火？」 

d-12 
雖然白 地勞忙了一天，魚都給大人

吃掉了。 

「夭壽斬頭！戽一晡一冥，無半尾

魚可返去孝腳尾，顛倒……」 

由敘事與對話語言的對照，讓我們看到行文中夾參運作著中國白話文與臺灣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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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套語言系統。〈斷水之後〉開頭的幾句對話和賴和〈一個同志的批信〉有類似的

情形，表記臺灣話文的方式似是捨棄字義而只取其諧音，作者在詞語後面還加上

諧音的標註：「腳緊（較緊之諧音）手不緊，駛恁某咧，屎嘴（使嘴之諧音）會，

都無請你做監督。」此處使用「腳」（kah）、「屎」（sái）取代「較」、「使」在表現

臺灣話的語音上並無差異，不過卻能額外表達出說話者的埋怨心理，其中「腳緊」

的「腳」是為了與重點句「手不緊」形成對比，強調對方動作怠慢；「屎嘴」的「屎」

則刻意使用貶低的字眼，以表示怒罵之詞。如此貼近生活的描摹格外能展現臺灣

話文的特色，但也有些發生在低下階層生活的作品中的對話，是以中國白話文進

行，〈一個晚上〉便是一例，這篇小說描寫一對貧窮夫妻的末路，妻子臥病在床，

勸丈夫不必費心，言談間曉之以理、說之以情： 

「但是我決不後悔，我更不願意再跑回去屈膝於大家庭的權威之下，不過，

我總覺得非有集團組織，如公共育兒院公共食堂等設備，貧人家是談不到

家庭生活的，如果妄想享受什麼小家庭的美滿、快樂，那簡直自投死窟……」 

「最好你還是再去致專力於工會，事之成否，可不必較，雖然自身不能享

到成功的幸福，但為了人類將來計，也得幹下去，親愛的！我們背叛大家

庭的動機和初志，你該是永遠地不會忘記吧，所以我也就用我最後的『愛』

與『希望』，期待你秉著這樣的毅力做去。」 

這兩段發言帶著不少突兀之點，第一便是以「妻子」的身分向丈夫說話，不該這

般嚴肅冗長，反而像是論者藉妻子之口吐露的言語，後來妻子還勸丈夫把兒子送

給別人當養子、不要再組織家庭，展現拋棄至親而獻身全人類的大愛情操，這亦

不是一個正常的「母親」會表現出的態度；第二，身為一個「病終」之人，要對

他人曉以大義應該相當勉強，卻能講出頭頭是道的長篇大論。如此看來，〈一個晚

上〉表現出的目的性十分明顯，以妻子的死來成全丈夫的奮鬥，一方面沒有了家

庭的負擔，二方面從至親身上獲得莫大的激勵，挑起奮鬥意識的設定堪稱巧妙。

故在語言表現上，遂無法讓夫妻對話以臺灣話文呈現，妻子必須以中國白話文發

言，因為「論」的任務仍是由中國白話文來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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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綜合討論楊守愚小說語言的特性，雖然自始至終的題材都不脫啟蒙意涵

與生活反省，不過創作對作家來說是極具彈性的，如同比特先生裡的一句：「我是

只要社會上有什麼，就寫什麼。」取材之彈性使他不遺餘力地大量創作，成為日

治時期新文學小說作品量最豐碩的作家；從語言使用面也能窺得其不拘泥的創作

態度，舉例來說，同樣表示「同時做兩件事」的用語，有時是「一壁兒」、有時是

「一頭」、「一面」： 

一群四處漂泊、找尋工作的窮人，一壁兒跑路，一壁兒說著話。（〈一群失

業的人〉） 

一頭互說著話，一頭向保正的家裡跑去。（〈開學〉） 

王先生一面俯下頭兒在那燈光之下的寫字檯繕清原稿，一面嘴裡這樣敷衍

著。（〈啊！稿費〉） 

也有時「一壁兒」和「一面」會被混用在同一個句字中，另外具有同樣意思的「嗎」

與「麼」、「的」與「底」，在楊守愚的小說中亦經常交替使用，「的」與「底」並

不像張我軍《中國國語文作法》所分別般有明確的功能區分，而較像是被視為一

體的，可以隨意揀選使用。此外，在「寫景」的文句裡也看得到印證，舉兩句描

摹對象類同者觀之： 

一抹黑雲兒在瀰佈著，毛 的細雨在時斷時續地下，比起平日，到也覺得加

有幾分凜然的冷氣。（〈斷水之後〉） 

像是象徵著將有一齣悽慘的悲劇要開場似的，空際陰沉沉的彌滿了濃墨般

的烏雲，太陽更是恐縮得不敢露臉。（〈移溪〉） 

「瀰佈」與「彌滿」、「黑雲」與「濃墨般的烏雲」之差異顯現作家描述的活

潑，比起第二章曾關注過楊雲萍作品中寫景字句的沿用情形，楊守愚運用字句則

更為靈活多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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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有一九三○年代臺灣鄉土文學論爭的資料中，可看到賴和曾經加入新字

討論行列，而楊守愚則不見參與痕跡。對照於其創作上，兩人的作品確實以賴和

的敘事語言較趨向臺灣話文的實踐，然而楊守愚小說中亦可見靈巧的閩南語對話，

可見其並非不能寫出臺灣話文表記的敘事語句，而是基於分工的理念而不為。許

俊雅曾對楊守愚小說中的臺灣話文方言使用進行考究，指出楊守愚的語言特色： 

考察楊氏三十七篇作品，從使用臺灣話文與中國白話文創作的比例來看，

顯然後者佔了大部分，前者除了〈誰害了她〉、〈顛倒死？〉、〈女丐〉、〈斷

水之後〉四篇外，我們很難找到大量使用臺灣話文創作的作品。甚至一九

三一年八月臺灣話文論戰引起迴響後，守愚大部分的創作仍以中國白話文

為主（除了〈斷水之後〉），這或許透漏了他早期使用臺灣話為創作基調的

作品或許受賴和的影響，但後來他也面臨了使用臺灣話文創作的困境。123 

許俊雅並指出，比起小說中的方言使用，楊守愚的新詩之作有較多臺灣話文的痕

跡。他推測可能因新詩較「短」，小說則「長」，想要表達的愈多、愈複雜，寫作

也就愈困難。這個推測點出文類的不同會對創作語言之選擇產生影響，小說之「長」

展現在敘事部分，後來賴和嘗試以臺灣話文承載通篇作品，楊守愚仍以中國白話

文書寫對話以外的篇幅，兩者看似背道而馳，其實共同之處在於趨向選擇某種一

致的敘事語言，這樣的概念應當是作家在實踐創作的過程中逐漸體得的。 

  

                                                 

123 許俊雅，〈楊守愚的小說及其相關的幾個問題〉，《臺灣文學論─從現代到當代》，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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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參與論爭的創作者：郭秋生、朱點人 

郭秋生和朱點人在一九三○年代的鄉土文學論爭裡都是主要論者，論爭之初，

郭秋生即在黃石輝之後發表文章，力倡以「臺灣話文」實踐鄉土文學，其重點從

一開始就在於語言文字層面；朱點人則是反對黃石輝所說「一地方要一地方的文

學」，認為在既定的範圍內以中國白話文描寫即是可行的辦法。兩人同時期亦有小

說創作的產出，以下將分別檢視其理論與創作，針對語言表現進行分析。 

一、 郭秋生的理論與實踐 

於一九三一年發表的〈建設「臺灣話文」一提案〉124是郭秋生在鄉土／話文論

戰中最早的文章，其中謂臺灣話文就是「臺灣語的文字化」，只要使所說的話和所

寫的字一致，那麼學習的人用思慮聯結就能明白意思。〈建設「臺灣話文」一提案〉

全文長達二萬多字，先從文字成立的過程、言語和文字的關係講起，再談及言文

乖離的史的現象以及臺灣所處的特殊語文環境，非常仔細地辯清當前語文遭遇的

問題。只是發表後接續的幾則意見幾乎向著黃石輝〈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而來，

包括毓文〈給黃石輝先生──鄉土文學的吟味〉、克夫〈「鄉土文學」的檢討──

讀黃石輝君的高論〉以及點人〈檢討「再談鄉土文學」〉，郭秋生的長篇論述卻沒

有得到一點回饋。對於這個現象，陳淑容提出的兩個假設為：其一，郭秋生夾雜

臺語、文言文、中國白話、日式文法的用語，並不是很容易理解，想要透過此篇

長文吸收他的理念可能需要相當的耐心；其二，郭花費了相當的篇幅檢討中國言

文不一致的歷史，感覺和主題有所脫節，亦可能因為其帶有現代語言學概念的論

述，太過新穎而讓人無法接受。125以上二點都有相當的說服力，但或許可以加入另

一種思考：黃石輝〈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的重點在於疾呼一種做文藝的方法，

郭秋生的宗旨在於提供如何書寫臺灣話文的方法，且並不否定各種標記臺灣語的

方式。前者對創作者來說是指引但也是規限，後者才是當時新文學創作者一直身

                                                 

124 郭秋生，〈建設「臺灣話文」一提案〉，《臺灣新聞》，1931/07/07。 

125 陳淑容，《一九三○年代鄉土文學／臺灣話文論爭及其餘波》，頁 11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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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其中的議題。書寫文字層面的取得共識一來是工具性的，容易被視為是次要的

問題；二來更可能需要對於語文的專業知識能力，大多數臺灣的創作者無法負擔。

因此直截的反對意見全是對黃石輝的撻伐，〈建設「臺灣話文」一提案〉則要到黃

純青〈臺灣話改造論〉才見得共同討論的聲音，郭秋生所提出書寫臺灣話的原則

如下
126： 

1. 首先要考慮該當言語是否有音意完全一致的既成漢字，若有則適用，

這點可以藉由整理歌謠、民歌來充實； 

2. 若是意義相符但字音相異者，除非有慣行熟語，否則遵從言語的音韻，

此點舉「雨」字為例，若用在「暴風雨」一詞中讀做「羽」，若在其他

詞彙中則讀做「護」； 

3. 反之，若是字音相符意義相異者，不好採用； 

4. 一言語若有兩種同音義的字，務必採用較普遍通俗的一種，像「彭亨」

不如以「凸風」取代； 

5. 假使沒有妥當的既成文字，只管創作新字。 

最後一點「創造新字」在黃純青看來擔心新字過多，反而不便，不如屈話就文、

利用熟字，以字義為根本未嘗不可，但郭認為屈話就文仍無法解決言文乖離的問

題，並嘗試說明新字「斷不可能過多」。大抵看來，郭秋生在論戰中提出的理論堪

稱具體，下一步我們將對其小說進行探討。 

在鄉土／話文論戰發生之前，郭秋生已發表過一篇小說〈死麼？〉，它的開頭

是這樣的： 

爾這風頭狗，難道是瞎了眼麼？就是瞎了眼去，亦有存著兩箇耳朵去

聽。…… 

                                                 

126 這幾點先在一九三一年〈建設「臺灣話文」一提案〉出現過，後來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發表於

《南音》的〈說幾條臺灣話文的基礎工作給大家做參考〉又重新被表述一次，此處文字不完全與任

何一次發表內容吻合，而是經筆者整理過後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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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白 銀去換這個壞貨！ 

爾自己想 ，是要做什麼好呢？爾這大主大意，好本事，爾只管要出去，

莫得在此累我好啦…… 

一個年可三十多歲的婦人，很不像人妻的形容對一個年紀略同的男人

銳利地這樣漫罵。 

若是抱著期待臺灣話文的心情去讀，不免產生一些疑惑，首先，人稱代詞的使用

何以使用「爾」？
127若要貼近臺灣話，先前有其他作家使用過「汝」，於字音上豈

不是較為接近？小說中的第三人稱代詞使用「他」而非「伊」亦同此感；再者，「難

道」應是來自中國白話文的連詞，黃純青〈臺灣話改造論〉中寫道：「中國人說：

『難道醉了麼？』」臺灣人說：『敢不是醉了嗎？』」「敢是」、「敢不是」也已有使

用先例。引文中較能清楚判別出使用臺灣話文處在於特定的字詞，例如「大主大

意」（tuā-tsú-tuā-ì）；相對亦有較隱微的呈現，例如「也有存著兩個耳朵」、「莫得在

此累我」、「很不像人妻的形容」這三句話似嘗試臺灣話文化，「莫得」近似臺灣話

文口語會出現的「mài-leh」，只是做為書面語卻稍嫌冗贅，若修正成「也有存（剩）

兩個耳朵」、「莫（不要）在此累我」「很不像人妻的形（樣子）」或許會適切些。

然而此種表現正是郭秋生作品的特色之一，也是最令人詬病之處，就是文詞的不

順暢，詞句較顯反覆、冗贅，再加上部分自創之詞，令人感到難解128。其中為了貼

合臺灣話文語音而「自創的詞」正呼應其在論戰中提倡的臺灣話文建設方式。郭

秋生前後共有六篇小說創作，從中觀察得到以下字詞： 

自創字詞 引例 

過：表示「隔」 

越：表示「隔」 

過壁的松增嫂（〈死麼？〉） 

                                                 

127 恰好正符合張我軍《中國國語文作法》所指示的中國白話文「新字用例」，第二人稱代詞為「爾」。 

128 陳韻如，《郭秋生文學歷程研究（1929~1937）》第三章，頁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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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日，就覺得這些的理想又是一場的做夢了。（〈死麼？〉）

越日，李四爬不起床了（〈鬼〉） 

過日，忽瞧金斗前懸起一幅「有求必應」的紅綾彩。（〈鬼〉）

到越日又是口裡沒有銜什麼東西回來時候。（〈貓兒〉）

娶：表示「帶」 殊不知我一夜歸到，他已經娶在這裡了。（〈死麼？〉）

怪巧：表示「奇怪」 

怪巧，在心裡既是記得明白的句調，一到口裡來，現不得

隨心唱出了。（〈死麼？〉） 

怎麼會這樣怪巧？（〈鬼〉） 

怪巧，這倒使鄉下人不覺感上一種莫名其妙的威脅制壓。

（〈幻影的消滅〉） 

否：表示「不然」 否，養母何嘗不是個女人？（〈死麼？〉） 

滯：表示「住」 滯在王見嫂那裡，約有七八天的工夫。（〈死麼？〉） 

取頑 阿六哥，敢會是人家取頑麼？（〈鬼〉） 

這些自創的字詞符合郭秋生所謂的「諧音」表記方式，不過在他自己的創作中並

沒有恆常一貫地使用，〈死麼？〉中就有另以「翌日」表示明天之處：「翌日的早

晨，這個婦人竟和那個漢子相罵起來了。」自創字詞的固著性不高，唯比較口語

化或是音義皆貼合者才可能提高使用頻率，「怪巧」便是經常出現在其作品中的一

詞。 

字詞表現影響理解的程度可以透過加註來克服，郭秋生在〈貓兒〉裡採取了

這樣的手段： 

作賊的人，豈有一個好衣穿？好物食？只好做第二偷的龜里（苦力），趁一

些工錢吧了。 

以「龜里」（ku-lí）取代「苦力」是別出心裁的用詞，能更忠實地表現出臺灣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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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語音，郭秋生或許注意到字面上的字義斷裂恐造成閱讀理解的困難，在字詞之

後加註括號說明原意。再談到句法的部分，則至少有兩點造成不順暢的結果： 

第一、偏離的詞義。 

作品中偶有詞義無法對應之情形出現，引例如下： 

我想到這裡來，就抱著非常的嫌疑，所以即時回了一信。（〈死麼？〉） 

好像是突來的風雨，濺掃 A 町裡的民心，膽戰、不安盡量地發作了。（〈鬼〉） 

耀赫的街衢也遭著號跡的洪水洗禮了。（〈跳加冠〉） 

繼之微 的鼾聲也遂漸從他的鼻孔壓榨出來了。（〈幻影的消滅〉） 

此種誤用和前章討論一九二○年代小說中的句法誤用不甚相同，問題不在於虛詞

使用偏誤，而在於實詞，相較之下是顯而易見的突兀。這些在文章、句子中的特

異詞彙，可能是因為耽溺文句的經營所造成，或許可以連結至郭秋生經常逕自將

字詞轉品使用的習性，例如「萬福伯等不得懷起一種的怪異了。（〈鬼〉）」句中將

「怪異」當作名詞來使用。另一原因仍可能是為了貼合臺灣話文的語音，舉例來

說：中國白話文裡有「孤獨」一詞，表示孤單寂寞之意；同樣的兩個字用來表記

臺灣話文時，卻成為孤僻、不喜歡與人交際之意，發音為「koo-tak」。因此，偏離

的詞義或許只是字面的現象，應進一步以語音理解，便有跡可循。 

第二、多餘字詞的並列。 

同樣一句話裡，會出現意義相同的用詞，引例如下： 

我一時駭絕，差不多近於失心一般地，連忙去隱在暗黑的地方逃避了。（〈死

麼？〉） 

他便躺一躺身子仰臥於荒塚之上。（〈跳加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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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也直在忙著所從事的工作不遺餘力。（〈王都鄉〉） 

此處多餘的字詞不但對意義無所幫助，對句法亦造成破壞，使得同一句話裡存在

有兩個動詞、副詞，彼此形成干擾。此外，郭秋生的句式中非常頻繁地使用「的」

字與「了」字：如「他似乎是沒有法子了，他有時也低地吟起三不接四的歌兒在

振動空虛的空氣了。（〈鬼〉）」尤常出現在描寫人的心理狀態的句子： 

他的心裡好急了，他那兩條腿亦似乎緊急地要跪開的形勢了。（〈鬼〉） 

他起莫大的恐慌了。他真是苦悶不過了。他經於只得反悔他的前非了。（〈王

都鄉〉） 

「的」字與「了」字的泛用對閱讀產生停頓歇息之影響，遂使得文句顯得不流暢，

有重複冗贅之感。關於以上「偏離的詞義」和「多餘並列的字詞」之呈現，雖然

確實作為閱讀與理解的障礙，但若將其視為郭秋生致力臺灣話文書寫之嘗試的痕

跡，則必能體察其存在的意義。 

郭秋生於論爭文章中嘗道： 

試從我們中國白話縮圖的新民報紙上披露一看，那一篇是中國白話文嗎？

豈不是只有「阮恁」換了「你們我們」的臺灣話文與「之乎也」改做「的

嗎啦」的文言文而已。129 

他意識到臺灣人所寫的白話文終究不會是「完全的中國白話文」，必然會受到自身

語言環境的影響，過去研究者
130皆認為郭秋生的最後一篇小說創作〈王都鄉〉幾乎

是以中國白話文寫成，顯示其創作欲望和語言運用出現乖離。不過仔細檢視其中

                                                 

129 郭秋生，〈還在絕對的主張建設「臺灣話文」〉，《一九三○年代臺灣鄉土文學論爭資料彙編》，

頁 447。 

130 陳韻如《郭秋生文學歷程研究（1929~1937）》、陳培豐〈由敘事、對話的文體分裂現象來觀察

鄉土文學〉中皆有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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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句，上述分析過的特點依然在這篇小說中展露無疑。若特異的句式可以視為推

進臺灣話文化的努力痕跡，那麼〈王都鄉〉其實仍持續實踐著臺灣話文的建設，

而這篇小說絕大篇幅是由「敘述」和王都鄉的「自白」構成，較能跳脫俗化的口

語對話，因此日常生活層次的臺灣話文之篇幅減低。郭秋生的臺灣話文表記一向

不是表現在能夠輕易辨識處，比如他顯然不認為「伊」代替「他」是絕對必要的

改變，而將實踐力道放在細微的臺灣話文口語表現而非單純的詞彙置換。在鄉土

／話文論戰中率先提出建設之見的郭秋生，刻意經營作品語言的使用，不過過於

執著純臺灣話文的建設，反而未能完成小說敘事語言的一致化，使得其篇章讀來

略帶滯塞感。 

二、 朱點人的理論與實踐 

朱點人在鄉土話文論爭中繼廖毓文、林克夫之後，向黃石輝提出對鄉土文學

的檢點，關於文學語言的部分述及：「大概有學過漢文的（不必指學究）中國白話

文都是看的來。已然看的來，當然是讀得成話（就是臺灣音去讀）。」又說：「至

於用字，在可能的範圍內盡量採用中國白話文，因為臺灣人和中國人的文字，已

經有很久的歷史了……若以中國白話文來描寫臺灣的事物，對於地方色彩是毫無

阻礙的。」表面上朱點人與郭秋生分屬論爭的兩派，其實透過兩者的發言，可以

發現兩派的訴求有其共通性：都認為文學要公開於大眾之前，是給「人」看的，

因此被讀懂是創作的目標。於是「是否被大眾讀懂」成了爭論的焦點，朱點人筆

下的「大眾」應不拘泥於勞農階層，而是泛指普遍的閱讀者，認為以中國白話文

創作擁有更廣大的讀者群，不要以一地方的文學為滿足；而臺灣話文派堅持要達

到啟蒙之目的，唯有以臺灣話文創作才能實現。若是臺灣話文派能及早體會郭秋

生曾說的「臺灣人必然不可能寫出完全的中國白話文」，應當會理解：中國話文派

的作者群們充其量是以「中國白話文」做為理想，實際創作出的文字已是與本土

語言環境相交融的文字了，亦如朱點人說的「已然看的來，當然是讀的成話」。 

一般認為朱點人的小說語言確實以中國白話文為主體，不過朱惠足分析了〈秋

信〉中的語言後，發現不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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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還是夾雜了許多臺灣閩南語發音的詞彙，包括「稻埕」、「一區田」、「切

近」、「新正」、「小可」等臺灣閩南語，以及「不器用」、「滿員」、「人氣」、

「博覽會」、「鐵道、「部員」、「改札」等以臺灣閩南語發音的日文漢字詞彙。

131 

朱惠足進一步發覺小說裡的對話部分，比起敘事的部分更顯出濃厚的閩南語色彩；

一如陳培豐所指出：「『一篇多語』的分工式文體並非臺灣話文派的專利，朱點人

等主張中國白話文者，其作品依然逃不出這種構文模式。」而確實在除了〈秋信〉

之外，朱點人的其他作品中亦顯現出同樣的特色。朱點人的小說幾乎全發表於鄉

土話文論爭發生之後，就論爭立場而言，他主張以中國白話文做為創作語言，理

應據此實踐，然而怎會於作品中落實臺灣話文？以下將探析小說中的敘事語言，

從看似以中國白話文達成通篇的文字中，分析出受到閩南語浸潤的痕跡。 

篇名 敘事語句 

〈島都〉 

在他十五歲的冬天，恰好是 K 寺落成的時。 

他為著這建醮曾加多工作，而又儉膓捏肚地節省著。 

不幾日就辦好。 

因趙媽自己煩忙，不能專工去看管蹟。 

家中雖然很窮，但是很快樂的過日。 

〈紀念樹〉 

我終於回到外家來了。 

黑貓兒是我家飼的，是雌的，白貓兒是 K 家飼的，是雄的。 

男人的心真是不可猜測的，她死後還未週年誠實如吉村先生亦

會變了相。 

                                                 

131 朱惠足，《現代的移植與翻譯》第三章，頁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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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花果〉 她們走得愈近他的心臟就悸動愈緊了。 

〈安息之日〉 

他本來是要叫阿浪幫他刣豬。 

那麼他要牽成他的目的也就可以達到了。 

當他發了財沒有幾時就買了一間厝。 

過了幾天阿呆嫂接著李大粒的一通內容證明。 

〈長壽會〉 

約莫經過半點鐘。 

我一想到他們何以不會儉錢，就憶起他們不適當的浪費。 

我的母親聽著他快要退院了，想在他未退院之前去看他一次。

他倆正在私語著，聽著我的聲，忙回過頭來。 

標上粗體的部分為可能的閩南語句式。有趣的是，許多流露出閩南語面貌之處，

都和一九二○年代以中國白話文為目標語言的創作者相仿，「著」字的兩用便是例

證，而〈島都〉中的「儉膓捏肚」是賴和的〈鬪鬧熱〉就曾出現的俗諺。不過不

可否認的是，朱點人「掌握」中國白話文的程度絕對遠高於前期作者，敘事語言

的歧出部分相當稀少。看來從二○到三○年代，朝向同一目標的小說敘事語言確

已逐漸覓得較為穩固的表現方式，彷彿印證了作家一九三三年的再次高呼：「我們

檢點了過去的錯誤時，臺灣的文壇已在中國白話文的氛圍裡了。」132 

 朱點人和郭秋生同為參與論爭的創作者，前者的文學造詣不論在當時或現今

受到的評價都比後者來得高。賦予朱點人「臺灣創作界的麒麟兒」稱號的張深切

曾直指郭秋生語言使用的不妥切：「郭秋生氏的應用法有很多不對，然而彷彿似沒

有字義的臺灣話腔。」郭雖然侃侃道出具體的理論，於實踐上卻無法達成敘事語

                                                 

132 朱點人，〈勸鄉土文學臺灣話文早脫出文壇〉，《一九三○年代臺灣鄉土文學論爭資料彙編》，頁

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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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的一致。論爭走向尾聲之際，張深切提點了幾項臺灣話文的要點，並且提出「分

工式混語」之概念： 

若以中國白話文為主體，在對白之間而穿插臺灣話文，以靈活描寫上的實

情，則亦無不可也。133 

此言反扣了二○至三○年代間為數不少的小說創作模式，由此可窺見理論與創作

彼此消長的關係，最初理論嘗試指導創作，經實際操作卻不盡然完全達成，而後

理論被修正再度提出，已然是實踐之後折衷了的二次理論了。 

三、 小結 

一九三○年代的鄉土／話文論戰帶出以臺灣話文做為書寫系統的呼聲，雖然

不似二○年代提倡新文學者打著鮮明的「言文一致」旗幟，但臺灣話文做為書寫

系統無疑才是臺灣新文學作家「我手寫我口」的方式，基本上仍是朝向「言文一

致」精神的實踐。阮斐娜認為： 

雖然臺灣話文運動是為了維持與日本不同的身分認同而崛起的，但是受到

日本言文一致運動的啟發，對抗殖民的同化政策的支配以及逐漸侵蝕力量

的對抗敘事，是學習自宗主國的語言現代化運動。134 

實際討論此時期的作家作品，發現愈是彰顯臺灣話文使用的小說，如賴和的後期

作品與郭秋生的作品，所形成的小說敘事語言相對愈不流暢，常引起時論批評，

應可視為如同日本、中國的「言文一致」發展過程中，理論與實踐必經的磨合之

路。「言文一致」在臺灣的發展不但欠缺中央力量的推動，還存在有被先行實踐的

中國白話文之阻力，欲將臺灣話文落實於新文學創作中於是難上加難。 

                                                 

133 張深切，〈觀臺灣鄉土文學戰後的雜感〉，《一九三○年代臺灣鄉土文學論爭資料彙編》，頁 418。 

134 阮斐娜，〈第六章 語言政策與文化認同〉，《帝國的太陽下：日本的臺灣及南方的殖民文學》，

頁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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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期除了新文學中可見書寫臺灣話文的嘗試，在鄉土書寫、民間故事採集

裡更有豐富的臺灣話文表記，如未參與論戰的作家蔡秋桐135，其初期創作中即帶有

臺灣話文色彩，呂美親認為蔡秋桐一九三○到三一年間所發表的〈帝君庄的秘史〉、

〈連座〉、〈有求必應〉、〈痴〉等四篇小說在臺灣話文的使用比例上遠超過中國白

話文，謂其最初是自然地用自己熟悉的語言進行創作；呂亦注意到蔡秋桐小說中

的臺灣話文用字並非完全一致，例如第二人稱表示有時用「汝」字、有時卻用「你」

字。蔡秋桐後期的小說敘事語言中，中國白話文比例反而逐漸加重，這個改變可

能來自閱讀經驗的影響，如陳淑容所指出： 

在閱讀《臺灣新民報》之前，他可能較少有接觸中國白話文的機會，他因

此自發地以「臺灣土語」創作小說，而後模擬《臺灣新民報》上的中國白

話文，漸漸地也能應用在作品中。136 

陳淑容和呂美親皆認為一九三六年六月發表的民間故事〈無錢打和尚〉已經「透

濫」較多中國白話文，其小說敘事語言的改變趨勢與第二節中所討論的楊守愚頗

為類似。足見臺灣話文雖是「言文一致」的確切落實對象，然而對於作家來說，

尋求一種適切的敘事語言更是必須考量的目標。本文將於下一章綜觀一九二○到

三○年代的語文改革運動與新文學白話文小說發展之關係，嘗試推導出其中小說

敘事語言之形成過程。 

 

  

                                                 

135 有關蔡秋桐小說中的臺灣話文分析，可參考呂美親，《日本時代臺語小說研究》，清華大學臺灣

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以及呂美親，〈論蔡秋桐的臺灣話文小說──以〈帝君庄的秘史〉、〈連

座〉、〈有求必應〉、〈痴〉為例 〉，《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八期，2009。 

136 陳淑容，《一九三○年代鄉土文學／臺灣話文論戰及其餘波》，臺南：臺南市立圖書館，2004，

頁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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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新文學小說敘事語言的形成 

第一節 外在環境對創作語言的影響 

一、 新文學對「言文一致」的受容 

本文於第二章之初先行梳理了「言文一致」概念在日本與中國的開展過程，

一九二○年代起，臺灣新知識分子借鑑兩國的語言改革經驗，大力疾呼以新文學

取代舊文學，張深切在〈對臺灣新文學路線的一提案〉
137文中回顧新文學的萌芽，

述及新文學者指的是「摹仿歐美近代文學形式而寫出來的文學作品」，放諸東亞皆

準： 

大凡看諸東亞輸入新文學的歷程，多是跟著新科學的後面而來的。例如日

本的輸入新文學過程，當然也不能夠脫乎比例。……就是中國文學也是經

過了一樣的階段而逐漸發達的。 

新文學的呼聲隨著時代潮流而來，當「言文一致」做為改革手段，目的在於使文

字成為傳播新知的媒介，書寫的目的從知識階級的應酬唱和擴大至普羅階級的啟

蒙，遂帶動文學文體的變革。 

曾在留學或長期居留於中國的臺灣知識分子如張我軍、張深切的認知中，文

學革命是與語體革命劃上等號的，而其背後顯然擔負著巨大的民族命運的任務。

於是一九二○年代起步的臺灣新文學家，即憑藉各自努力學習著與生活實況有所

隔絕的中國白話文，企圖藉此讀與寫以與新時代連結。中國白話文對於臺灣知識

分子、作家而言具有以下二層面的特殊意義。 

第一、同文的便捷性 

陳培豐觀察到「同文」運作使得東亞漢字圈的近代化經驗能彼此借鏡，近代

                                                 

137 張深切，〈對臺灣新文學路線的一提案〉，《臺灣文藝》二卷二號，193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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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文學翻譯主要由梁啟超推進，他企圖透過簡便的「漢文直譯」來翻譯日本

翻譯過的西洋近代化相關書籍： 

梁啟超認為由於語言上的障礙，中國人學習西洋學問之最大困難是，太過

於花費時間和勞力；而學習日文便可解決這些問題；而以低成本、高效率

的方式將西洋的知識財產，變成自己所有。138 

梁啟超的翻譯對中國近代文學頗具貢獻，並為後來的五四白話文運動奠下穩固的

發展基礎。一九二○年代臺灣的新文學提倡者則利用了中國白話文與臺灣漢文的

同文之便，大量引介中國新文學，雜誌學藝欄常見中國白話小說或譯作之轉載，

自然而然成為臺灣新文學作家的參考典範，相通的文字、急切建構新文體的心理，

皆促成中國白話文成為臺灣文學的模仿對象。 

第二、陌異化的文學性 

小說此一文類伴隨近代化而來，型式上由對話和敘事組成，坪內逍遙曾提出

對敘事語言的見解： 

我國俗語白話，總不免有失之於冗長之弊，而且語法並無固定規範，也缺

乏音韻的美，因此用在敘述文字（指敘述事物由來的文字）或描寫文（描

會事物的形狀、性質等的文字）上，有許多不適宜之處。139 

坪內逍遙認為對話部份得以置入各式角色的言談，因此使用俗語描寫對話語言是

被允許的，但敘事語言則必須與其有所區隔，才能發揮貫串整篇小說的功能。對

話多半是反映口語，相對地敘事語言則必須脫離口語，才不至於埋沒於對話之中。

敘事語言獨立於口語之外的原則與所謂「陌生化」140意義相符，被要求成為一種「非

                                                 

138 陳培豐，〈由敘事、對話的文體分裂現向來觀察鄉土文學〉，《臺灣文學的東亞思考》，頁 218。 

139 坪內逍遙，劉振瀛譯，《小說神髓》，頁 110。 

140 俄國形構主義者認為文學語言的特徵在於它以各種方式將「日常語言」變形，造成「異化」

（estranging）或「陌生化」（defamiliarizing）的效果，但如此一來，很弔詭地，反而使我們能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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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非實用」的語言。中國白話文對一九二○年代的臺灣小說作家來說，正好

是一種「異化」了的語言，具備陌異化的文學性，換句話說，正是適切的小說敘

事語言，已經完成與「俗話」有所區別的樣態。 

基於以上兩點可能，一九二○年代臺灣新文學對「言文一致」的想像界線不

如日、中兩地般明確，也不限於「我手寫我口」，而以與臺灣現實狀況並不一致的

中國白話文做為創作目標。 

然而經過一九二○年代至三○年代前期實際創作，臺灣作家對於移植中國白

話文所產生隔閡、深刻的「言文不一致」之弊病開始有了察覺。到了一九三○年

代的鄉土／話文論戰，以臺灣話文為拯救文盲的主張被提出，對臺灣作家來說，

使用臺灣話文寫作才真正是「我手寫我口」，且能與目標讀者──大眾溝通心意。

然而此訴求卻不如一九二○年代的中國白話文順利成為文壇一致的共識，反而在

臺灣內部由於理論層次不同，區隔出臺灣話文派與中國話文派的對立。在陳培豐

的論述中，臺灣話文沒有搶到文學書寫的主導權，原因也在於上述「漢文同文」

優點的反面──意即欠缺翻譯經歷的淬煉，這使得晚於中國白話文被提出的臺灣

話文落實於小說創作之際面臨更大的阻礙。以目標語言進行的「翻譯」過程，是

某一語言能否更新、現代化的決定性因素。張深切在前引文章中曾同時提到日本

與中國的新文學皆經歷過一段致力於翻譯歐美文學而逐步昌明起來的時期，顯示

現代日文與中國白話文皆是透過翻譯外來作品而後蛻變為成熟的文學載體，點出

了這個日、中皆曾經歷的「翻譯」過程之重要。然而直接借中國白話文的成果為

基礎再行發展的臺灣新文學，等於跳過了此過程。陳培豐認為翻譯是必要的語文

近代化過程，臺灣話文在第一時間未取得被書寫、翻譯的權利，則錯失了受到淬

煉的機會： 

流通在知識社群中的日文和中國白話文，雖然讓生活在這個殖民地上的臺

灣人，得以四通八達並且快速的方式去接觸近代化知識；但同時也折損了

                                                                                                                                               

全、更直接掌握經驗。Terry Eagleton，吳新發譯，《文學理論導讀》，頁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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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人以自己最熟悉的本土語言──臺灣話文等去從事翻譯的必要性與熱

情。141 

於是知識分子們藉由日文、中國白話文接收新知，同時認為可讀解的語言便能用

以創作，達成書寫之際「我手寫他口」之成果。由第二章的作家分析中，得以窺

見楊雲萍、賴和、陳虛谷、張我軍以及楊守愚等五位作家都明確以「白話文」做

為創作目標，時而勉勵自我多加磨練；時而流露出無法掌握白話文的擔憂。到了

一九三○年代，開始意識到「白話文」在臺灣的困境，而欲採行落實真正的「我

手寫我口」──臺灣話文書寫之際，卻已經面臨了外在無官方力量推導，加上臺

灣話文本身內部的問題，導致較諸中國白話文的推行更加困難重重，甚至分裂。

臺灣話文的內部問題在於下列兩點： 

第一、臺灣話文表記問題 

鄉土／話文論戰初期，郭秋生即提出〈建設「臺灣話文」一提案〉，抬高臺灣

話文該如何諧音就字的議題，論戰中期一連串的新字檢討亦試圖擬訂表記臺灣話

文的方針，另外還有蔡培火提出的「臺灣話羅馬字運動」。不過一直到論戰結束，

表記方式仍沒有達到明確的結論，至少在新文學小說創作中，尚能看見不同作家

所書寫臺灣話文的用字有所歧異。日本語言改革過程中，也曾為廢漢字後的表記

問題爭論不休，直到物集高見出版了〈言文一致〉列述口語體的文例，改革之道

才逐漸明朗。反觀臺灣話文的實踐，一方面淬煉的歷程還短；一方面漢文做為表

意文字，不如日本的假名方便表現說話的方式。表記方式的無法統合使得言文一

致的落實遭遇困難。 

第二、中國白話文在地化 

中國白話文原先被借來做為小說創作語言的理想範型，然而臺灣作家實際用

於創作後，必然與在地的語言風格產生交融，可視為語言接觸產生的混雜，陳培

                                                 

141 陳培豐，〈由敘事、對話的文體分裂現向來觀察鄉土文學〉，《臺灣文學的東亞思考》，頁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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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以「臺灣式的白話文」稱之： 

臺灣人雖然在心境上企圖努力寫出標準的白話文，但他們發表的白話文作

品，卻與標準的白話文有很大的距離。更具體的說，當時的臺灣人所寫的

白話文經常夾雜著臺灣話甚至日文，文法上也不盡然正確，乃是一種「臺

灣式的白話文」。142 

如前二章所分析所示，被落實的中國白話文染上了在地色彩，對花費心力經營語

言的作家來說，可能已經內化為個人的書寫語言，故雖然「臺灣話文」的確為實

在的口語實踐，但對於習慣了中國白話文創作的作家來說，必須再次從頭和語言

進行磨合，反對臺灣話文派者謂「臺灣話尚且幼稚，不夠做為文學的利器」143，

並非全無道理。中國白話文的在地化間接使得臺灣新文學對言文一致訴求的受容

度降低。 

第二章比較日本與中國的「言文一致」發展情形時，提到兩者的最終落實皆

回歸文字與作家自身涵養。臺灣新文學的歸趨也是如此，即使討論臺灣話文的表

記方式時，蔡培火大力提倡羅馬字之簡便易學，縱使沒有上過學的農民，一天只

要學二、三個小時，四個禮拜後就能熟悉使用144，看似最能達成普及識字率、教化

大眾，然而最終並沒有引起廣大迴響。一九三○年代之後除了持續有漢文創作的

新文學發表，以日文創作的小說也愈來愈多，在中國白話文、臺灣話文都尚未能

固著於作品中的狀態下，創作語言的表現又益加錯綜多樣了。 

二、 新文學界的檢討之聲 

臺灣新文學運動發展至一九三○年代，逐漸出現為數可觀的文學組織與作家

陣容，陳芳明指出一九三一到三七年間被公認為臺灣文學的成熟時期，然而延續

                                                 

142 陳培豐，《同化的同床異夢：日治時期臺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頁 331。 

143 毓文，〈給黃石輝先生──鄉土學的吟味〉，《1930 年代臺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頁 68。 

144 蔡培火，〈新臺灣の建設と羅馬字〉，《臺灣民報》十三號，1923/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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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段的討論，語言相關議題至此似乎尚未解套。以此段期間的評論文章為觀察

對象，確實不少評論者提及白話文創作的質量皆有進展，肯定白話文承載新思想、

新文學之態勢，東方孝義正是這麼認為： 

要把新思想描寫納入這個新文學，就該用新的皮囊裝新酒，當然需要新的

文體的。……國語之外，中國以及臺灣的口語文，亦即白話文得勢而大為

發展。如今，白話文和新文學已成為不能分割的狀態，已有長足的發展了。

145 

不過更多時候，對白話新文學的批判遠多於褒揚： 

楊行東：我們不費心區別讓人迷糊的資產階級文學和無產階級文學，不管

它們是白話體、臺灣話文體或和文體，也不拘泥它們在文藝上的意義深淺，

一一閱讀著臺灣的著述，卻找不到多少作品可閱讀。146 

林房雄：我仔細閱讀了每期的「臺灣新文學」。雖然我幾乎看不懂臺灣話，

但是，憑我的感覺來說臺灣日語和小說都非常幼稚。147 

劉捷：看看這十年來本島的文學思潮和海外文學的種種情勢，會發現臺灣

獨特的臺灣文學的建設微乎其微，雖然到現在也還沒脫離建設的過程，但

幾乎沒有任何文化基礎。148 

以日文書寫的臺灣論者楊行東、劉捷、日本作家林房雄的言論直指臺灣新文學中

找不到佳作，即使白話文創作自身有所進展，但相較於日本、中國文壇，仍登不

上大雅之堂。評論中並揭示臺灣新文學的創作語言繁多且不專精，「臺灣話文」和

「白話文」在此被區別開來，在其他評論中有時也合稱「漢文」，創作語言多樣混

                                                 

145 東方孝義，〈臺灣習俗──本島人的文學〉，《臺灣時報》一九六號，1936/03/01。 

146 楊行東，〈對臺灣文藝界的期望〉，《福爾摩沙》一，1933/07/15。 

147 林房雄等，〈臺灣作家的任務〉，《臺灣新文學》二卷一號，1936/12/28。 

148 劉捷，〈續臺灣文學鳥瞰〉，《臺灣文藝》二卷三號，1935/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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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彼此間的界線亦無法訂明。劉捷除了關注文學作品之表現，也批判文學思潮

的發展，認為臺灣文學界歷來不斷吸收海外文學的養份，直到最近才出現具有近

代形態的文藝作品。 

討論及「語言」的評論大部分聚焦於「創作該使用什麼語言」： 

逸生：《臺灣文藝》新年號上有一篇賴和將中國語文和臺灣語文混合而寫的

〈善訴的故事〉，但，這樣的作品是要寫給臺灣人讀的呢？還是要給中國人

讀的？而一些人的作品則將文言文和白話文混雜在一起，我認為這也不是

值得讚許的方法。149 

逸生談及的文本是〈善訟人的故事〉150，這篇小說屬於賴和較後期的作品，不只

對話以臺灣話文呈現，敘事語言亦帶有些許臺灣話文色彩，如「為著生又不能就

捨棄頭路」、「這樣逐個人對他仰慕」等的表現。逸生認為作品的語言應當一致化，

避免混用不同的語言形態，可見臺灣話文與中國白話文混用的情形可能為閱讀帶

來不順暢之感。逸生並未明確表示支持何種創作語言，而同時期的另二位論者則

將這種複雜語言狀況下的無奈表示得更為清楚： 

楊逵：應該用日文？用北京話文？或者用臺灣話文？目前還沒有明確的解

決方案。不過，既然對象是臺灣大眾，結論當然是應該採用自己的語言。

反對派並不是說不能使用自己的語言，而是說沒有適當的文字可以表現臺

灣的方言。151 

郭一舟：我個人並不反對我們島嶼上的人以和文來寫作，但在本島卻沒有

以我們的方言所寫的文學作品，對此深感遺憾。152 

                                                 

149 劉捷等，〈《臺灣文藝》北部同好者座談會〉，《臺灣文藝》二卷二號，1935/02/01。 

150 賴和，〈善訟人的故事〉，《臺灣文藝》二卷一號，1934/12/18。 

151 楊逵，〈臺灣文壇近況〉，《文學評論》二卷二號，1935/11/01。 

152 〈臺灣文學當前的諸問題──文聯東京支部座談會〉，《臺灣文藝》三卷七號，1930/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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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逵述及一九三○年代日本普羅文壇反覆爭論著「文學大眾化」的問題，在臺灣

發展至語言問題，而既然要使普羅階級了解，就必須使用普羅階級的語言。楊逵

和郭一舟皆表示應以「自己的語言」來寫作，並且認同用漢字書寫方言文學，郭

一舟補充說明自己和朋友的通信常用福佬話文來寫，且他的論述文章〈福佬話〉

系列的確能以臺灣話文讀出聲來，因此方言落實到書面是可行的，只是還需要學

習與操作。兩位臺灣文學創作者都對於以臺灣話文做為書寫語言表達肯定，然而

實際上楊逵本人的書寫卻絕大部分以日文進行，而郭一舟的語言學造詣雖精深，

卻也未能即時開發確定出臺灣話文的表記系統。同時，中國詩人雷石榆認為臺灣

應該和中國合作，統一以白話文創作
153；別所孝二則認為應該統一使用「國語」154，

他認為就現實考量，臺灣統治者打算徹底普及國語，「國語」的讀寫能力絕對比「漢

文」有用
155

。另一位日本作家的意見也和別所孝二相同： 

河崎寬康：在今天，年輕的本島人知識分子差不多都是使用國語，同時也

強調為了提昇本島人自己的文化，使用國語也是最有效的方法。156 

這些分歧的意見恰好與各自的身分形成呼應，雷石榆閱讀過《臺灣文藝》發現其

中文章文體並不統一，尤其明顯的是文言文和白話文夾雜，認為以白話文表現稱

好；日本人覺得順應國策而行較有效率。總括來說，創作語言的統一永遠尚待解

決，而中國人與日本人也基於各自立場表述發言，或許正是臺灣新文學難以跨越

的巨大關卡。 

 楊逵與郭一舟認為方言文學可以用漢字來書寫，何春喜則針對表記臺灣話文

的方法提出不同的意見： 

臺灣處在除了和文以外，其他語文都不准使用的現況中，要創造新的音標

                                                 

153 顏水龍等，〈臺灣文聯東京分部第一次茶會〉，《臺灣文藝》二卷四號，1935/04/01。 

154 指日語。 

155 鄭定國等，〈反省與志向〉，《臺灣新文學》一號，1935/12/28。 

156 河崎寬康，〈關於臺灣文化的備忘錄〉（三），《臺灣時報》一九六號，1936/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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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也難以普及；因此如果採用現在部分本島人基督教徒所使用的羅馬字

式臺灣白話文字，並且和他們保持聯絡，努力普及這種文字，不就能達到

目的嗎？157 

何春喜點出政策面對語文使用的限制，故想要另創拼音系統恐難落實。羅馬字表

記是日本領臺前英國傳教士甘為霖、巴克禮以及加拿大傳教士馬偕為了傳教上的

需要，制定出來的臺灣話拼音，也正是蔡培火從一九二○年代中期到一九三○年

代推動臺灣話文表記方式，一九三五年重新被提及，顯示這段期間內著手書寫臺

灣話文者依然無法規範出明確的方針。任職於中國文藝編輯部的守安理被問及臺

灣話文可能以世界語或羅馬字書寫的意見，他回答：「也許在貴寶地，以夾雜漢字

的日文書寫比用羅馬字書寫還來得自在也說不定。
158」正如河崎寬康所言，年輕一

輩的知識分子在政策制定下，大部分都習慣使用日語，那麼或許直接以日語書寫

是更為快適的方式。語文禁止政策加上臺灣話文無法表記之困境、日文在官方推

行下的強力普及，使得新一代創作者離白話文或臺灣話文都日漸遙遠，使用日文

創作，矛盾感與挫折感接踵而生： 

李張瑞：我覺得沒有方言文字是我們的悲劇。……當我們用和文書寫時，

就算內容描述臺灣獨特的生活、風俗，到底可不可以說是臺灣文學？159 

巫永福：我們為語言煩惱，也為這個語言的文體煩惱。不管是漢文還是和

文，我的描寫表現能力都不完整，因此大打折扣。這是從事創作的人們共

有的煩惱吧。160 

李張瑞為無法以方言創作感到惋惜、喟嘆臺灣民族的身世；身為創作者的巫永福

直截地指出造成創作障礙的根本就是語言，不管對漢文或和文都未能運用自如，

                                                 

157 鄭定國等，〈反省與志向〉，《臺灣新文學》一號，1935/12/28。 

158 林房雄等，〈臺灣作家的任務〉，《臺灣新文學》二卷一號，1936/12/28。 

159 鄭定國等，〈反省與志向〉，《臺灣新文學》一號，1935/12/28。 

160 巫永福，〈我們的創作問題〉，《臺灣文藝》一卷一號，1934/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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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白話文、臺灣話文都還在茁長的階段，卻受到和文擠壓空間，似無法繼續發

展，創作者也只停留在高不成低不就的狀態。楊逵更具體地道出創作者的難言之

隱： 

自從日本統治以來，逐漸禁止漢語教育，在初級、中級教育又強制使用日

本語，因而使創作者長久以來無法用文字表現文學上的思想或感情。161 

文字是用以表現文學的媒介，而文學承載了作者的人情，創作者若是無法掌握文

字，表情達意的效果便打了折扣，更遑論有提升文學性的可能，關於這點，河崎

寬康亦有同感： 

在文學的場合，語言的地位不是當為（sollen），而徹頭徹尾擁有實存（sein）

的性質。使用現在最適合有效表現自己的生活感情的語言，就是文學之道。

臺灣人在描寫人的心理的微妙動態的對話時卻呈現笨拙的情形，這種情況，

也是臺灣人自己沒有統一的語言和文學，所造成的不幸的根源。162 

臺灣新文學自一九二○年代到一九三七年，不斷處於語言和文字磨合的過程，首

先是對於中國白話文的追求，而受到臺灣話文的震盪，最後則是日文的收編。外

在環境一再給予創作語言衝擊，使得書寫系統無法定型。此處所指外在環境的影

響不只包括殖民主的規範，還包括語言改革運動過程中，無心造成的切截，立意

形塑更貼近言文一致書寫方式的改革，可能因此干擾了一段成形中的書寫方式。

                                                 

161 楊逵，〈臺灣的文學運動〉，《文學案內》一卷四號，1935/10/01。 

162 河崎寬康，〈關於臺灣文化的備忘錄〉（三），《臺灣時報》一九六號，1936/03/01。 



107 

 

第二節 內在思辨對創作語言的影響 

外在環境給予創作語言大方向的指導，而創作與個人的連結亦不可忽略，本

節嘗試由有意識的翻譯過程與無意識的語言浸透探析內在思辨對創作語言的影

響。 

一、 有意識的翻譯過程 

為了回應時代的期許、表達自身的認同，創作者「選擇」了不熟悉的語言進

行創作，於是必須經過翻譯完成創作。王錦江有一段關於賴和寫作策略的言談，

經常被大家引用： 

他是一絲不苟的作家。寫作時先用文言文寫，再改寫成白話，然後修改成

接近臺灣話的文章，據說有時也反過來寫。所以他的作品字字珠璣，井然

有序。163 

李獻章亦知悉賴和的翻譯過程： 

賴和曾向筆者提及，他在創作之初，先用漢文思考，用北京話寫了之後，

再改成臺灣話。164 

在此擬藉由對比賴和與陳虛谷的寫景文句，來重現從文言文至白話文的轉譯過

程： 

作者 寫景文句 

賴和 拭過似的，萬里澄碧的天空，抹著一縷兩縷白雲，覺得分外悠遠，

一顆銀亮亮的月球，由著淺藍色的山頭，不聲不響地，滾到了天

                                                 

163 王錦江（王詩琅），〈賴懶雲論──臺灣文壇人物論（4）〉，《臺灣時報》二○一號，1936/08/01。 

164 李獻章，〈臺灣鄉土話文運動〉，《臺灣文藝》，102 期，198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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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鬪鬧熱〉） 

衙門的大玄關，自昨夜裡就交叉著插上國旗了，朝來在曉日的熙光

中，懶倦地飄揚展捲，漾著微風的旗葉，似在告人今天是歡喜的元

旦。（〈不如意的過年〉） 

陳虛谷 黑雲莽莽，把沉沉的天空黏住，祇見一陣陣的烏鴉，很懶倦無力的

樣子，從遠遠的天邊飛過，薄暗的玻璃窗外，排列著四、五株很高

的松樹，在半空中亂舞著，同時發出很驚人的聲勢，像怒濤一樣的

狂吼，把一座舊的木造的家屋，震撼得微微動搖起來。（〈他發財了〉）

大庭外架起一棚大綠門，插滿了小紅旗，上面掛著一方匾，寫的是：

「衣錦榮歸」四大字。兩旁交叉著兩旒的旭日旗，在微風中招展著。

（〈榮歸〉） 

比較賴和與陳虛谷的兩組景色描寫，可以看到兩者主語和修飾語的相對位置相當

不同，陳虛谷筆下的主語是帶頭出現，較長的述語、表語在後，賴和則有相反表

現，如引文中標示底線部分呈現明顯差異。前頭我們提到賴和的書寫策略是以漢

文思考，或許可以用以解釋此處的差異，最初以漢文書寫時文句必定較簡潔；轉

換成白話文時，作家可能一面加進額外的形容，「拭過似的，萬里澄碧的天空」原

來很可能只是「碧空如拭」四字，後來加添的部分便直接黏著在修飾對象之前，

遂形成一串修飾語之後才看得到主語的情況。 

一九三○年代後，賴和的小說語言逐漸傾向臺灣話文，除了繼續有俗諺的引

用，同時也致力於敘事語言句法的臺灣話文化。李育霖以「剩餘」165來討論賴和小

說的翻譯情形，他說： 

如果我們將賴和小說語言述句中，因為在地詞彙的加入、語句的改寫、語

法的變造、或因翻譯（或未翻譯）所造成諸多不符語法的成份看成語言學

                                                 

165 「剩餘」是勒榭克利所指語法的例外或語法以外的語言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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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剩餘」，那麼這些「剩餘」便不應只被視為翻譯過程遺留的部分，而

應有更積極的意義。166 

李育霖認為無法完全過度的「剩餘」可視為賴和小說語言的「逾越」，可代表其個

人風格，創出新的語言契機，這段話肯定了語言的有機性。第三章第二節中業已

述及賴和最後一篇作品〈一個同志的批信〉及其相關迴響，在此綜合李的意見略

做討論，首先李提到這篇小說中許多日語詞語如「配達夫」、「殿」、「机」賴和皆

未翻譯，因為這些詞彙儼然已經在地化，成為在地語言的一部份。「名詞」應是最

容易被接受的混語型態，也經常成為判別臺灣話文語句的依據。其次談到的是「走

去提起來」、「創啥貨」等閩南語詞彙，此一變造使賴和遭受「難讀、難懂」的非

議，「創啥貨」這樣的諧音詞在賴和小說中不算是第一次出現，不過其小說中的臺

灣話文表現多是音、義兼顧，如「你免驚」、「喰飽就睏」這般表記方式，「創啥貨」

應該也還在理解範圍之內才是。〈一個同志的批信〉引起反彈聲音可能的原因是：

通篇諧音借字的頻率太高。因為漢語為孤立語，讀者在接收字形的過程中同時反

應出對其音義的理解，再與上下文相搭配理解出文義。若對於當中少許的字的理

解產生混亂，對閱讀造成的影響不大，然而若是諧音借義的字大量出現，恐怕便

成為一個問題了。諧音借字被讀者接受的程度取決於出現頻率，當漢字表記臺灣

話文的頻率過高時，遂可能造成讀者的接收困難。這可能是〈一個同志的批信〉

通篇約三分之一為臺灣話文，是賴和前所未有的實驗，卻也未再有開創的機會了。 

賴和創作白話文、臺灣話文之際所進行文類到文類的翻譯並非單例，周作人

說起晚清文人提倡白話亦有類似的翻譯過程： 

我以為那時候的白話和現在的白話文是有兩點不同：第一，現在的白話文，

是「怎樣說便怎樣寫」，那時候都是由八股翻白話。第二，是態度不同──

現在我們作文的態度都用白話。而以前的態度，古文為「老爺」用的，白

                                                 

166 李育霖，《翻譯閾境：主體、倫理、美學》第二章，頁 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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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是「聽差」用的。167 

這段話說明晚清文人創作白話文時，是先用文言文思考，再翻譯成白話文，與賴

和的翻譯歷程完全相同，同時期提倡語言變革的領袖梁啟超也曾感慨用白話翻譯

外國小說遠較用文言文困難168，他們同樣無法輕易跳脫文言文的思考模式。第二章

介紹一九二○年代背景時，已發現臺灣新文學運動的開展情形與中國近代白話書

寫的發展十分接近，其中有一項共同特點：兩邊倡議書寫白話者，其個人書寫習

慣仍以文言文為主。賴和與晚清文人皆處於文體變革初始時期，接觸新文體前，

已有定型的書寫語言，書寫語言直接由思考引導，不須透過口說語言傳遞，這亦

是造成言文分離的原因之一。 

此外尚有一例輔證，鍾肇政在戰後仍希冀在文學領域有所發展，因此相當努

力學習中國語文，待開始想要用中文書寫時，卻必須透過翻譯來達成： 

我第一個採取的步驟就是翻譯。什麼樣的翻譯呢？因為我滿腦子所裝的就

是日本文、日語語彙，這些日語的語彙在我的腦子裡裝得滿滿的。……也

就是說，我必須靠日文來思考。所以我剛剛想要寫東西時，必須用日文來

寫草稿，然後才自己把它翻譯成中文。169 

鍾肇政的翻譯方向是以日文思考，再寫成中文。賴和與梁啟超的翻譯為文類到文

類的轉換；鍾肇政的翻譯則是語言到語言的轉換，看似不同，不過不論哪一種，

皆是從思考語言翻譯成不習慣的書寫語言。個人思考與書寫的第一次連結應當由

教育啟蒙，賴和與梁啟超自幼接受傳統漢學教育；鍾肇政從小念日本書、講日本

話，故各自有習慣的思考語言，這個語言與個人口說語言不見得是相同的。後來

因為另一種語言的書寫必要，必須進行轉換。鍾肇政將這個過程稱為「腦譯」： 

                                                 

167 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上海影印書店，頁 8。 

168 袁進，《中國文學觀念的近代變革》，廣西師範大學出版，頁 176。 

169 鍾肇政，《臺灣文學十講》，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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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情形繼續了好一段日子，然後漸漸地發現到中文進步得很快，我在想

的時候照樣用日文在想，不過日文想了一個句子，在腦子裡就把它翻譯成

中文，中文漸漸進步了就有這樣的本事。不但我是這樣，後來我才知道很

多戰後第一代作家差不多都經過這樣的階段，就是所謂的腦譯（或譯腦）。

170 

鍾肇政補充道，雖然後來已能用中文思考，但用日文講話交談的能力仍非常自然，

隨時都可以上臺演講，日語對他來說，依然是最能表現個人情感的語言。河崎寬

康說：「使用現在最適合有效表現自己的生活感情的語言，就是文學之道。」賴和

和鍾肇政歷經時代變革，不得不跳脫自適的語言，發展另一套思考語言，並且藉

由有意識的翻譯扭轉了自身的創作語言。 

二、 無意識的語言浸透 

有意識的翻譯過程牽涉到思考與書寫的連結，無意識的語言浸透則可能蘊含

口語與書寫的關係。回溯第二章、第三章進行的語句分析，小說文本中不時會出

現違背書寫大原則的小差錯，例如「著」字的兩用：在賴和早期的小說中，「著」

字即同時可做為中國白話文裡的持續記號以及臺灣話文的 tioh，後者的表記遂與作

家追求中國白話文的意圖有所扞格。對於一位一九二○年代的新文學創作者而言，

面臨「言文一致」的呼聲，其小說創作過程可能受到的影響如下── 

階段一：以言文一致為目標，學習中國白話文 

階段二：嘗試以中國白話文創作小說，實踐於小說中對話的部分卻有方言突出 

階段三：無法確切掌握中國白話文，部分敘事語言受到對話影響出現臺灣話文的

痕跡 

階段四：形成臺灣式白話文樣貌的敘事語言 

                                                 

170 鍾肇政，《臺灣文學十講》，頁 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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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一到階段四的過程先後受到語言（自身的臺灣話文環境）和文體（小說）的

影響，中國白話文對臺灣人來說，恰巧是一個既可以理解大概，又帶有「陌異化」

意涵的文體，成為最初設定追求的目標十分理想，作者創作小說之際不斷摸索著

可能的敘事語言，最終也許找到了一個平衡點，即以臺灣式白話文為敘事語言，

堪稱一九二○年代新文學萌芽期作者群的奮鬥成果。旋即而來的是一九三○年代

的鄉土話文論爭，再次打亂某些創作者的平衡，決心以臺灣話文達成小說創作的

言文一致者終將遭遇挫折。因為若是以方言俗話書寫敘事語言，將容易與對話話

語混淆，受到影響。因應文體的需求，對話語言走向臺灣話文化是合理的，敘事

語言則至少必須同坪內逍遙所說，待俗話改良方可為之，總之，敘事語言必須和

對話語言有所區分。 

以上嘗試描述出日治時期新文學創作者的小說敘事語言形成歷程，雖則大環

境相同，但不同的作家仍具有其個人的寫作風格，比如楊雲萍常以美化的單字動

詞描寫人物的動作，郭秋生常使用「突地」一詞表示「忽然」等等，但他們不可

能無中生有地創造出他們自己的語言，即使在語言上極端富有創造性的作家，也

會受到整個可供選擇的語言範圍的影響和制約。 

文學和時代是密切相關的，一九二○到三七年間的臺灣新文學白話文小說作

家在多語環境中摸索的經驗，凸顯出選擇創作語言、建立書寫系統的困境，陳芳

明將之視為殖民地文學的特徵： 

殖民地文學的重要特徵，表現在文學語言的駁雜與混融。日文與中國白話

文，都不是臺灣作家的母語。必須穿越痛苦的語言學習過程，殖民地作家

才能夠較為準確地表達他們的思考。
171 

不可否認在殖民情境下，作家們陷於對固有文化以及語言認同的掙扎，語言和其

他層面的文化表現皆受到權力關係的左右，殖民宗主國以「排拒母語」來實現統

治，被殖民者則可能以「復興母語」來抵抗。肯亞作家提安哥（Thiong'o wa Ngugi）

                                                 

171 陳芳明，〈未完的文學工程──寫在「葉石濤專輯」之前〉，《聯合文學》第二○六期，2001/12。 



113 

 

（1938~）為非洲後殖民作家中以最富民族獨立意識者，以本土文化保護主義而聞

名，他提出「反英語」的口號，堅持以母語寫作的優先性，在《返家：走向民族

文化》（Homecoming：Toward a National Culture）一書中曾說：「子彈是征服物質

的武器，語言則是征服精神的武器。」
172但實際上，語言做為一種文化抵抗的策略，

提安哥本身卻是以英語或「變體非洲英語」進行寫作而獲得成功的，這個現象說

明運用一種夾雜著外語和母語的「混雜語言」，亦足以成就文化抵抗之目的。 

 以此回觀臺灣新文學白話文小說的敘事語言的混雜，雖然臺灣話文書寫到了

一九三○年代中期未見成熟之日，但無論立意以中國白話文或日語創作者，在有

意識的翻譯過程和無意識的語言浸透運作之下，其作品中皆可見臺灣話文的成分，

文體的落實受到一個時代之語言活動的潤澤，殖民地語境則提供其顛躓、流變的

可能性。 

三、 小結 

日治時期新文學發展至一九三○年代，雖有一定數量的文學社團與作家群，

創作素質卻仍參差不齊，《臺灣新文學》還經常有缺稿情形，一九三六年六月九日

楊守愚的日記寫道： 

臺灣新文學界之漢文陣，很不幸的，執筆者十之七八都是徬徨於飢餓線上

了，為追逐麵包，以致無心執筆。因此漢文陣之微微不振，也就成為不可

避免的了，況乎又是處在禁止漢文這一個大統治方針下。 

此時距離日刊報紙「漢文欄廢止」約還有一年，新文學小說卻已經陷入死氣沉沉

的生態，物質生活的不足是創作的外在阻因，而不可規避的內在阻因恐怕還是語

言，對書寫語言的期許、想像限制了創作的彈性與自由，一九三六年一場文學座

                                                 

172 轉引自宋國誠〈閱讀第三世界語言：民族生命的故居－提安哥的「母語尋根文學」〉之四，《臺

灣立報》，2004/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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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會173中，與會者的發言仍有提出與語言相關意見者： 

莊天祿：依鄙見，我認為臺灣的小說用字遣詞不夠精鍊。因為用詞不當，

就顯得表現欠佳，因此發不了藝術之感性。 

郭一舟：《臺文》雜誌經常刊登模仿民國的人所寫的白話文，而寫出來的「南

腔北調」的不倫不類的白話文。 

直到漢文欄廢止前的一九三六年，歷經了白話文提倡、新舊文學論爭以及長達數

年的臺灣鄉土／話文論戰，臺灣文壇仍被莊天祿所謂的「用字遣詞」所限制，無

法成就「藝術之感性」；而在語言改革上追求「言文一致」的結果，卻換來郭一舟

所說「南腔北調」「不倫不類」的調侃，與一九二○年代之初並無二致。顯見在殖

民的環境下，欲追求日、中二國般足以支撐民族意識之「言文一致」目標之艱困，

連半殖民地滿洲國的「鄉土文藝」題材追求亦難企及。 

 日治時期的新文學白話文於一九三七年失卻了發表園地，此時臺灣話文尚未

穩固紮根於小說敘事語言的位置；戰後由於國民政府教育政策使然，臺灣話文仍

無法透過翻譯演化過程發展成現代化的、可供論述的語言系統。陳培豐注意到：

跨越戰前和戰後，鄉土文學都具有由「一篇多語」的分工式文體所形成的書寫侷

限
174。也就是說，戰後臺灣話文依然常在小說人物對話中，以「原音」重現的姿態

浮現在文列當中。以積極的角度觀之，這說明了語言本身的生命力並沒有被抹煞，

從一九二○年新文學發展期形成的「臺灣式白話文」，到今日生活中多樣的「臺灣

國語」，都揭示語言接觸導致語言混雜之必然，亦提點出語言不盡然是被選擇、操

控的對象，而在做為文學媒介之際，反映出時代整體與作家個體之特性。 

  
                                                 

173 陳藻香譯，〈臺灣文學當前的諸問題─文聯東京支部座談會〉，《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第

二冊，1936/08/28。 

174 陳培豐，〈由敘事、對話的文體分裂現向來觀察鄉土文學〉，《臺灣文學的東亞思考──臺灣文學

藝術與東亞現代性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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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本文以日治時期新文學小說為研究範圍，探討語言對於創作的影響，依序關

照的三層次為：大環境中被期許的創作語言、作家作品中實際表現出的創作語言、

以及足以撐持起小說的敘事語言。日治時期複雜且自主性低的語言環境下，一貫

的小說的敘事語言往往還沒發展得完全，卻又被另一股潮流拉著走，今日我們閱

讀著這些作家前輩破碎的敘事語言，除了批判其語言改革的失敗之外，當從其書

寫文字流轉的樣貌，回觀語言運作於其中的軌跡。 

「言文一致」的概念在日本、中國兩地從提出到普及，皆與現代化的進程息

息相關，在日本發生於明治維新前後；在中國則發揚於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一

九二○年代，作為日本殖民地、中國「化外之地」的臺灣在第一批新式知識分子

的倡導下，也開啟了一系列的語文改革運動，他們對「新文體」的認知即來自已

經完成改革的日本與中國。一九二○年代新舊文學論爭和一九三○年代鄉土話文

論爭分別為新文學創作者揭示了「中國白話文」與「臺灣話文」的兩種創作理想。

然而中國白話文並不符合臺灣「言文一致」的理想，臺灣話文則有表記系統以及

既有的臺灣「白話文」的問題，兩者的實踐都未能順利達成。 

中國近代白話開展運動的三個特色和一九二○年代臺灣文學的白話文提倡頗

為吻合：一、救國維新的實用性高於文學藝術性；二、融鑄口頭語與書面語易產

生糾葛；三、倡議書寫白話者，其個人書寫習慣仍以文言為主。在臺灣，「言文不

一致」的產生更由於過去文言文為主流書面語的基礎，而臺灣文學的「白話」書

寫系統無範型可循，於是中國白話文──一種同文脈、能讀懂、且有範型可循的

文體遂成為權宜下的「拿來」對象。一九二○年代創作者包括楊雲萍、賴和、張

我軍、陳虛谷、楊守愚在內，即使連編有《中國國語文作法》的張我軍，都會在

嘗試創作中國白話文時產生句法使用訛誤，「把字句」的誤用為例證之一。而其他

介詞混淆是個作家作品中普遍可見的情形；「著」字、「伊」字同時具備表達中國

白話文意義和臺灣話文意義的功能，可能由於作家受原生語言影響，致使雖然以

「中國白話文」為理想的書寫語言，卻在創作過程中不經意寫出臺灣話文式的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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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 

在鄉土話文論爭點燃之前，小說的對話表現已處處見得臺灣話文的存在，尤

其發生在以鄉村為背景的小說文本，並可能有日文混雜其中。臺灣話文、日文的

置入是易於辨識的，不過整體來說日語的表記方式表現得較臺灣話文更浮動不一，

多元的表記方式呈現作家面對外來語的磨合過程，而後才能逐漸消化使其成為自

身語言的一部分。對話部分以臺灣話文承載是內容題材的需求所致，敘事語言中

的臺灣話文痕跡可能來自對話語言的渲染，而不一致的表記方式證明了作家處於

摸索、嘗試之階段。 

時至一九三○年代，賴和與楊守愚的創作語言走向不同的發展，賴和嘗試以

臺灣話文承載通篇作品，楊守愚仍以中國白話文書寫對話以外的篇幅，兩者看似

背道而馳，其實共同之處在於趨向選擇某種一致的敘事語言，這樣的概念應當是

作家在實踐創作的過程中逐漸體得的。從賴和的語言轉折可以觀察到兩點：第一、

小說中的臺灣話文成份，是從對話部分漸次渲染至敘事部分。第二、議論的部分

仍脫不出中國白話文。最後一篇發表作品〈一個同志的批信〉通篇以第一人稱敘

述視角寫成，類似獨白的文體，促成從頭到尾的敘述視角統一，且只有「述」而

沒有「論」，故能成功脫離中國白話文敘述。楊守愚的小說維持著分工式混語狀態，

只有在對話中才找得到臺灣話文的痕跡，一九三二年發表的〈斷水之後〉是表現

最為分明的一篇，當中的對話與敘事語言形成鮮明對照；而他的新詩創作使用方

言的頻率較小說敘事語言高，故能推測文類的不同會對創作語言之選擇產生影

響。 

郭秋生與朱點人在鄉土話文論爭中分別主張臺灣話文建設與繼續經營中國白

話文。郭秋生實際創作的小說尚未能將臺灣話文運用得宜，句子中的突兀詞彙出

現的原因可能由於作者對字詞的誤解，而也可能是因為耽溺文句的經營所造成，

由於自創字詞的固著性不高，唯比較口語化或是音義皆貼合者才可能提高使用頻

率。陳培豐指出：「『一篇多語』的分工式文體並非臺灣話文派的專利，朱點人等

主張中國白話文者，其作品依然逃不出這種構文模式。」觀察朱點人小說中的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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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語言，確實出現臺灣話文句式的渲染，且多處和一九二○年代以中國白話文為

目標語言的創作者表現相仿。張深切曾直指郭秋生語言使用的不妥切：「郭秋生氏

的應用法有很多不對，然而彷彿似沒有字義的臺灣話腔。」亦曾賦予朱點人「臺

灣創作界的麒麟兒」稱號，兩者的對照提示我們有明確理論主張者不見得對作品

語言有絕對的掌握，創作者必須靠一再實踐來完成語言架構。 

一九三○年代滿洲國的鄉土文藝論爭映照出滿洲國的「鄉土文藝」偏向題材

訴求，臺灣的「鄉土文學」則由題材終歸趨於語言問題，一九三三年之後的論爭

文章雖然多有拉回文學本質討論的傾向，但語言的建設自論爭起始就是無法捨棄

的問題，而「臺灣話文」做為書寫語言成為此時期的「理想」，引發諸多意見探討

其表記方式，書寫系統的一致化仍是亟待解決的問題。「語言」因此是臺灣新文學

發展過程中最大的關鍵。郭秋生說：「就算我們沒有提倡建設白話文，臺灣話文的

發達雖是遲緩，也必日有所長。要知道臺灣話文是從臺灣實地自然發生的東西，

斷不是從半空中飛來的。」點出了語言系統的建立需要時間與時機，但時期的轉

折卻使得無論白話或臺灣話文書寫，都瞬時被抝折。而實際作家對於白話文書寫

普遍缺乏信心，楊守愚戰後曾提及：「在萌芽期的臺灣新文學界，同好者還是寥若

晨星，慎重一點的人，又不輕易把作品發表。」175因為語言系統的猶疑曖昧，且

必須花費絕大部分心力於語言嘗試之間，臺灣作家創作之際的藝術性常居於次要

地位，也難怪具有古典美學訓練的新文學作家要在發表作品之際戒慎恐懼了。 

作家作品中的創作語言提供了其汲汲於尋求足以撐持起小說的敘事語言之線

索，而影響敘事語言形成者至少可分為外在環境與內在思辨兩層面。綜觀一九二

○到三○年代的語文改革運動，首先發現臺灣新文學對於「言文一致」的受容出

現弔詭的現象，一九二○的作家們能共享中國白話文為理想標的；一九三○年代

的臺灣話文提倡卻引起兩派論爭。這是由於中國白話文先行擔負起承載小說敘事

語言的責任，並且染有在地化之色彩，已成為臺灣式白話文；而臺灣話文如陳培

豐所論述未經翻譯的淬煉，遂無法進入小說的敘事語言。透過當時評論的文字，

                                                 

175 守愚，〈赧顏閒話十年前〉，《日據下臺灣新文學明集 5 文獻資料選集》，頁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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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能看到臺灣話文表記方式的眾聲喧嘩，一方面也能看到作家面對語言選擇

的不自由，顯示外在環境的指導、呼聲能指引小說敘事語言的形成，卻也可能對

其造成衝擊。此外，作家個人有意識的翻譯過程與無意識的語言浸透，亦成為形

塑小說敘事語言的力量。 

一九二○年代的新知識分子們藉由日文、中國白話文接收新知，同時認為可

理解的語言便能用以創作，造成創作小說之際產生「我手寫他口」之情形，由第

二章的作家分析中，得以窺見楊雲萍、賴和、陳虛谷、張我軍以及楊守愚等五位

作家都明確以「中國白話文」做為創作語言，時而勉勵自我多加磨練；時而流露

出無法掌握白話文的擔憂。雖然中國白話文並非自身熟習的語言，但同文的便捷

性、陌異化的文學性皆促成中國白話文成為臺灣文學的模仿對象。反觀一九三○

年代被提倡的臺灣話文，一方面淬煉的歷程尚短；一方面漢文做為表意文字，表

記方式的無法統合使得言文一致的落實遭遇困難。此外，中國白話文成為敘事語

言的載體歷經一段時間，創作和語言不斷進行磨合過程，中國白話文的在地化間

接使得臺灣新文學對言文一致訴求的受容度降低。 

觀察一九三○年代的刊載於報刊的評論文字，討論小說語言者無不在尋求一

種統一的書寫語言，除了語種使用之選擇，臺灣話文的表記方式仍受到關注。臺

灣新文學自一九二○年代到一九三七年，不斷處於語言和文字磨合的過程，首先

是對於中國白話文的追求，而受到臺灣話文的震盪，最後則是日文的收編。外在

環境的指引在短時間內一再給予創作語言衝擊，使得書寫系統無法定型。此處所

指外在環境的影響不只包括來自殖民主的規範，還包括語言改革運動過程中，無

心造成的切截，立意要形塑更貼近言文一致書寫方式的改革，反而可能因此干擾

了一段成形中的書寫方式。 

貼近作家個人的創作經驗，能窺見有意識的翻譯過程和無意識的語言浸透在

創作語言中的運作，有意識的翻譯過程牽涉到思考與書寫的連結，無意識的語言

浸透則可能蘊含口語與書寫的關係。賴和自言創作白話文時須經過一段翻譯歷程

──以文言文思考，再寫成白話文，甚至再行翻譯成臺灣話文。而戰後作家鍾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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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於創作之際也必須經歷類似的翻譯過程。他們皆致力進行「思考語言」到「不

習慣的書寫語言」之翻譯，即使對賴和來說，目標書寫語言反而就是最親近的日

常語言。這個現象與索緒爾描述的文字表現情形頗為符合： 

詞語的書寫形象使人突出地感到他是永恆的和穩固的，比語音更適宜經久

地構成語言的統一性。書寫的紐帶僅管是表面的，而且造成了一種完全虛

假的統一性，但是比起自然的唯一真正的紐帶，即聲音的紐帶來，更易於

為人所掌握。176 

如此看來，要掌握「聲音的紐帶」與原先能掌握的「書寫的紐帶」是截然不同的

兩件事，臺灣新文學作家為了達成語文改革運動的主要訴求「言文一致」，於書寫

之際所進行看似「回歸」的語言翻轉卻是一條漫漫長路。 

過去所見和日治時期書寫語言相關的研究，多半導向兩個面向的結論，一是

表述作品中語言混雜反映出時代面目，並肯定作家多元的書寫風貌；一是以語言

傾向詮釋作家的認同，彰顯其抵殖民精神。在這樣的討論之下，語言永遠是被動

受選擇的。本文藉由實際分析小說文本的語句，比對創作意識的比表現，並考慮

小說文類的特性，發現作家們因為語言環境的殊異，所呈現出的語言樣貌不盡然

都是自己能主導的，作家確實能主動選擇書寫語言，然而語言終究反身影響了思

考、影響了書寫成果。一如托多洛夫所言： 

各個文體存在於語言中，而非在使用者心中。177  

                                                 

176 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頁 37。 

177 轉引自大江健三郎，《小說的方法》，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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